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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序
危机与冲突开启了解放的机会。在21世纪初，这些时刻的标志是在虚拟、数字、现实和现实的边界上进行的斗争。数字文化和政治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即使它们同时将人们置于监视之下，并允许他们的生活被挖掘用于广告。这个系列旨在介入这种文化和政治的交汇。它以对新的抵抗地形和实践的批判性探索为特色，对反抗和解放的可能性进行批判性和知情的探索。
关于数字文化和政治的新兴研究调查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对象的广泛数字化的影响，我们周围的新交流渠道以及生产，重新混合和分发数字对象的不断变化的手段。这一研究倾向于在希望议程和恐惧议程之间摇摆，前者对增加参与提出了显著的要求，后者则假设了扩大的压制和商品化。为了避免希望和恐惧的对立面，这个系列的书围绕着“路障”的概念聚集在一起。作为圈地的来源和解放空间的防御，街垒是在斗争激烈、风险高的地方竖立起来的。它们必然是党派分歧、不同的政治化和共同表面的部署。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对象、它们的网络电路和设置，以及它们的物质载体、信息载体和生物载体，都扮演着数字路障的角色。

乔迪·迪恩、乔斯·汉兹和蒂姆·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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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ai capital

最值钱的东西
今天，资本主义被人工智能(AI)问题所困扰。以温哥华初创企业圣所认知系统公司(Sanctuary Cognitive Systems Corporation)为例，该公司旨在开发“能自己移动、说话和思考的类人机器人，并与真人进行智力交流”。它的所有者乔迪·罗斯(Geordie Rose)是量子计算的先驱，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虽然实现这一目标的构建模块已经在“狭义人工智能”和专门的机器人应用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但没有一个模块能与能够完全模拟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相接近。他的公司的使命是“解开人类智能的工作原理，并大规模复制它”，因此“听起来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登月计划”。然而，罗斯并没有气馁，因为如果他成功了，这将是“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硅片2018年)。
如果Sanctuary没有与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资本家竞争，也没有努力生产AGI和相关技术，这一追求很容易被忽视:埃隆·马斯克和他的非营利组织OpenAI;由三星和科技界亿万富翁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支持的Vicarious FPC, Inc.;以及被b谷歌/Alphabet收购的DeepMind Technologies，后者的所有者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是超人类主义者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 2005)的赞助人，库兹韦尔是最著名的“技术奇点”预言者，他预言计算机将获得与人类相当的智能。圣所认知系统公司(Sanctuary Cognitive 

Systems Corp .)可能会幸存下来，也可能会破产(该公司显然资金紧张，正在寻找天使投资者)。但它的故事讲述了飙升的技术雄心、使命驱动的数字创业精神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器人，“就像耶罗尼米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画作中的黑社会生物”(硅片2018年)，这是席卷全球市场的人工智能热的征兆，这种热也体现在有关人工智能应用的新兴商业文献中。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的相互矛盾的预测，对创造“生活3.0”(Tegmark 2017)的乌托邦式猜测，以及小说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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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浆机器人启示录(Wilson 2012, 2015)到人工智能提出的新技术存在主义地平线上的复杂文学探索(Mason 2017)。
定义人工智能是困难的。尽管如此，Rose是正确的，通常被称为“狭义人工智能”的东西已经存在于算法过程中，现在已经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信息。对于仓库工人或军事人员来说，这种人工智能可能体现在机器人送货车或半自动杀人无人机的底盘上。然而，大多数人工智能在智能手机和电脑上进行的活动的背景下，是看不见的;在搜索引擎结果、社交媒体动态、视频游戏和定向广告中;在接受或拒绝银行贷款或福利援助申请时;在呼叫中心查询或召唤按需出租车时;或者在遇到警察或边防人员时，扫描他们的影子屏幕。通过这些方式，人工智能已经陪伴我们很多年了。
曾几何时，左翼人士将苏联和东欧的政权称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Bahro 1978)，这表明对新社会秩序的希望初步但不完美地实现了。我们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表述:“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指的是对这些技术进行实验性和不均衡采用的阶段，而这些技术被寄予了如此多的希望。这一阶段可能比人工智能爱好者预期的要长得多。它可能会停滞、停滞和内爆(就像“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所做的那样)。但它也可能在向一个显著转变的资本主义或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的过渡中加强或扩大。这种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提及将我们带到了批判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有利位置。预言技术奇点的人预计它将在2045年左右到来(库兹韦尔，2005)。这将是在一位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观察者写下他自己对其最终结果的预测201年后:“最终……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了一切”(马克思1975[1844]:366)。年轻的马克思写的不是人工智能或机器人。他描述的是工人的“异化”，即被资本剥夺了对他们制造什么、如何制造、他们与人类同胞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物种存在”的控制。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论点是，人工智能应该被视为这一过程的顶点，在这个时刻，市场体系将获得自己的生命。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是“外来力量”(马克思1990:716)——自主资本的力量。我们通过彼此阅读人工智能和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通过马克思，因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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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对当今推动AI发展的商品化和技术融合的最全面的批判性描述;因为AI以深刻挑战马克思主义假设的方式将人类例外论、代理和劳动问题化，因此需要那些与马克思一样渴望反对和超越资本的革命的人进行仔细的研究。

三场论战
这本书的论点交织着三篇论战性的评论。第一个是对AI作为资本工具的批评，这一切都意味着对人类劳动的剥削和排斥，以及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高科技企业所有者手中。将AI描述为无私的科学研究过程的结果是天真的。机器智能不仅是一种技术逻辑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逻辑的产物，即生产剩余价值的逻辑。资本主义是这些技术和社会逻辑的融合，而AI是其计算与商品化相结合的最新表现。AI是在美国军工联合体的数字实验的推动下，在一种社会经济秩序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秩序奖励那些拥有自动化人力劳动、加速销售、精心策划金融投机和加强军警对潜在不安定人群控制的手段的人。
AI是否可以被用于不同的用途——“重新配置”(Bernes 2013;托斯卡诺2014;Steinhoff 2017)贡献或创造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这是我们稍后讨论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大型数字公司的所有者将AI视为他们的技术——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拥有知识属性、巨额研究预算、AI科学家的劳动时间、数据和存储数据的中心、电信网络、以及与国家机器的联系，这是创造AI的先决条件。正是他们和他们的高级管理干部能够将他们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植入AI软件和硬件中，“融入”他们的价值观——实践中，一个主要的指令，扩大剩余价值——到它的设计中。
企业领导人对AI的看法似乎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差异，从欣喜若狂的拥抱到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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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然而，他们的共识是，由他们来决定AI的方向，由他们在高层秘密会议和与政府的特权对话中决定如何(而不是是否)采用人工智能，以及在激烈的角斗士式的自由企业竞争与谨慎的道德监管和政策安全网之间取得怎样的平衡，以防止不受欢迎的动荡。无论是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支持奇点的概念，同时巩固其公司的垄断权力来指导它，还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建造(或试图建造)用于生产自动驾驶汽车的全自动工厂时警告AI灾难，或者比尔•盖茨(Bill Gates)提出的苍白的机器人税收计划(从而立即招致同行的嘲笑)，企业人物之间的丰富冲突掩盖了一个更为清醒的现实:这些伟大的AI巨头，不过是推动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计算的抽象力量的化身。它们还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巨大傲慢，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自己释放的力量。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从年轻的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有名无实的引用:“最终——这也适用于资本家 ——一种非人的权力统治了一切(1975[1844]:366，重点补充)。”
然而，在对资本主义与AI的遭遇进行批评时，我们也与左翼理论家有同样的担忧，他们中的一些人，像我们一样，在评估AI时引用了马克思。因此，在这里，我们与我们尊重并向其学习，但与我们不同的对话者争吵。我们反对两种特定的左派观点，即我们称之为“最小化”和“最大化”的AI观点。
左派的“极简主义”立场将当前关于AI的论述视为炒作和兜售主义。一个更温和的版本赋予它们有限的可信度，但坚持认为这不足以严肃地改变以前对资本和阶级的分析(Huws 

2014;Moody 2018a)。对于这种极简主义立场的强烈陈述，我们可以采用阿斯特拉·泰勒的“自动化字谜”(2018)，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机器人的崛起被大大夸大了”(像许多作者一样，泰勒认为AI和机器人几乎是同义词，我们稍后会讨论一个不幸的解释)。泰勒同意我们的观点，即技术变革，特别是自动化，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而是从阶级权力的角度来操纵的。然而，她的主要论点是，不仅仅是自动化的现实性，更重要的是它的可能性，被武器化以恐吓工人。她列举了机器人化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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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公司试图平息“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运动的汉堡包和触摸屏自助服务亭。泰勒指出，其中一些威胁被证明是空洞的，而那些已经实现的威胁，仍然让许多工人在麦当劳辛勤工作。鉴于此，她建议“让我们对自动化的想法本身过时”。一个新的术语，“人工自动化”，似乎更合适”(2018)。她认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将家务劳动作为无偿工作的密切接触，对资本主义对人类劳动的不可救药的依赖有着特殊的见解，即使这种劳动不被承认、不被奖励，而且是由女性和种族化的少数群体主导的。她接着强调，机器的引入加剧了工作，而不是消除了工作，强调硅谷的数字平台在幕后依赖于内容审查员等无形的人物的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泰勒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西尔维娅·费德里西
(Silvia Federici)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有关资本产生“过剩人口”倾向的问题的回答作为一种顿见的号筒:“不要让他们让你认为你是可以抛弃的。” 

泰勒的许多观点都很出色;我们稍后将对其中一些进行扩展，特别是在第2章中，我们讨论AI自动化的劳动条件。我们同意“自动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和技术维度”，但我们不同意她的总体重点。虽然AI和机器人技术的总体就业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争论激烈，但将自动化视为“哑谜”的说法是非常不合历史的。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从手工织布机织工到装配线汽车工人和冷金属印刷工人，将证明资本用机器取代人类的趋势没有任何“虚假”可言。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模拟和数字供应链以及自动化工厂绕过的行星区域迁移，证明了人口过剩的现实。虽然费代里奇可能非常正确地建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谁或什么应该被认为是社会上可抛弃的，但毫无疑问，资本总是使人甚至整个人口成为“可抛弃的”(当然，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被抵制)。当新一批企业机器力量将这种可抛弃性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将其全部视为虚张声势和炒作时，从这一现实中退缩可能令人放心，但这是不明智的、多愁善感的和危险的自满。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章的结尾，泰勒突然改变了思路，承认:“不可否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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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人几乎无法想象的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存在了，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和视觉方面的进步使一系列全新的工作面临风险。整个行业已经自动化到不存在。她正确地指出，“仅仅强调技术因素，就好像‘颠覆性创新’不知道从哪里来，或者像凉风一样自然，给根植于阶级冲突的事情蒙上了一层无可指责的必然性”(2018)。对此，我们说d 'accord。但面对这些问题需要理解AI及其自动化能力，尽管它们伴随着大量的神秘化和拜物教，而不仅仅是一种“哑谜”。 

我们的第三个批判对象，左翼的“最大限度主义”立场，是与“极简主义”方法截然相反的。它不仅认为AI和相关技术，如机器人技术，是“真实的”，并且有能力彻底改变生产和工作条件，它还将这些能力视为社会主义的垫脚石。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乐观地认为，AI的自动化能力是一个改善(或许最终会废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机会，为一个人们享受更多自由时间、娱乐、个人发展和/或政治参与的社会开辟了前景。这似乎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比反对资本的全面革命的令人生畏的前景更容易实现的道路。相反，它可以通过一个社会民主政府来实现，既准备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又准备引入“普遍基本收入”(UBI)或“公民收入”——向所有公民提供独立于任何有薪工作的保障性支付。列宁有句名言: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加上电气化”。可以说，“AI+UBI”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社会民主思想的公式。围绕这一吸引力形成了一群思想家，在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的《发明未来:后资本主义和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2015)等作品中得到了阐述;保罗·梅森(Paul Mason)的《后资本主义》(2015)和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的《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2014、
2019);后性别未来主义的排外女性主义(Hester 2018)路线;以及一群自主主义者或后操作主义理论家。
再一次，我们同情并在许多方面分享这一群体的愿望;事实上，我们中的一个人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写了关于数字技术的文章
(Dyer-Witheford 2014)，而另一个人则建议马克思主义可能有用地纳入类似的最大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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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思想(Steinhoff 2014)。然而，我们写这本书的部分目的是直接挑战这种人工智能乐观主义的一些前提。特别是，我们想要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AI可以很容易地从资本主义中分离、解脱和重新占有。在这里，思考最大化主义立场的来源是有用的——部分来自马克思自己有时热情地拥抱生产力的现代化力量，以催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出现，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吉尔斯·德勒兹和菲姆斯·瓜塔里，对这一立场的吸收和重新解释。然而，也许最重要的来源是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 2012)的“加速主义”思想，他毫不妥协地为他所认为的不可阻挡的、物种转化(或终结)的计算能力辩护和庆祝。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描绘的最大化思想路线的开创性文件是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切克的“加速主义宣言”
(2013)，它试图左派地重新做兰德的思想:我们所描述的“最大化主义”理论家群体的最准确简写是“左派加速主义者”。 

正如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的那样，这种对兰迪亚思想的挪用回避了其创始人的一些关键论点。首先，Land(2014)认为AI是资本主义的完善技术，将资本逻辑植入其核心。在兰德看来，AI不仅是由资本占有的，而且是由资本构成的:它是一种由劳动自动化、商品加速和金融投机过程构成的技术。第二个更令人不安的兰迪亚观点是，资本和AI的相互嵌入不会导致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相反，会导致资本从人类中解放出来:一个不再需要智人的资本;人类的灭绝1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想法。更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是，兰德在他最近的作品中已经成为种族主义和厌女主义“黑暗启蒙”思想的反动支持者，这些思想以复杂的方式渗透到硅谷的文化中，而硅谷是许多AI生产的地方虽然我们强调自己与兰迪亚思想的这一方面无关，但我们仍然相信，任何共产主义对AI的立场都必须认真对待他最初的加速主义命题——AI与资本主义有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力，从根本上说是不人道的。
鉴于我们对左翼极简主义者对AI的否认和极简主义者对人工智能的赞美的反资本主义批评，我们可能会继续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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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间立场，温和的立场。事实并非如此，或者只有在我们想要去除极简主义的自满和最高主义的乐观主义下面的地板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我们对AI的批评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这有两种含义。首先，我们承认，正如我们认为其他AI思想家应该承认的那样，人工智能注入的资本主义的方向和目的地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对AI近期和遥远未来的能力和部署的相互矛盾的估计，可能而且应该让人产生政治上的眩晕。如今，
AI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常应用已经司空见惯，这为其未来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些指标，但没有确定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AI理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断言，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化身中都断言了大胆的目的论确定性;然而，正如我们稍后所论证的那样，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包含了对资本技术强制的结果的不同描述。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可能性矩阵，而不是一张期票。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方法削弱了两种自满情绪，一种是认为无论新技术如何，社会斗争都不会改变，另一种是反过来认为，由于同样的新技术，资本的自我毁灭迫在眉睫。尽管如此，我们的AI分析的第二个“深奥”方面是，在未来的可能性迷宫中，可以辨别出一些潜在的结果，这些结果远比最高主义者或最低主义者的立场所允许的更令人深感不安，他们各自对资本主义的延续或终结充满信心。这些结果使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假设、生产环节斗争的持续中心地位，甚至对资本主义在废除其人类雇佣劳动力后无法生存的信心产生质疑。这些观点需要考虑，不是为了证明失败主义的正当性，而是作为革命共产主义思想复兴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对
AI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同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工智能的批判。那么什么是AI呢?

“可以制造一台机器来模拟它” 

为了理解围绕AI的热潮，我们需要定义AI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显然，我们不是AI专家;我们会因缺乏技术知识以及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性质而犯错误。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我们相信努力解决基本的AI概念以及AI的实际工作方式



introduction: ai-capital . 9很重要。太多关于AI的报道，无论是赞美还是轻蔑，都忽略了这一努力。但只有通过对AI的科学和技术有所了解，才能提出有效的批评。
1956年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研讨会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和研究的开端。组织者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目标的:

这项研究是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原则上，学习的每一个方面或智能的任何其他特征都可以被精确地描述，以至于可以制造一台机器来模拟它。人们将尝试找到如何让机器使用语言，形成抽象和概念，解决现在留给人类的各种问题，并改进自己。(McCarthy et al. 1955)

从那时起，AI的定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模糊。AI专家没有达成共识(Faggella 2018c)。将这个定义问题复杂化的是“AI效应”，即只要AI能够做某事，它就不再被认为需要智能。
Pamela McCorduck指出，在AI的历史上，“每当有人想出如何让计算机做一些事情——下好西洋棋，解决简单但相对非正式的问题——就会有批评者齐声说，‘这不是思考’”(2004:204)。最近的一本AI教科书引用了伊莱恩·里奇1983年对AI的精练定义:“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完成目前人类做得更好的事情”(引用于Ertel 2018: 2)。我们认为AI更正式的定义是:

AI的本质——实际上是智能的本质——是基于有限的数据及时做出适当概括的能力。应用领域越广，用最少的信息就能更快地得出结论，行为就越智能。(Kaplan 2016: 5-6) 

这个定义将AI与单纯的计算区分开来，并允许我们通过考虑它们的速度、所需信息的数量和应用的普遍性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现有和假设的人工智能。然而，卡普兰的定义并没有说明AI在世界上是什么样子。AI并不意味着机器人，这种混淆可以归咎于流行文化。机器人学家艾伦·温菲尔德(Alan Winfield)对机器人给出了三种互补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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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造装置:能感知其环境并有目的地在该环境上或在该环境中行动的人造装置; 
2. 具身人工智能;或 
3. 能够自主完成有用工作的机器(2012:8)

Winfield的定义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尽管形态不同，但所有机器人都有身体。然而，AI是软件，因此不需要具身，尽管它需要计算硬件来运行。先进的机器人使用AI来实现感知、计划行动和学习等功能，但机器人身体不一定需要AI，AI系统也不一定需要机器人身体。
为了区分实际存在的AI和推测的未来形式，使用以下三个类别是有帮助的:狭义AI，人工通用智能(AGI)和人工超级智能(ASI)。实际存在的AI是狭隘的:“目前绝大多数AI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狭隘的任务而设计的”(Johnson et al. 2016: 4246)。大多数AI研究，所有AI的商业应用，以及消费者日常使用的AI，都是基于任务的工具。它们在功能上更像显微镜，而不是《索罗》中拟人化的、政治上活跃的机器人L3-37。这些系统没有或很少有能力做超出其特定功能领域的任何事情。一个识别照片中的人脸的AI系统将无法处理语音录音、下围棋或撰写电子邮件，而且它肯定不会说波斯语。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几十个现有的狭义AI系统。
在通用性的基础上，狭义AI与人工通用智能(AGI)形成对比，后者是指具有“高效跨领域优化能力”或“将学习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能力”的AI(Muehlhauser 2013)。AGI指的是一种AI，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智能地参与和行为，并将在一种环境中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新情况，这意味着它将“能够在许多知识领域进行推理”(Baum, 2018a):3)截至2019年，AGI仍然是一项投机性技术，尽管公共和私人机构正在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将在第3章中讨论AGI。
人工超级智能(ASI)则更具推测性。虽然ASI“可能具有一般智能”(Baum 2018a: 3)，但它特别指的是“大大超过当前最好的人类思维的AI”



introduction: ai-capital . 11跨越许多非常普遍的认知领域”(博斯特罗姆2014:63)。ASI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内容，但学术界对它的严肃讨论也经常发生，它通常被视为紧随AGI的创建(例如博斯特罗姆 2014;

Torres 2018;Baum 2018a;2018b)。最常见的设想是，AGI获得了自我修改的能力，并进化成具有不可预测能力的神一样的
ASI。这种事件的后果是不可能肯定地预测的，但仅仅是它发生的可能性就迫使思想家和机构——包括牛津大学的尼克博斯特罗姆和人类未来研究所，塞思D.Baum和全球灾难风险研究所，以及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和机器智能研究所(MIRI)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认真研究这种可能性。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强”和“弱”AI之间的区别。虽然有时强AI一词被用来指AGI (Kurzweil 2005: 260)，但这个词最初源于哲学家约翰塞尔(1980)的作品，他用它来描述那些相信高级AI将是有意识的人的立场。塞尔从弱AI的怀疑立场来批评这种观点，弱人工智能认为机器永远不会有意识。塞尔著名的“汉语房间”思想实验试图证明这一观点，该实验假设一个人(或机器)拥有一整套百科全书式的规则，可以在不会说或听不懂汉语的情况下将汉语翻译成英语。正如卡普兰所说，“强AI假定机器已经或最终将拥有思想，而弱AI断言它们只是模拟，而不是复制真正的智能”(2016:68)。在机器意识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本书的论证并不依赖于机器意识在物理上甚至逻辑上是否可能，也不依赖于机器意识是否不可能。在这个话题上，我们是功能不可知论者，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论证的，资本也是。
实际存在的狭义AI通常分为三个思想流派:老式AI(GOFAI)、机器学习(ML)和情境、具身和动态框架(SED)。GOFAI，也被称为符号AI，是AI的第一种方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博登2014:89)。它是一种旨在通过操纵以符号语言编码的信息，在机器中实现高级认知功能(如逻辑推理)的方法。这样的系统用符号语言创建其世界或问题域的内部表征，并执行逻辑



. inhuman power12操纵这种表象来思考或行动。这些系统通常是由一系列明确定义的规则构建而成的。GOFAI的最好例子是所谓的“专家系统”或“知识系统”，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并激增。这些系统旨在捕获人类专家的知识，并将其提供给技能较低的工人或无知的管理人员。专家系统被用于医疗诊断、信用评分和分析，以及商业管理，但最著名的是IBM的国际象棋系统“深蓝”
(Deep Blue)，它在1997年击败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然而，GOFAI需要大量的规则集和无数可能的交互。以这种方式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采取了GOFAI以外的办法。
对GOFAI问题的一种反应是“情境、具身、动态(SED)框架”
(Beer 2014: 128);该领域的先驱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称他的方法为“新AI”，以强调其与GOFAI在质量上的决裂
(Copeland 2000)。SED研究人员经常受到“Moravec悖论”的激励——机器人学家汉斯·Moravec的观察:“让计算机在智力测试或跳棋中表现出成人水平相对容易，但在感知和行动能力方面，很难或不可能赋予它们一岁孩子的技能。”(1988)15)。AI的SED方法强调了身体及其感知装置和形态对认知的不可简化的重要性:对于这个学派来说，通过解决物质问题，机器可以进化出智能行为。因此，除了AI之外，这些方法通常还涉及机器人和人工生命。SED实践者最初专注于非常简单的类昆虫机器人，但在2010年代，更复杂的部分类人机器人成为可能，并已被引入工业环境。SED框架的某种变体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占主导地位的AI范式。
对GOFAI的另一个反应是机器学习(ML)。ML学派，以前被称为联结主义，早在达特茅斯研讨会上就存在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习算法的进步获得了一些关注，但直到2010年代大数据和廉价计算能力激增后才爆发。截至2019年，机器学习是AI的主要方法。3它是一种统计模式识别方法。NVidia的一位研究人员将ML描述为一个由三个步骤组成的过程:“(1)获取一些数据，(2)在该数据上训练模型，(3)使用训练好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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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新数据进行预测”(Dettmers 2015)。换句话说，ML系统可以被理解为创建自己的推理模型。
虽然机器学习可以在各种架构上运行，但2010年代AI的前沿主要是在人工神经网络(ann)上运行的。 

-受人脑启发的计算机程序，尽管与人脑有很大不同。人工神经网络大致模拟大脑神经元连接的电操作，而不是像GOFAI那样模拟高级逻辑。人工神经网络“基于认知是通过大量简单处理元素或单元(即“神经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假设”
(Sun 2014: 109)。人工神经元被组织成一系列的层，每一层都与上下两层相连。最低层接收输入——例如;图像、文本或语音——以数据的形式被矢量化(转换成一长串数字)。更高的层次——被称为隐藏层——处理从它们下面的层发送上来的数据。早期的网络只有一个隐藏层，但今天的网络有更多。一般来说，ML系统的底层ANN架构拥有的层越多，它能发现的复杂模式就越多。2010年代最先进的机器学习被称为“深度学习”，因为这些网络是多层深度的(LeCun, Bengio和
Hinton 2015年:436-44)，有些网络拥有多达1000层(He et al. 

2016)。虽然以前的机器学习网络是手工构建的，但“深度学习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这些特征层不是由人类工程师设计的:它们是使用通用学习过程从数据中学习的”(LeCun, Bengio和
Hinton 2015年:436)。
连接人工神经元层的人工突触用代表连接强度的数值“加权”。网络通过调整这些连接的权重来“学习”。因此，我们可以将ML系统视为具有可变参数的固定模板;“通过给这些参数赋不同的值，程序可以做不同的事情”(Alpaydin 

2016: 24)。ann接触到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可能是人脸图像，也可能是人们打招呼的音频片段。在一个称为“训练”的过程中，网络暴露于所选对象的许多实例中，并且通过学习算法调整突触的权重，直到网络学会输出正确的响应，识别人脸或hello这个词，视情况而变(卡普兰 20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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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机器学习的三种广泛类型——监督式、无监督式和强化式学习是有用的。迄今为止，监督式学习是最成功的。在这种方法中，输入数据由人类教师标记，通常按类别进行标记，系统通过在提供的示例中识别模式来学习这些类别。给定足够多的带有STOP字样的红色六角形标志的照片，在不同的可见性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一个监督学习系统可以学习停止标志的概念。然而，由于标注的必要性，监督学习需要大量的人力劳动。这促使公司开发无监督学习技术，使网络能够自己生成类别和标签(Alpaydin 2016: 117)。这个想法是，通过接触足够的数据，系统将在数据集中识别“非常复杂和复杂的相关性”
(卡普兰2016:30)。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以说它产生了自己的停车标志概念。一些深度学习的先驱者认为，这最终将成为ML的核心方法，因为它模仿了人类和动物进化学习的方式;不是通过被告知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名称，而是通过观察它
(LeCun, Bengio和Hinton 2015: 442)。
强化学习介于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之间。这种方法的先驱将其描述为“学习该做什么……以便最大化数字奖励信号”。学习者不会被告知采取哪些行动，而是必须通过尝试来发现哪些行动会产生最大的回报”(Sutton and Barto 1998: 127)。强化学习被认为仅限于简单的领域，直到2013年，英国公司
DeepMind将其与无监督学习相结合，教系统以超人的技能玩雅达利游戏，而无需将任何关于游戏的知识编程到系统中。并且只允许它访问游戏的分数和屏幕上显示的像素信息
(Knight 2017)。同样的组合让AlphaGo战胜了围棋大师、世界冠军李世石。
正如卡普兰所强调的，机器学习应该被理解为“从数据中提取模式”(2016:27)ML系统不是自上而下构建一套处理数据的规则，而是自下而上:“学习算法……是制造其他算法的算法……计算机(那些)编写自己的程序，所以我们不必……(它是)编程的逆过程”(Domingos 2015: 6-7)。这就是为什么ML的倡导者将其视为编程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如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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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学习，设计师不需要为系统暴露的所有潜在情况预测和编程解决方案(支付宝2016年:17)。理想情况下，系统将开发自己的解决方案，“数据本身……定义下一步要做什么”(支付宝2016年:11)。然而，如果这些系统不能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推广到训练数据集中未包含的数据中，这将不会是ML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属性。因此，根据他们的“泛化能力”对他们进行评估(Alpaydin 

2016: 40)。虽然2019年的机器学习系统最多只能泛化到与它们接受过训练的数据相似的新数据，但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可能会接近AGI跨领域泛化的假设能力。这本书是关于人工智能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影响，从机器学习到AGI。

机器马克思
在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中，机器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几乎任何对他的著作的严肃研究都以某种方式涉及到这个话题。在这里，我们快速地描绘了马克思思想中对AI讨论最重要的那些方面，突出了与本书后面的论点相关的要点。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机器的思想主要有三条线索。在第一条主线中，机器是对人类劳动的补充，而人类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价值创造者。虽然生产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并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但机器最终导致了制度的终极危机。另外两条次要的路线，从逻辑上脱离了这个大潮流，但也偏离了它。它们都假定了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机器从劳动中变得自主。然而，一个人将其后果视为解放，另一个人则将其视为噩梦。马克思机器思维的这三条线可以小心地结合在一起，但这取决于在我们面对AI难题时，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扩大和加深。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机器分析的主要路线在第一卷《资本论》中展开。在这一论述中，机器与其他设备、建筑物和原材料一样，都是“不变的、固定的”资本这与人类劳动的“可变”资本形成对比(马克思1990:508-9;1992: 237-48)。“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一个基本命题，即在资本主义内部，只有人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机器，无论它多么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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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似乎是相对于人类的力量而言的，只能作为基本的人类活动的补充或力量放大器，提高其效率，尽管提高了许多倍。机器本身就是由人类制造的，它是“死劳动”。 

机器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而是已经拥有了价值，并将其转移给了产品:它“把自己的价值转移给了它所创造的产品”
(马克思1990:509)。固定资本的社会功能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缩短工人为自己工作的那部分工作日，延长他无偿给资本家的另一部分”(马克思1990:

492)。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增加工人的产出: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商品，因此这些商品变得廉价，因为在每个单个商品中客体化的价值更少。
马克思对机器的详细解释出现在《 资 本 论 》 第 一 卷 第15章，涉及“机器和大工业”(1990:492-639)。在这里，马克思只关注机器的“广泛和一般特征”(1990:492)。机器的谱系可以在工具中找到;手工业劳动的工具变成了机器，自动化技术成为“充分发展的机器”，它有三个不同的部分:(1)作为驱动力或动力的电机机构;(2)调节、改变和分配运动的传动机构;(3)使用这种运动来修改劳动对象的工具或工作机器
(1990:494)。任何机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它“从人类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发生在它获得一个规则的和可控的动力时;瓦特的双作用蒸汽机是第一个主要的“自作用原动机”(1990:502)。然而，仅仅使用工具，生产过程就适应于工人，机器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自动机”，它作为“生产的预先存在的物质条件”面对工人(1990:508)。
第15章中关于“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斗争”的部分强调了资本的技术动态如何与阶级冲突不可分割。马克思考察了这样一个悖论:在资本条件下，减少劳动力的机器为劳动者创造了一个地狱:对体力需求的机械减轻催化了大规模吸引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机器无限运转的能力，以及购买机器的付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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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工作日的延长;加速和倍增机器操作的能力导致了工作的强化。马克思也谈到了技术性失业，他描述了在机器“作为工人的优越竞争者，总是使工人成为多余的人，资本大声而故意地宣布这一事实，并利用它”的过程中，“劳动工具如何打击工人”(1990:562)。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有可能写出1830年以来所有创新的全部历史，而这些创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资本提供对抗工人阶级反抗的武器”
(1990:563)。
机械化也被竞争对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所推动。一种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如果资本家能够通过引进技术，减少他所支付的劳动，同时仍然以现行价格出售产品，那么他将比他的竞争对手获得更大的利润。随着节省劳动力的创新技术的普及，这种优势最终会被抵消，但这只是为下一波自动化浪潮奠定了基础。因此，阶级冲突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都给资本带来了用机器取代人类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将其描述为资本增加其“有机组成”的趋势，也就是说，不变资本(机器，建筑和原材料)与可变资本(劳动力)相比的比例(1990:762)。
然而，机器也使资本陷入危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两种解释之间交替。一种可能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机器使资本家能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减少他们的工资账单的同时增加产量，因此在不断增加的商品产量和可用于购买它们的购买力之间造成了巨大的不平衡。这导致经济停滞和瘫痪，工厂关闭，失业人数增加，直到足够多的公司倒闭，以消除生产过剩的过剩，并使系统重新运转起来——或者爆发社会革命。
马克思的另一个解释，直觉上不那么明显，但可以说更深刻，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有关(1991:317-38)。因为商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用机器取代人类会降低商品的价值——因此，最终会降低商品的价格，以及每件商品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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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可以发号施令。因为自动化降低了商品的价格，它使每一件商品对资本家的利润都减少了。面对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自动化的直接结果——资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通过增加产量来维持大 量利润，但它是在与自身价值下降的机械势头作斗争。马克思(1991:339-48)列出了资本可以阻止这一进程的许多方法，甚至可以暂时扭转这一进程，但日益机械化的生产趋势再次走向了痉挛性危机，这一次是由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的时刻引起的。
这两种版本的危机理论，以及它们的兼容程度，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焦点。但在这两个版本中，资本反复出现的危机都源于其用不变(机器)取代可变资本(劳动力)的内在动力。这要么降低了消费能力(通过削减工资)，要么降低了生产的盈利能力(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种结果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崩溃周期中反复出现，每一次都提供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工人阶级承受着工资下降的压力和失业的威胁，但仍然是生产的核心，足以停止或控制生产。因此，这一点，连同其内部的分歧和随之而来的争议，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机器的主要思想路线。在这一潮流中进行的对人工智能的分析，将从劳动剥削、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和资本主义技术引发的危机倾向的角度来分析它。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两种次要倾向，是对这一主要路线的延伸，也是对它的偏离。在马克思对资本日益机械化的描述中，潜藏着工人(最初是创造价值的主体)和机器(最初是工人的权力放大补充)的地位颠倒的思想。工人，在手工业阶段是劳动过程的主体，变成了重复、重复动作的自动机，对自动机器作出反应，而不是使用它;自动机器则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体。马克思思想的两条附属的，也许是特立独行的路线，将这一观点发展到其逻辑结论——但方向不同。
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来自马克思《政 治 批 判 纲要》中的“机器片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一直被视为对高科技资本的非凡预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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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片段”中，马克思设想资本通过动员“一般智力”来取得巨大的科技成就。这使它能够达到自动化的水平，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人类劳动，但它减少并降低到监督主要机械过程的边缘位置。这似乎是资本对其麻烦的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但马克思在“片段”中将其描述为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通过消除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必要性(从而消除了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的可能性)，它破坏了价值，即资本社会组织的整个基础。自动化通过废除劳动，在不经意间颠覆了资本。这与马克思关于技术发展的解放本质的其他著名段落是一致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发展中的“生产力”如何打破僵化的“生产关系”，为全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让路(马克思1973[1859])。
乍一看，“片段”似乎只是以特别强调的形式重申了对资本有机组成的不断增长的预测，这些预测告诉了马克思对FROP的思考。然而，正如George Caffentzis(2013)指出的那样，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分歧，因为FROP的运作依赖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而“片段”则相反，假设了一种由劳动和价值的清算引起的资本主义崩溃的动态。《政治批判批判》在计算机刚开始进入工作场所的时候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它就被视为一种高科技的“半机械人”共产主义的先兆，它将克服单调、工业化、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正在通过简单地消除工作的需要，在非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组织工作。因此，毫不奇怪，《机器上的碎片》是左派加速主义、后资本主义和完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基础文件，以至于弗雷德里克·哈里·皮茨(Frederick Harry Pitts, 

2017)将这些都称为“碎片思维”的实例。 

马克思思想的第二个次要分支，比“片段”讨论得少，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附录的某些版本中)(1990:949-1084)中对资 本的噩梦般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给出了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包容”过程的解释——大致翻译为统治、包围或接管。他详细描述了两个时刻:形式的和现实的。在第一个时刻，资本组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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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雇佣劳动，这只是改变了它的社会形式，而劳动的内容，即劳动的实现方式，却没有和资本主义以前的手工业一样。然而，在第二阶段，劳动的内容改变了——实际上是被纳入了——以便更好地适应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要求和要求。最初，真正的包容是通过在手工业中引入劳动分工来实现的，但随后是通过机器实现劳动自动化，这就要求资本吸收社会生产的科学知识，以发展适合并与它自己的优先事项相称的技术——特别是，生产的自动化和商品流通的加速。在从形式消费向现实消费的过渡中，对劳动的“绝对”剥削——工作日的延长——被“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所取代，而“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是建立在通过劳动分工和机器分工强化劳动过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随着这一过程的建立，马克思认为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工业工厂中(在他的时代只是刚刚出现)，工人面临着一种完全的“外来力量”，这种力量似乎被赋予了一种“巨大的独立性”，不受人类代理的影响，被技术科学赋予了“自主性”。
这种描述可能看起来只是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另一种描述，或者实际上是对《政 治 批 判纲要》(1993:470)中所描述的半自动化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动画怪物”的另一种描述。然而，在变化上有不同之处。首先，既然包容论认为资本实际上采用了它根据自身的系统需求(通过消除人力劳动和加速商品流通来实现价值的增值)而设计的机器，设想“生产力”如何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如果有的话，前者似乎会加强后者。当然，在“结果”中，既没有暗示导致危机的利润率下降，也没有暗示“片段”的自我毁灭的劳动废除逻辑。只有一种几乎不可理解的生产机器高耸的存在，它逼近并超越了曾经依赖它的工人。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虽然附录的前半部分包含了马克思关于“集体工人”参与各种工作(从体力劳动到工程)的合作融合的力量的最完整的讨论之一，到最后，集体工人变得渺小，似乎几乎被机器机器所湮没，而机器机器已经转移了集体工人的权力。



introduction: ai-capital . 21可以公平地争辩说，作为《资本论》的附录来阅读，这个文件只应该根据它之前的内容来理解，这样就可以假设资本主义崩溃了。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断言，资本的机械自主性只是一种“表象”——一种必须被看穿的神秘感，才能发现位于遥远生产链下的劳动力的持续重要性，尽管它被巴洛克式地掩盖了。也许是这样。但正如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 2017)等长期乐观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表象”并不意味着“模糊的、肤浅的或虚无的”:相反，它意味着一种具体的社会现实，它是在一个神秘和伪装的过程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即工人的力量逐渐被纳入机器。虽然马克思通过对工业工厂的分析发展了这一灰暗的愿景，但它引发了对“超包容”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个阶段，资本的自主力量表现为人工智能: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解释这个新的包容阶段是如何展开的，并可能在AGI中达到高潮。
马克思机器分析的主要和次要路线都描述了2019年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动态。我们并没有达到“片段”或“结果”中所预见的机器资本主义的高度或深度。富士康装配线上的工人，亚马逊仓库里的工人，Facebook内容审核网站上的工人，都证明了机器的持续使用，以加强和加快人类劳动的速度。
2008年华尔街崩盘等危机揭示了机械压低工资、数字化组织的廉价劳动力和高速金融交易给资本主义带来的深层次不稳定性。随着21世纪20年代的临近，马克思机器思想的大部分主线都是正确的，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确。但机器学习驱动的AI，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而发展起来的，正在把类似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极端的看法的可能性摆在地平线上。“机器上的片段”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一页的正反两面，这一页既讲述了机器力量将人类从资本中解放出来，也讲述了资本从人类中自治出来。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一样，小心你的愿望吧!

在自我复制的自动机时代
马克思对机器的讨论止于蒸汽动力工厂。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出现了电学和电磁学



. inhuman power22尽管在他写作的时候，雅卡尔的织布机和巴贝奇失败的差分机和分析机等早期计算机技术已经存在，但他并没有讨论这些技术。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对AI产生影响，就必须修正马克思的解释。关于“控制论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令人敬畏，但专门针对AI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分析其技术、政治经济和阶级含义的特殊性，相对较少。然而，有三种处理方法影响了我们的思维。
第一部是特莎·莫里斯-铃木对20世纪80年代日本高科技资本主义的考察，这一时期见证了机器人在汽车制造业的引入，视频游戏产业的爆炸式增长，以及日本最终注定要失败的“第五代计算机系统”等项目。这是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支持的早期
AI计划。在这种背景下，莫里斯-铃木提出——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当代左派的一些混乱源于他们不愿面对高度自动化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相反，他们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之一”——要么否认“当代“信息革命”代表了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任何根本变化”，要么断言“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死亡痛苦”(莫里斯-铃木1986:81)。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5: 207)认为大规模的生产自动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绝对内在限制”，莫里斯-铃木认为是时候考虑资本在这种条件下永存的方式了。这些，她说，将包括劳动力从生产转移到“永久创新”，技术工作的无产阶级化，面向精英研究科学家的教育系统的公司化，以及创造一个“容易接受和容易丢弃”的劳动力(莫里斯-铃木1984:120)。现在看来，这是对当下的一种先见之明的描述。AI的新浪潮提出了莫里斯-铃木所阐述的同样的问题，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机器学习和其他新的AI技术正开始蚕食一些活动，在她看来，这些活动是被机器赶出工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唯一避难所。
第二本是拉明·拉廷的著名著作《资本主义与自动化: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崩溃》(1991)。在这本书中，拉廷第一次系统地尝试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数字自动化的控制论技术的基础上，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机械理论。他提出了对马克思的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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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械由电机动力、传动机构和工具头组成，它的解剖结构必须增加导向或控制功能——这一功能曾经被认为依赖于人类的智能和感官，但现在随着包括传感器在内的信息技术日益自动化。通过提出这一修正，Ramtin提供了一种将计算机理论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不赞同信息革命带来的后工业兴奋的情况下，也承认了数字技术带来的质变。然而，
Ramtin的著作也因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的这种发展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坚定关注而引人注目。他认为，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全面控制论冲击将使失业问题浮出水面，而失业问题在战后繁荣时期已经退居幕后。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概念不仅是工作场所剥削的概念，而且是在许多方面被驱逐出工作的责任的概念，这预示着2008年危机之后出现的“过剩人口”的讨论，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讨论。
Morris-Suzuki和Ramtin不仅指出了与早期AI相关的工作和劳动条件的重要变化。他们之间，他们也提供了重要的修正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的机器。Ramtin利用控制论理论指出，马克思对机器的描述忽略了控制的关键功能，大概是假设它最终是由人类代理人指导的。然而，Ramtin指出，这一假设正是控制论家在将反馈理论引入机器操作时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正是控制功能将自动化与机械化区分开来，并使其在质量上具有新颖性。Morris-Suzuki强调，随着“硬件”和“软件”的分离，机器应用的范围和灵活性大大增加:机器的操作可以通过教学程序的切换而改变，因此机器开始获得一些以前被认为是人类劳动所独有的可变性。
虽然Ramtin和Morris-Suzuki从数字自动化的早期阶段对AI进行了分析预测，但我们的第三位马克思主义AI分析典范乔治·卡芬齐斯(George Caffentzis)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代许多关于失业未来的预测没有成为现实。在
1980年至2008年期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



. inhuman power24卡芬齐斯认为，AI显然具有摧毁就业的力量，但必须考虑到它的对立面，即服务业和全球血汗工厂的扩张;人们必须把“非洲”和“自动机”放在一起考虑。他引用了《 资 本 论 》第三卷第九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1991:254-73)。在这里，马克思提出，虽然资本从整体上榨取的利润取决于整个资本体系中榨取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但任何一个资本家的利润与他们所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商品交换之后，所生产的任何和所有价值都进入了一个社会池。但是资本家也从这个价值池中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剩余价值;如果单个资本家的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规模更大，有机组成更高，平均利润率更高，则单个资本家将获得更多的利润(马克思1991:241-73;卡芬齐斯2013:132-4)。因此，高度自动化的企业吸收了劳动密集型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卡芬齐斯把这称为“有机成分日益分散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引入……在工业的一个分支中……将导致在[一个]其他领域引入低有机成分生产的同等增长”(2008:

65)。卡芬齐斯对资本向高科技(自动机)和低工资劳动力(非洲)的矛盾运动的描述，反映了当前的人工智能热是如何不仅受到技术突破的影响，而且受到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日益受挫的影响。

AI新星
在写这本书之前和期间，除了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AI的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材料外，我们还阅读和观看了大量的
AI科幻小说(从此以后，AI-SF)，不仅包括经典电影-2001，银翼杀手，终 结 者——这是所有AI讨论中不可避免的参考点，但随着ML的出现，一波更近期的著作和作品也出现了。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判断力受损的证据。Harry柯林斯(2018:5-13)将
AI重新命名为“人工智能”，因为他认为，SF鼓励了对AI能力的普遍高估:对所谓超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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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鼓励“投降”——人类向愚蠢的计算机程序投降。同样，
AI研究员Mike Cook(2018)指出，AI-SF，以及对科学家的过度尊重和对AI的过度销售，是导致对机器学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基本缺乏理解”的一系列文化因素之一。
我们同意，但认为这并不是AI-SF的全部。Darko苏文(1979)著名地提出，SF通过关注“novum”(拉丁语“新事物”的意思)，在认知上探索一个社会在特定时刻的潜在萌芽——他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1986[1955])的术语，以表示出现在“历史进程前线”的一些新力量(苏文1979:63-84)。AI-SF以AI的萌芽为中心，从而疏远和陌生化我们当前的现实，对现实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可能方向——令人眼花缭乱的乌托邦、可怕的反乌托邦或令人沮丧的世俗——进行思想实验。就AI-SF而言，这些思想实验的重要性被强调了，因为现在计算机科学和科幻小说之间有充分的反馈循环，在这种反馈循环中，受SF启发的科学家努力实现其想象的世界。
当然，很多AI-SF的思想实验背后并没有太多的思想，这是事实。柯林斯对好莱坞将AI描绘成超人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反派或性操纵者的做法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严厉批评。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描述掩盖了AI深刻的“不人道”本质。科技放大了已经很熟悉的文化产业比喻，它们与企业承诺的AI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现在一样的未来，只是更大更好。然而，在他们看来，还有其他种类的AI-SF更为重要。在撰写本书时，我们有时试图根据它们可能对应的左翼观点——怀疑主义、加速主义和深渊主义——对这些作品进行分类。
赛博朋克人工智能科幻与马克思主义对人工智能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有密切关系，尽管它推断的技术能力远远超出了怀疑论者认为合理的范围。这是因为赛博朋克小说对智能机器时代的资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他们通过预测未来，真正闪亮的人工智能与肮脏的无产阶级化融合，产生闪亮的黑色，从而使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的肮脏变得陌生。在原版《银翼杀手》中，这种类型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尽管在视觉上令人印象深刻的翻拍版《银翼杀手2049》中表现得不那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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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人工智能科幻中继续被美化。贾德·特里克特(Judd 

Trichter)的小说《 机 械 复 制 时 代 的 爱 情 》(Love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2015)让主人公踏上了一段怪诞的流浪汉之旅，穿越了腐朽的洛杉矶，在那里，机器人和人类共存，敌对情绪日益加剧，非法交往不断，他试图找回被拆解的机器人情人的部分:资本在深化其有机构成的同时，无情地保持着对固定和可变组成部分的统治。《 梅 雨 》(2018)在基调和节奏上有所不同，在女权主义主题和家庭背景上具有独创性，但却有着类似的问题。它以2029年的日本为背景，讲述了一名菲律宾移民工人和一台智能机器在照顾老年妇女问题上的对峙，开启了对不稳定、殖民和奴隶制的复杂而忧郁的思考。尽管这类作品可能以机器人与人类联合反抗或逃跑的美好前景告终，但它们的总体主旨是强调人工智能屈从于残酷的等式:资本拥有机器，剥削人类，并在利润的支配下用一个取代另一个。
然而，另一种人工智能科幻则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天堂。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和生态规划的可能性支撑了金·斯坦利·罗宾逊对后资本主义未来的许多探索，最明显的是在他的2312年，其中一种力量使其他行星定居点能够“决定性地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控制下”与旧地球决裂，这是“太阳系的年经济总量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在量子计算机上计算出来”的可能性，因此，“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使完全计算非市场社会成为可能”(罗宾逊2013:125)。然而，这一类型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已故的伊恩·班克斯(Ian Banks)伟大的“文化”系列小说，从《考虑菲莱巴斯》(1988)到《氢奏鸣曲》(2013)。在“文化”中，超级智能和仁慈的“心灵”——进化的人工智能——掌管着一个银河联邦，与人类共存，人类在机器的监护下摆脱了物质需求，甚至死亡，继续着一种冒险的、个性化的、复杂的物种存在。在这里，在后稀缺社会中，规划已经被丰富所取代——这是“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的虚构版本(Merchant 2015)。
与这种乐观的愿景截然相反，更接近我们自己的深渊观点，是一系列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坏新星”的描述——不是因为任何人类中心主义的敌意，而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高潮。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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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罗斯的《加速度》(2005)，在这本书中，最初看似轻松的数字创业故事变成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讲述了人工智能如何继续拆除太阳系，将其作为其不断扩大的计算化、市场化网络的原材料。在一场竞争激烈的竞赛中吞噬宇宙，随意抛弃原始人作为次优、表现不佳的代理。加 速 度提出的是，与库兹韦尔和其他关于奇点的乌托邦先知的狂喜愿景相反，这样一个事件的真正意义可能是“使用生命的智能工具的命运将成为企业工具进化的垫脚石”(斯特罗斯2005:240;参见Shaviro 2009)。最近，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员Zachary Mason(他曾参与亚马逊机器学习推荐系统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Locke 2017)。在他的《 虚 空之星》(2017)中，旧金山的主人公们被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所困扰，他们的个人生活被难以理解的超级智能人工智能的活动所吞没和同化。这些人工智能“与人类交往只是作为受人类行为影响的副产品，而他们计算符号操纵的其他世界问题”(Locke 2017)。当一个亿万富豪试图以工具的方式调动这种人工智能时，个人同一性就会出现大规模而怪异的混乱。
然而，真正伟大的人工智能科幻小说，也许是我们已经粗略地回顾过的那些可能性。在这方面仍然无与伦比的是肯·麦克劳德(Ken MacLeod)非凡的《秋 季 革 命》四重奏(2008;2009)，通过采用“分支未来”的自负，它理解了一系列AI的社会结果，从人类控制的AI计划经济到蜂群思维的数字吸收，再到AI的去增长放弃。彼得·沃茨 (Peter Watts)最近的《向日葵》
(Sunflowers)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2018)系列的顺序也达到了相当类似的效果。在这个序列中，主人公早期与AI的欣喜若狂的联系变成了玩世不恭，然后变成了恐惧，因为她被招募到一个狭窄的AI——“黑猩猩”(沃茨2018)的指导下进行无休止的星际探索之旅，因为这个殖民之旅的公司董事不敢实例化可能逃脱他们控制的AGI。出于这个原因，每当需要横向思考的紧急情况发生时，货物中包括一个低温冷冻的船员，他们每隔一个世纪就会从睡梦中被召唤出来。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功能，从严格的成本效益角度来看，宇航员也是可以牺牲的。本系列最新的故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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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工智能监视力量挫败了一场未遂的人类叛变。在影片的结尾，为了防止所有同事因缺氧而死亡而成为镇压同谋的女主人公反映出，自主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为船员们摆脱奴役提供了最好的可能性。然而，瓦茨笔下宇宙的整体阴郁基调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这样一个智能体是无产阶级制造者的盟友还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而不是最坏的情况下——科幻小说是一台思考的机器，在人工智能科幻的情况下，是一台思考机器思维和资本主义的机器。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偶尔会将人工智能科幻纳入我们的分析中。 章节小结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借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工作，对资本与人工智能交会的现状和未来前景做出我们自己的评估。第一章对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产业的现状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它描述了主要的主角——美国、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它们与国家研究项目和开源人工智能开发者社区的互动。然后，从当前的分析到近期的预测，表明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的雄心壮志指向将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新组成部分，作为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铁路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设施，所有其他形式的商品生产和流通都将依赖于它。
第二章从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构成理论出发，探讨人工智能与就业问题。它认为，人工智能应被视为数字资本对其工人阶级发动的第二波控制论攻势，这是2008年经济危机引发的新一轮冲击。在回顾了人工智能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中的一些应用之后，我们回顾了未来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即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就业末日，或者只是资本破坏和创造就业过程的延续。无论人工智能是否会立即带来就业危机，其部署的许多其他方面都可能对工资和工作条件造成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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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经在工作场所内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斗争。
第三章挑战了(对某些人来说)令人安心的假设，即资本无法在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自动化中生存下来。从价值理论出发，评估AGI的长期可能性，它提出，支撑这一信仰的人文主义假设不再成立;智人未必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化的唯一可能主体。如果人工智能接近或达到奇点的地平线，那么打开的前景就不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崩溃，而是机器资本的提升，作为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类的自动主体。因此，“现在完全自动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计划可能仅仅是将自己定位为这一轨迹的良性帮凶。我们的结论引出了前面分析的一些政治假设。虽然在思考人工智能时，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引入普遍基本收入和生态现代技术规划来改革人工智能资本的社会主义战略未能面对人工智能给人类解放项目带来的问题的深度。共产主义对人工智能的定位侧重于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就可以对采用或放弃这些技术做出真正的选择。此外，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很可能发生在极端的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的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因为在与人工智能资本的斗争中出现的人类形式，如果有的话，将与进入它的人类形式不同。



1认知手段
微 软 的 观 点 是 ， 从 简 单 的 文 字 处 理 器 到 量 子 计 算 机 ， 人 工智能需要被包括在内——或者用微软的话说，“注入”到一切事物中。

詹姆斯·汤普森(2018)

新电
201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企业家、百度前首席科学家、b谷歌Brain前负责人安德鲁·吴恩达(Andrew Ng)将AI称为“新电力”，并辩称:“就像100年前电力几乎改变了一切一样，今天我很难想象一个我认为AI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的行业”
(Lynch 2017)。吴恩达并不是唯一一个支持将AI作为导致新工业革命的基本效用的人——这个想法隐含在世界经济论坛等资本主义机构发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宣言中(Schwab 

2017)。科技大师凯文·凯利(2014)也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他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拥有一种“廉价、可靠、工业级的数字智能”的“通用实用工具”，在一切事物背后运行……像所有的实用工具一样，AI将会非常无聊，即使它改变了互联网、全球经济和文明。它将激活惰性物体，就像一个多世纪前的电力一样。我们以前电气化的一切现在都将被认知。Viv (n.d.)等公司在其商业计划中部署了这一想法，声称有了他们的AI平台，“智能将成为一种实用工具”。 

吴恩达和凯利的预测表明，AI可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马克思1990:506;1993: 530)，即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环境的技术、制度和实践。马克思谈到基础设施，其中包括通信和运输手段，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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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生产条件。如果AI成为新的电力，它不仅将作为一种强化的工作场所自动化形式，而且还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深层和广泛的基础设施重组的基础。这种无处不在的AI将意味着它不会采取个别资本家部署的特定工具的形式，而是像今天的电力和电信一样，它将是基础设施——认知手段——被任何和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所预设。因此，它将是一种普遍的生产条件。我们提出了“认知手段”这个术语——人工智能相当于马克思的通信和运输手段——但坚持认为它不能与 后 操 作 主 义 的“认知资本主义”概念混为一谈
(Moulier-Boutang 2011)，原因我们将在本章的结论中讨论。
要提出这一论点，首先需要回顾资本主义采用AI的历史，调查基于ML方法的AI的一些现有和预期的商业应用，并分析当代AI产业。虽然这个行业积累的基础是一种高度先进的科技商品，但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它也受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强迫支配，即通过形成寡头垄断和垄断来寻求利润、竞争、吸引投资、控制市场和击败对手。然而，我们提请注意该行业的两个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有助于AI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慷慨支持和补贴，这些国家渴望促进AI的发展，用于经济、行政和军事目的;

AI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庞大而活跃的开源组成部分，看似反常，其中工具和模板是免费分发的，并且是合作开发的，但它们却被引向了AI寡头的平台和优先事项。
我们推测，在不久的将来，机器学习的认知和感知功能将如何通过从简单的聊天机器人到智能城市和物联网(IoT)的各种应用变得无处不在。这些例子展示了AI可以被定位为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一分析描绘了一幅与后 歌 剧主义对“一般智力”概念的人文主义重构(马克思1993:706)背道而驰的图景，它指的是网络化大众的新能力。相反，AI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的可能未来，支持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作为资本积累的原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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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人力劳动中剥离出来的相关机械能力。虽然目前AI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联网人群中提取的数据的挖掘和处理，但这种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全新的自动化水平，使资本前所未有地独立于劳动力。
AI产业和机器智能寡头

虽然企业对新AI的实际和潜在用途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从零售到娱乐和工业生产，但AI系统的实际生产是更有限的高科技公司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把这个综合体称为“AI产业”，区别于更广泛的商业AI应用领域。虽然以商业为导向的出版物不断提醒我们，AI将“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哥伦布
2016)，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转变即使发生，也仍处于早期阶段。相反，我们认为AI是一个新兴产业，其影响力与其他新兴技术紧密相连，目前还难以确定。尽管企业对AI的兴趣很高，但在AI行业之外，这并不需要对该技术进行高水平的实际投资。2017年，一项针对应用人工智能会议与会者的调查得出结论，“AI的采用率仍然很低，大多数主要成功案例仅来自该行业最大的科技公司”(Rayo 2018)。
20世纪80年代，AI开发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出现。
AI产业的第一个时代是基于GOFAI专家系统。在这个时代，
AI行业由一些小公司组成，这些公司为他们的企业客户生产系统作为生产手段，通常是与他们合作。在某些情况下，大公司建立了内部AI部门来开发专有的专家系统。这样的系统需要相当程度的专业化，应用领域极其狭窄，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生产和更新。虽然有人试图开发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通用”专家系统，但他们最终失败了(Roland and Shiman 

2002: 205)。对这些系统的商业狂热在20世纪90年代消退，但大约在同一时间，ML方法在学术界获得了牵引力，并在
2010年代，在计算能力进步的推动下，将AI重新带入商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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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改进的学习算法。到2017年，《经济学人》(2017a)提出了一个领域的候选名单，在这些领域中，机器学习“筛选数据以识别模式并在没有明确编程的情况下进行预测”的能力正变得具有商业重要性。有几个值得考察。
基于机器学习的AI产业比第一个专家系统时代更加多样化;这就是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最近染上了一场严重的AI热。《经济学人》(2017a)一直对定向在线广告和产品推荐的前景充满热情;虚拟个人助理和增强现实系统的创建;以及自动驾驶汽车。截至2019年初，其中一些已经非常先进，而另一些只是刚刚起步。十多年来，针对广告和推荐的算法一直是数字
Web 2.0企业的基础。数字个人助理，如苹果的Siri、亚马逊的Alexa或微软的Cortana，正逐渐变得司空见惯。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AR)产品，用虚拟图像和信息的网络覆盖物理现实，才刚刚开始作为商品出售，或者作为应用内购买和数据挖掘的免费工具分发。《口袋妖怪Go》等游戏和其他移动应用正在测试AR领域，b谷歌、苹果和微软等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医疗应用等其他前沿领域。也许机器学习商业应用的最大收获，也是最艰巨的挑战，是自动驾驶汽车和卡车的创造，这是一个“登月计划”，吸引了b百度和百度等领先的信息公司，以及福特、通用汽车和戴姆勒等老牌汽车行业巨头，以及Uber和特斯拉等后起之秀，都在竞相改变资本主义的整个交通运输领域。1

AI产业企业建立机器学习技术，最初通常用于自己的业务运营，但也作为出售或出租的商品，或作为“免费”服务。它们为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及其总生产过程划分为的两个主要“部门”生产商品:(部门1)生产资料，即用于生产消费的商品;(部2)生活资料，即用于个人消费的商品(1992:471)。一些关于ML的评论员认为，与这两个部门相对应，将会有“两个ai”:一个用于商业应用，另一个用于消费设备(Economist 

2017a)。在部门1中，我们发现了类似SAP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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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A，一个机器学习驱动的云数据库平台，使像沃尔玛这样的庞然大物能够以细粒度、实时的细节监控整个组织的运作(Ruth 2017)，以及Andrew Ng的初创公司Landing。ai(成立于2017年)，旨在通过提供“人工智能驱动的自适应制造、自动化质量控制、预测性维护等”来彻底改革工业制造业
(Landing n.d.)。在Department 2中，示例包括各种消费品，如
Amazon Home和类似设备。作为一款“智能扬声器”，Home是Alexa数字个人助理的用户语音界面，可以实现各种家庭自动化和组织任务。AI也出现在手机和电视等其他智能设备上，也作为免费产品服务的组成部分“赠送”，比如Facebook、
Twitter或YouTube，在这些服务中，基于ml的推荐系统会安排时间，并向用户提供接下来要看什么或听什么的建议。反过来，这些系统收集客户数据来增加广告收入。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部门1和部门2的AI生产通常由相同的寡头垄断公司主导，并且也可能以各种方式相互连接，包括使用共享云计算设施。
从2015年开始，企业对AI研究的投资迅速增加，对机器学习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对AI人才的竞争性招聘，以及大量的收购和合并活动。衡量这些活动的规模是困难的。根据一项分析，2015年AI行业的收入为1260亿美元，预计到2024年将增长到30610亿美元(Statista 2016:9)，但另一家公司估计，
2018年全球在AI方面的支出仅为191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54.

2%，并预测到2021年将仅达到522亿美元(国际数据公司2018年)。据《经济学人》(2017a)计算，2017年，全球公司在与AI相关的并购上花费了约213亿美元，是2015年的26倍。虽然这种相互矛盾的估计(通常明显是由AI供应商和商业咨询公司的自身利益驱动的)令人困惑，但很明显，AI已经抓住了先进资本代表的想象力(另见Press 2018)。正如《经济学人》(2017a)所言，“在竞争、寄予厚望和炒作的推动下，AI的繁荣感觉就像第一次加州淘金热。” 

企业对ML专家的争夺十分激烈。一项基于领英个人资料数据的研究显示，“有能力从事AI研究和应用”的博士学历人数为2.2万人，目前只有3074人在找工作(gagn2018)。需求远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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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2017b)。美国的信息资本家既在与新的竞争者竞争——比如拥有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大型汽车公司，也在与中国的科技公司竞争，其中一些公司已经在硅谷设立了子公司。由于聘用顶尖人才被视为人工智能资本成功的关键，这种竞争“引发了一种趋势，即企业掠夺学术部门，在教授和研究生完成学位之前雇用他们”，并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招聘会就像疯狂的“感恩节黑色星期五沃尔玛大减价”
(《经济学人》2017b)。这种对ML人才的竞争也意味着工资很高。《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最近的一篇文章称，“典型的人工智能专家，包括刚从学校毕业的博士，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年薪可能在30万至50万美元之间，甚至更多，包括薪水和公司股票，”根据9位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或接受过这些公司工作邀请的人的说法”(Metz 

2017b)。2014年，b谷歌收购DeepMind时，斥资6.5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只有50名员工的公司;2016年，随着实验室规模扩大到
400名员工，仅“员工成本”一项就总计1.38亿美元，平均每位员工34.5万美元。根据这些数据，有人认为机器学习专家是“新的投资银行家”(Shead 2017)。当然，对于有管理AI项目经验的高管来说，回报甚至更高。在一起针对优步(Uber)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所有权的法庭案件中，b谷歌透露，该公司自动驾驶汽车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在跳槽加入竞争对手之前，获得了超过1.2亿美元的奖励。然而，即使是拥有机器学习技能的应届毕业生，在25岁左右的时候，也可能赚到“超过10万英镑，有时甚至高达100万英镑”(Shead 2017)。
AI产业的范围是国际性的。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它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技术竞争的关键轴心，特别是考虑到它在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时代具有军事应用的潜力。中国重要的AI开发商包括其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b百度和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Lee 2018)。AI产业的其他重要国家包括加拿大、以色列和英国。然而，几乎所有的评估都表明，美 国 是 领 先 位 置 (Jang 2017;Rapp and O’keefe 2018;Fabian 

2018)。一项对全球3000多家参与AI开发的公司进行调查的估计显示，40%的公司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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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abian 2018)。然而，有六家公司是卓越的:Alphabet (bb0的母公司)、亚马逊、苹果、Facebook、IBM和微软。这些公司都体现了Tarleton Gillespie(2010)和Nick Srnicek(2016)分别描述的“平台”或“平台资本主义”，其关键特征是客户产生的大数据的数字化收集，无论他们是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网络、视频或音乐流媒体服务的用户，或者是计算机软件或零售消费者。获得这些数据宝库使平台公司成为培训ML系统的有利场所。

IBM在这些公司中，IBM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异类，尽管“蓝色巨人”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一直很长，从其研究人员参与1956年著名的达特茅斯研讨会，到1997年深蓝(Deep Blue)击败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和人工智能沃森，2011年，人工智能在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战胜人类对手，一度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公众代言人。然而，尽管
IBM在该系统上投资了1500万美元，沃森随后只取得了有限的商业成功。虽然它被描述为“可用的最完整的认知平台之一”
(Kisner, Wishnow和Ivannikov 2017: 1)，并已被广泛应用于从时尚到电信等领域的商业企业，但IBM的主要重点是在高利润的医疗和健康保险领域的潜在用途。然而，在2018年，该公司裁掉了这一关键部门的许多员工，并宣布将寻求新的重点领域。目前还不确定这种挫折在多大程度上是技术失败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IBM组织实践的僵化(Strickland 2018)。IBM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努力可能会受到阻碍，因为它没有训练机器学习系统所需的大型专有大数据池;相反，IBM必须通过高价收购从事医学研究和数据收集的小公司来获得它(Kisner, Wishnow和Ivannikov 2017: 19-20)。然而，美国其他主要的人工智能生产商却没有这个问题。

字母表(谷歌)多年来，Alphabet一直在收集用户数据，并将其用于推进他们的人工智能项目，首先是通过算法改进搜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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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与广告位置进行匹配，然后使用类似的方法对
YouTube上的视频内容进行分类、过滤和推荐，或者预测其
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用户会购买哪些应用程序。Alphabet的谷歌Brain部门被广泛视为领先的企业机器学习研究部门。
2014年至2018年间，b谷歌收购了至少12家人工智能相关公司
(Patrizio 2018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DeepMind，该公司开发的机器学习系统AlphaGo在2016年击败了人类围棋世界冠军，从而取代沃森成为人工智能的代表人物。这种研究不仅与谷歌的算法在线服务和谷歌Home设备有关，还与它在21世纪初收购的Waymo自动驾驶汽车部门和一系列机器人相关公司有关。人工智能的发展是b谷歌的所有者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以及他们的“工程总监”、超人类主义思想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热切倡导的一项努力(Simonite 2017);庞大的资金、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意识形态承诺的结合，使b谷歌在商业人工智能研究中处于特殊地位。然而，其他美国平台资本家也在走类似的道路。

Facebook和亚马逊算法分析和预测是Facebook成功绘制用户兴趣和相互关系的“社交图谱”的核心，这推动了其巨大的在线广告收入。
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FAIR)在全球拥有四个人工智能实验室，积极开展尖端的人工智能研究，并进行了几次人工智能相关的收购，例如制造虚拟助手的Ozlo公司(Patrizio 2018)。亚马逊在其不断升级的零售和物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推荐”的开发依赖于对大量消费者数据的算法分析，这些数据现在越来越多地与其庞大的、部分自动化的仓储和订单履行系统的操作相结合。亚马逊有许多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包括
Echo“智能家居”系统;其数字个人助理Alexa;Lex, Alexa的商业版;Polly，将文本转换为语音，以及Rekognition，一种图像识别服务。此外，机器学习渗透到零售商向第三方卖家提供的亚马逊履行计划中的一整套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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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和苹果虽然微软是比bb0、Facebook和亚马逊更老的一代IT公司，但它不仅拥有数十年的软件开发经验，而且在Cortana(与其软件捆绑在一起的数字助理)等项目上与数百万计算机用户进行交互的记录。以及多多少少成功的聊天机器人企业，从灾难性的
Tay(机器从在线对话中学习，成为一个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纳粹，不得不带着极端偏见被终止)到更无害的模仿青少年的
Zo。最后，微软的长期竞争对手苹果公司，最初似乎是主要平台资本家中最不热衷于人工智能的公司，也在2016-17年进入了这个竞技场，其数字个人助理Siri的持续开发和FaceID的创建，FaceID是iPhone用户的面部识别安全系统。2018年，它戏剧性地挖走了苹果的AI主管(Patrizio 2018)

超越科技巨头在顶级科技公司周围聚集着许多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这些公司正试图在AI行业的专业分支中开拓利基市场，从生物技术到农业、教育、销售和监控(Zilis and Cham 2016;Patrizio 2018)。这个场景是不断变化的。很可能，按照以前的IT开发周期所熟悉的模式，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公司将会爆发并耗尽，成功的公司可能会被AI行业巨头收购:“2017年退出市场的120家AI公司中有115家是通过收购退出的”(Patrizio 2018)。为AI系统生产专用硬件的公司也继续出现在英伟达和英特尔等占主导地位的硬件公司的阴影下。2017年，风险投资家向硬件初创企业投资了 15 亿 美 元 ， 是 两 年 前 的 两 倍 ;Cerebras、Graphcore 和
Cambricon等新公司分别吸引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机资金。这类初创公司正朝着两个目标中的一个努力:找到一个有利可图的利基市场，或者被收购。快”(C. Metz 2018)。

国家行为体:AI超级大国
AI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国家。马克思从未完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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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追随者们这样做的企图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最复杂的争论然而，马克思明确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功能是创造一定的一般生产条件(马克思1990:506;(1993: 530)如基础设施，一旦它们成为有利可图的企业，就可以转移到私人资本手中。这种私有化的工业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竞争对手行使的技术力量:这就是军工复合体的动力。美国数字技术的发展经典地证明了这种国家-资本相互作用的路径。计算机和网络在进入一般商业用途之前，是在五角大楼的军事-企业-学术部门孵化的
(Edwards 1996;Mazzucato 2013)。最著名但绝不是唯一的案例是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为互联网的创建提供资金。与数字资本的自由主义自我表现相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创造依赖于国家资助的研究、补贴和技术创造合同，这些技术在美国冷战中战胜国家社会主义对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数字技术发展中的国家-资本互动被美国以外的国家广泛采用。虽然许多理论家，包括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宣称民族国家的衰落，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全球化是通过民族国家的调解展开的，民族国家的活动特点是支持和补贴数字产业和基础设施，而世界市场的竞争参与依赖于这些产业和基础设施(Schiller 1999;

Powers and Jablonski 2015)。控制全球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掩盖了日益加剧的对抗，特别是冷战胜利的美国与失败的“后社会主义”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对抗，后者被迫向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投降或妥协。2008年，当华尔街崩盘明显削弱了美国作为帝国霸主的地位时，这些冲突在经济和军事对抗的爆发中更为尖锐地显现出来，而竞争国家的AI计划如今已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的AI发展已经建立在国家发起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基础上;AI研究的领导者，如IBM和后来的b谷歌(Nesbitt 2017)，都得到了美国国防相关资金的支持:根据一份报告，不少于
16个美国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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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助人工智能开发(Fabian 2018)然而，直到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才开始制定全面的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特朗普政府已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优先事项，因为“它在帮助美国引领技术创新以及在信息治国方术、武器化和监视方面的作用”。而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通过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或就业影响进行监管来“阻碍”人工智能资本(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2018)。在各种措施中，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在五年内投资高达2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突出的:在监视和控制“蜂群”无人机和其他半自动武器中使用机器学习似乎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Scharre 2018)。b谷歌和其他一些硅谷公司的高科技工人反对参与军事合同——这是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抵制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例子。然而，尽管有这些抗议，五角大楼明确表示，这只是“人工智能激增”的第一阶段(Seligman 2018)，其中还包括其他项目，如未来十年将花费100亿美元用于特殊的军事云计算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
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突然紧迫感，可归因于一个严重的数字竞争对手的出现:中国。2017年，中国公布了《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研发、产业化、人才培养、教育和技能获取、标准、监管、道德和安全等方面的倡议和目标。它设想到2030年中国成为人工智能创新的“主要”中心
(Dutton 2018)。考虑到2000年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一雄心似乎令人震惊。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人工智能发展性质的变化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b谷歌中国区前负责人、现为中国人工智能项目倡导者的李开复(2018)认为，最新一代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已经从分水岭突破时刻过渡到创新应用时刻。李开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拥有人工智能优势，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不一定是超级明星的素质，但非常精通)，竞争激烈的数字资本部门，以及几乎不受限制地收集的大量数据。他建议，到2030年，美国和中国将构成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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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工智能产业的控制而言，这是“双头垄断”。虽然他的描述以合作的良性希望结束，但在他对由“人工智能超级大国”
(K-F)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描述中，激烈的经济和军事竞争的潜在向量都是显而易见的。李开复 2018)。可以理解的是，其他国家不愿意默许中美人工智能双头垄断的愿景。2018年，欧盟承认，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其采取协调行动，以保持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并宣布了一项联合“公私”计划，旨在到2020年将人工智能研发投资增加至少200亿欧元
(Middleton 2018)。国家政策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一个显著例证，也是欧洲企业在这方面感到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EU 最 近 出 台 的 《 通 用 数 据 保 护 条 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潜在影响。与美国和中国的政策相比，这项立法对企业数据收集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商业游说者批评GDPR限制了潜在的机器学习项目——这是人工智能资本可能正常化并需要高度监督治理制度的令人不安的预兆。为了阻止人工智能人才“流失”到美国和中国公司的高薪职位，
EU还启动了一个跨国欧洲人工智能研究所——欧洲学习和智能系统实验室(ELLIS)——在一些欧洲国家设有中心(2018年排名)。然而，在欧洲人工智能的共同战线之下，国家间的竞争仍在继续，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争夺地区人工智能领导者的地位
(Shead 2018)。
在各国争相吸引人工智能资本的全球浪潮中，美国、中国和欧盟只是最大的竞争者。日本和俄罗斯也在大力补贴人工智能的发展;到2018年年中，从新西兰到波兰、肯尼亚和突尼斯等20多个国家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Dutton 2018)。深层的焦虑是这种动员的基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单个公司的层面上，人工智能资本可能倾向于赢家通吃的所有权集中和垄断的产生。类似的动态可能会出现在国际国家关系层面。李开复关于中美两国主导人工智能资本的预测中，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特征是，“虽然人工智能发达的国家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但尚未突破一定技术门槛的国家将发现自己在倒退……(进入)一种近乎完全依赖的状态



. inhuman power42

疯狂地“交易市场和数据访问”，以使用他们无法控制的人工智能设施(K-F)。李开复 2018: Kindle Loc. 2759)。这种前景，加上人工智能军事力量的更直接威胁，确保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被排除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破坏的一般条件之外。
边缘、云和规模经济

对于人工智能行业来说，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国家层面，运行人工智能的昂贵硬件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这主要以“云”的形式出现——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付费访问的庞大、耗电的数据中心(Mosco 2014)。随着可用带宽和处理能力的增加，云不仅可用于存储、数据库和计算功能，而且在过去几年中还可用于云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即服务”(MSV 2018)。注入人工智能的消费设备和服务将数据发送到云，在云上完成实际的人工智能处理。云还可以将ML技术(如图像和语音识别)插入到网站或程序中，以及在线构建ML模型。训练深度
ML模型的密集计算需求意味着，很少有小公司能够负担得起购买必要的硬件，而是从云提供商那里购买计算时间。
Tractica(2018)报告称，自2012年以来，人工智能行业的计算能力需求增长了30万倍，使云人工智能成为一个激烈竞争的空间。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和微软Azure一直是表现最好的，谷歌Cloud、IBM和百度Cloud都试图获得市场份额。因此，云人工智能承诺将机器学习提供给远远超出人工智能行业内部圈子的公司，但云的所有权已经巩固在“极少数人”手中，科技巨头是占主导地位的提供商(Miller 

2018)。
云是由一种称为边缘计算的新兴技术补充的。边缘计算是一种方法，其中一些处理在设备上本地完成，而不是发送到云。据Tractica(2018)估计，人工智能边缘设备的出货量将从2018年的1.614亿台增加到2025年的26亿台。在带宽、网络延迟问题和安全性方面，边缘计算比云计算具有优势。在自动驾驶汽车等应用中，一点点延迟可能是灾难性的。此外，将数据保存在设备上可以提供明显的安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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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随着计算需求和用户数量的增长，边缘计算对云人工智能提供商也变得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减少云上的负载
(Miller 2018)。然而，没有人期望边缘计算取代云计算。这两者是协同工作的。边缘不是云计算的去中心化颠覆者，而是很可能成为科技巨头的另一个竞争轴心，它们已经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总而言之，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产生许多相互关联的商业企业——一个“生态系统”，这是那些喜欢将资本主义活动归化的人广泛采用的术语。在广泛的适用性、财政激励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开始推广到科技行业之外。进一步普遍化的前景向我们表明，未来资本以获得这些认知手段为先决条件，或者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虽然在这种推广过程中，AI行业格局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但目前科技巨头占据了顶峰地位。对云计算设施的控制、对大型数据集的所有权，以及从有限的AI人才中聘请最优秀人才的财富，都是它们的诸多优势之一。这些因素表明，在AI时代，少数几家企业巨头对信息技术行业的统治将继续下去。因此，AI产业的一个可能的发展轨迹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和集中(1990:

777)。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毫不含糊的亲市场观察者的承认。正如《 经 济 学 人 》(2017a)所言:“鉴于现有的科技集团拥有丰富的数据、计算能力、智能算法和人才，更不用说在投资方面的领先优势，它们似乎有可能获得AI的许多收益。”一项对ML的商业前景充满热情的商业导向研究毫不掩饰地承认，可能存在“创新与竞争之间的权衡”: 

与大多数软件相关技术一样，AI具有规模经济。此外，AI工具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收益递增特征:更好的预测准确性导致更多的用户，更多的用户产生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数据导致更好的预测准确性。如果企业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它们就有更大的动力来构建(AI)，但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这可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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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垄断。更快的创新从短期来看可能有利于社会，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不是最优的。(Agrawal, Gans and Goldfarb 

2018: 23)

AI泡沫?

2010年代后半期，人们越来越普遍地猜测“AI泡沫”的出现
(Press 2018)。商业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随着AI加速炒作周期，……大多数供应商专注于简单地构建和营销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而不是首先确定需求、潜在用途和对客户的商业价值(Hernandez 2017)。它提醒其商业读者不要轻信“AI清洗”或夸大AI系统能力的说法。更耸人听闻的是，2018年的一份商业报告预测，虽然AI最终会作为一个商业领域“成熟”，但“这个领域将会到处都是尸体”(Riot Research 2018)。在AI技术得到充分推广，从而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之前，AI行业是否会陷入另一个“人工智能冬天”?

“AI泡沫”的破裂以及许多新近进入AI行业的公司的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工智能资本的终结。被高估的初创企业，甚至是大型老牌企业的倒闭，为新进入者从前辈的失败中学习腾出空间，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资本创新的正常周期性特征，从铁路和电报开始。这都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最相关的例子是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它使许多早期的电子商务尝试化为泡影，并通过连锁反应，使电信业陷入危机。这场灾难让对新数字业务的投资停滞了几年，直到b谷歌、Facebook和其他Web 2.0公司的出现，这些公司修改了商业模式，加入了亚马逊 (Amazon)和微软
(Microsoft)等大公司的行列，掀起了一场新的、规模更大的数字商品化浪潮。类似的危机可能只是AI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小颠簸。
然而，还有其他可能性可能会更严重地扰乱对AI行业蓬勃发展的预测。一种可能是发现这项技术本身存在严重的地方性问题。Roman V. Yampolskiy(未注明日期)，一位与AI安全运动相关的研究人员，已经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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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失败的简短清单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可能发生在2013年:“物体识别神经网络在特定的噪声图像中看到了幽灵物体。“这是指机器学习对象识别系统有一种充分记录的趋势，即将某些抽象模式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如孔雀或豹子)混淆，但报告的置信度非常高。”这种奇怪的怪癖似乎源于这样的系统将全新的对象解释为仅仅是它们所训练的数据集的极端例子。由此引起的最直接的担忧是，用于军事和安全目的的图像识别系统容易受到“敌对图像”的恶意欺骗(Nguyen, Yosinski和Clune 2015)。更令人不安的是，神经网络对其生产者来说是不透明的，并且可能突然抛出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Scharre 

2018)。这种不安尚未严重挫伤人们对AI的热情。但灾难性的
AI错误可能会削弱商业信心。2018年发生的一系列致命的自动驾驶汽车事故，提醒企业和公众此类技术涉及的复杂而昂贵的责任，给自动驾驶汽车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这是暂时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AI可能无法提供资本所期望的产品。整个数字“信息革命”一直被“生产率悖论”所困扰，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1987)的讽刺观察总结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但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除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短暂时期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数字技术的广泛采用(截至2019年)并没有产生可观察到的与早期创新周期所产生的生产率相比的逐年增长。其原因存在激烈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明显的异常反映了在衡量数字活动的真正意义时存在的问题，或者数字化的经济收益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体现(Brynjolfsson, Rock and 

Syverson 2017)。其他人，如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 2016)坚持认为，信息技术的经济后果远远小于汽车、电力、城市卫生化学品和药品等发明的经济后果，这些发明推动了1870年至197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
在2008年华尔街崩盘后的不安时期，美国企业在设备和建筑等新生产资料上的支出一直很低，尤其是相对于在股息、股票回购和收购等金融和投机活动上的支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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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wood 2018a)。Michael Roberts(2018)提出，“由于大多数经济体的资本家未能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所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都放缓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成本的大幅下降、国家对AI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补贴，或者经济衰退后逐渐收紧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工资需求威胁(这将激励自动化)，都可能改变这种局面。但目前还不能绝对保证，当前这波新的AI研究浪潮真的会走出实验室，进入商业实践的广泛变革:AI革命可能会随着一声数字声音的呜咽而消退。
生产的一般条件

让我们假设，资本目前对AI的热爱，并没有因为业绩失败和承诺紧张而破裂。这种结合的最终产物可能是什么?为了阐述AI产业第二个时代可能的长期意义，我们转向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在《资本 论 》(1990:473 - 3,474,505 - 6,579,652)中顺便提到的这个范畴，但在《政治批判》(1993:308,524 - 33,725)中有一些深入的讨论，这是什么意思?首先，理解这些条件是一般的意味着什么是有帮助的。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一般”几乎总是与“特殊”相对立的，一般生产条件也是如此，他将一般生产条件与单个资本直接购买或生产以维持生产的“某个资本家或另一个资本家的特殊生产条件”区分开来。并包括物质投入(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1993:531)虽然特殊条件与这种或那种单个资本的生产有关，但一般生产条件对所有资本都是共同的。
在《政治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将单个资本与一般条件之间的关系阐述为“资本与社会生产的公共、一般条件的特殊关系，区别于特定资本及其特定生产过程的条件”(马克思
1993:533)。因此，一般条件是“有利于(或阻碍)所有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东西”(Kjøsen 2016: 65)。基础设施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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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条件，因为道路、运河或铁路“不仅有利于单个资本，而且有利于特定地区的所有单个资本”(Kjøsen 2016: 65)。马克思这样用一般生产条件来描述单个资本在特定历史时刻所处的一般环境;它既是阶级斗争的地形，也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地形。重要的是，这些条件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对所有单个资本都是潜在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免费的或所有人实际上都可以获得的。情况因情况不同而不同。某物可能是商品，也可能是一般情况。例如，交通和通讯。集装箱运输或连接到互联网所需的硬件是所有单个资本必须支付的东西，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只要一种运输方式是公共运输，就算是生产的一般条件。其他条件是免费的，或者通过税收间接支付。例如，任何资本不论愿意与否，都要进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保护航道和维护运输基础设施的费用是由税收支付的。
基础设施只是一般生产条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们中的一位所指出的，一般条件包括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通信和运输工具;一般使用建筑物进行生产和储存;市场，即流通的范围和过程;政治世界秩序;科学、技术和工程的总体状况;令人困惑的是，也包括特定种类的生产——比如机器对机器的生产和生产中的自动化程度——以及生产发生的质量和速度(Kjøsen 2016: 64)。
一般生产条件的具体功能是什么?马克思在讨论基础设施时指出:“一切一般的生产条件……促进流通或……使之成为可能……或者……增加生产力”(1993:530-1)。一个设计良好的公路、桥梁和隧道系统当然会在加快流通的意义上促进流通，或者如果建在以前没有道路的地方，将使那里的流通成为可能。流通的加速，使得资本加速了从生产中提取剩余价值到在市场上实现的循环(马克思1992:203)。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非基础设施的一般生产条件;例如，提高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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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机器强化了剩余价值的提取，因为机器允许使用远远超过人类劳动本身所拥有的体力(马克思1990:

509)。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一般生产条件的作用以及AI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论点，有必要讨论它们如何与生产方式本身同步发展。也就是说，一般条件总是指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段，这意味着制造业时期的一般条件不同于大工业时期，而大工业时期又不同于福特主义时期，以此类推，一直到可能的未来人工智能资本主义(马克思1990:505-6;

kkjø sen 2016: 65-6)。重要的是，一个时期的一般条件可能对下一个时期是“不充分的”或“无法忍受的束缚”，因此必须进行调整或更新，使其“适合”新时期;当它们合适时，“生产方式(即时期)获得弹性，一种突飞猛进的扩展能力”(马克思1990:579;kkjø sen 2016: 65-6)。也就是说，生产的速度和数量现在可以发生在比前一时期更高的水平上。一般条件是如何适应新出现的生产方式的?为了描绘AI可能的资本主义未来，我们需要详细阐述这一动态。一般条件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始于产业资本分支层面(Kjøsen 

2016: 66)。生产上的革命，例如通过机器的发明，可能会迫使其他部门发生转变，这些部门“通过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但又被社会劳动分工隔离，以这样一种方式，每个部门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马克思1990:505)。任何导致一个部门在数量和/或速度方面生产率提高的变化，都要求相互连接的部门适应，以便使原始部门保持其新的生产率水平。为了说明这一动态，马克思提到了棉纺业的机械革命，它“催生了轧棉机的发明”，因为如果没有这项技术，棉花的供应将无法跟上机械化棉纺业的发展(1990:

505)。在一般条件下，这种动力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特别关注了通讯和运输工具，他认为，正是机器生产的普遍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速度和产量的提高，迫使一般条件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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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适合于大规模工业生产。因此，当特定的生产部门紧密相连时，“一个部门在知识、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革命会传播到相关的部门，不仅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会增加产量，这反过来又在相关的生产部门中导致新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生产方式的革命”，从而使其生产能力具有弹性(Kjøsen 2016: 66-7)。 

除了大规模工业需要运输和通信网络的“巨大变革”之外，它还要求机器能够生产大量统一的、精确加工的机器零件:因此，大工业必须接管机器本身，即它自己特有的生产工具，并通过机器来生产机器。直到它做到了这一点，它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足够的技术基础，并站稳脚跟”(马克思1990:506)。只有当机器开始为机器生产零件时，机器本身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条件，这意味着它可以为所有单个资本提供足够的数量和质量。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单独的资本必 须采用一种特定的新技术，才能被认为是一般条件的一部分;单个资本在或多或少平 等的基础上使用它就足够了。竞争将迫使采用;一旦被个别资本的临界质量广泛使用，它将成为一般条件的一部分。这可能会得到各州的鼓励甚至是支持，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鼓励企业采用互联网作为商品流通的“信息高速公路”
(Schiller 1999)。政府对提高国家AI能力的高度兴趣表明，各国已经在推动一般生产条件的另一场革命。然而，在我们讨论这种推动可能是对什么的回应，或者它可能采取什么形式之前，我们需要概述一下目前的一般生产条件。

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条件
马克思描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生产条件如何转变为适于大工业生产的一般生产条件。自马克思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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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发展至少经历了另外两个值得注意的时期:由泰勒主义和装配线定义的福特主义，以及随后主要由信息通信技术和物流定义的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描述为后福特主义
(Hardt and Negri 2001)。关于如何定义后福特主义缺乏共识，这在同一时期的一系列名称中是显而易见的:数字资本主义
(席勒1999)，物流或供应链资本主义(托斯卡诺2011;Cowen 

2014;Kjøsen 2016)，以及认知资本主义 (Moulier-Boutang 

2011)。我们认识到后福特主义这个词的无定形性质，并同意对它的许多批评(见阿明1994年的早期概述);我们特别注意到，许多后福特主义的理论家低估了这种连续性，而夸大了这一时期与福特主义的质的区别。话虽如此，我们还认为，自福特主义以来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确定一个新时期是值得的。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超越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时期，我们称之为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我们认为，这可能被视为更大的控制论资本主义模式的中间阶段(Robins and Webster 1988;

Peters, Britiz and Bulut 2009;Tiqqun 2001)，倾向于充分发展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随附的表格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伴随的一般生产条件的概要历史。就像任何声称能掌握复杂现象的图表一样，它过于简单化了，并且冒着看起来比它想要的更死板的风险。这里列出的时期彼此重叠，过去和现在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经过。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提出，在一个经济部门的革命可能会引发广泛采用人工智能的必要性，从而使其成为一般条件的一部分。在第2章中，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兴奋是对资本全球化寻找廉价劳动力所遇到的危机的回应，在第三章中，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克服上一时期遗留下来的高级资本形式的束缚——人类劳动的持续束缚——这一前景需要认真对待。但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如何将普遍可用的人工智能纳入资本固有的革命性动力。不难理解资本为什么必须依赖，以及它是如何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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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形基础设施上，如道路和港口，克服空间的束缚。但是，普遍可用的AI可能克服哪些制约资本增值的因素呢?AI如何变得普遍可用?

基础设施AI

我们对AI如何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的问题的方法是由人文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设施转向”(Rossiter 2016;Cowen 2014;

Steinhoff 2019a)，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物流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评估(Toscano 2011;2014;伯尔尼2013;Kjøsen 2016)。这种批判性的方法试图通过展示基础设施如何与各种权力关系相关联，来抵消基础设施经常被忽视的现象。然而，基础设施AI的特定概念直接来自于人工智能资本的代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吴恩达(Andrew Ng)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等评论人士预计，AI将变得无处不在，由网络基础设施分发，就像今天的电力和互联网接入一样。是否存在对生产或流通的束缚，供应瓶颈或其他可能激发AI这种特殊情况的因素?不少于微软(Microsoft)为我们指出了它所谓的人类认知局限的“基本约束”。微软将现代定义为随着电脑而升级的信息爆炸，并哀叹道:“在信息如此丰富的时代，我们仍然受到人类吸收信息能力的限制。”这个概念是，向以数据为中心的生产模式的转变正在进行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大规模工业，科技产业将无法“站稳脚跟”，除非它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足够的技术基础”(1990:506)。这个基础是基础AI——认知的手段。
主要AI生产商推进为先进资本创建通用AI基础设施的口号是“AI的民主化”(微软公司;Gosaduaff 2017;Gent 2018)。微软、
b谷歌和亚马逊都宣布了这个目标的项目。微软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使人工智能(AI)民主化，将其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能使用它”。其中列出了以下四点，值得完整引用:

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生活中环境计算、代理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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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任何设备上、任何时间点，为我们与之交互的每一个应用程序注入智能。我们将把这些智能功能——认知能力——注入到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序中，让世界上每一个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都能使用。
我们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强大的AI超级计算机，并通过云向任何人开放，让所有人都能利用它的力量，应对大大小小的AI挑战。(微软未注明日期)

微软设想了一个被AI淹没的世界，这无异于技术万物有灵:“当我们将智能注入一切事物时，无论是你的键盘、相机还是商业应用程序，我们本质上是在教会应用程序看、听、预测、学习和采取行动。”“其他科技巨头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来自亚马逊的Guy Ernest将亚马逊网络服务描述为“使AI民主化”，使他们的AI工具可用于“任何团队规模和技能，以及每种用例”。b谷歌的云和机器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和IBM物联网高级管理人员迈克尔·马林(Greene 2018;Simpson 2018)。因此，“民主化”AI意味着推广其部署和创造它的工具，使其越来越多地提供给最终用户，并允许在任何领域工作的任何人，甚至没有任何AI培训的人，开发AI。
“民主化”计划最重要的轴心之一似乎与AI行业的利润取向相矛盾。AI产业的特点是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开源社区，在这个社区中，制作AI的工具和模板是免费分发的，项目是由合作的在线编程集体承担的，产品是免费发布的，供一般人使用。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开源了一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材料
(Simonite 2015;Crosby 2018)。2015年，谷歌在Apache 2.0开源许可下发布了TensorFlow，这是一个深度学习编程的工具库，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其他科技巨头看到b谷歌的成功，也纷纷效仿。2017年，Facebook开放了几个库、预训练模型和数据集，包括其Caffe2和PyTorch框架 (Arakelyan 2017)。微软的
CNTK、bb0的Warp-CTC和亚马逊的DSSTNE(为其产品推荐系统提供动力的AI框架)现在都是免费的，而且可以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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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工业级AI(Stone 2016;Finley 2016)。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开源AI项目不是来自科技巨头(Harvey 2017)。如今，几乎所有的AI项目都依赖于这样的开源工具包。我们认为，这是
AI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些开源项目是否意味着AI将走上一条超越大公司控制的道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所谓的自由开源
(FOSS)编程的历史。Richard Stallman等自由软件倡导者在20世纪80年代呼吁软件非商品化，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友好的开源运动击败，该运动不仅由Linux的发明者Linus Torvald倡导，而且由O 'Reilly Media的首席执行官Tim O 'Reilly等人
(Liu 2018;Halliday 2018)。随着2020年的临近，“开源”成为商业媒体的流行语，主要的IT公司已经从将开源社区视为危险的颠覆性，转变为将其视为强大的无成本编程的来源，潜在的招聘场所，以及吸引用户使用其平台的战略站点(Weber 

2004;Söderberg 2008;Tozzi 2017)。事实上，一些开源项目主要是由使用这些项目的公司的员工贡献的。以Linux为例，2017年“超过85%的内核开发……是由获得报酬的开发人员完成的”
(Corbet和Kroah-Hartman 2018: 15)。
b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统的例子说明了开源的转变。2008年，
b谷歌在“开放”的基础上发布了Android系统，以挑战苹果在智能手机市场的统治地位。虽然苹果的iOS仍然是iPhone的独家产品，但三星手中的Android系统自2017年以来已成为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但是b谷歌从这个赠品中得到了什么呢?最初，这是一种防御措施，以避免b谷歌的搜索引擎被苹果(apple)主导的手机世界排挤出去。随后，随着
Android自身的崛起，谷歌获得了一个广泛使用的平台。b谷歌现在已经建立了“闭源蠕变”，其中“开源基础与关键的专有应用程序和服务配对”(Amadeo 2018)。b谷歌使得越来越多的用户希望在Android手机上找到的应用程序无法访问，不仅是其他操作服务，甚至是开发b谷歌无法控制的Android版本的开发商，比如免费的Android克隆复制品Replicant。虽然表面上是开源的，但实际上Android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附件运行的



55means of cognition .

b谷歌更大的数据收集业务，这反过来又维持了其庞大的广告收入和机器学习系统的培训。2018年，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因谷歌滥用其在手机市场的权力而对其处以创纪录的51亿美元罚款，并称“谷歌利用Android作为巩固其搜索引擎主导地位的工具”(Satariano and Nicas 2018)。
因此，大型企业AI生产商不仅可以与开源AI开发共存，而且确实可以从中受益，而且实际上可以将其武器化以对抗竞争对手(Vorhies 2016b)。谷歌的TensorFlow可以运行在竞争对手
(非Google)的云上，如亚马逊网络服务或微软Azure，但这可能是因为谷歌是云游戏的后来者。现在，bbb1正积极尝试在这个市场分一杯羹。在AI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谷歌可能会诱使或强迫开发人员使用谷歌云，TensorFlow可能会成为“AI领域的Android”(格什戈恩 2015)。此外，正如科技公司自己承认的那样，开源软件可以加速开发和改进，这超出了公司单个团队所能完成的。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言:

免费软件对这些公司来说是一笔好生意，正是因为它允许更多的人开发AI。每家大型科技公司都在争夺尽可能多的
AI人才，涌入这个领域的人越多越好。另外，其他人用激发新产品灵感的代码做项目，公司外部的人发现并修复bug，学生们在本科和博士课程中学习软件，为已经了解公司内部工具的新人才创造了一个漏斗。(格什戈恩2018)

因此，开源AI项目充当了大型AI公司专有基础设施的“入口”
(Asay 2017)。事实上，企业对开源AI的鼓励现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们不仅担心企业会压制开源AI，还担心它们的鼓励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比如用b谷歌的
TensorFlow构建的“深度虚假”色情内容(Gershgorn 2018)。自2010年以来，平台资本主义和开源AI变得如此共生，以至于这两种批评可能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开源开发者的商业上成功的产品逐渐在大型科技公司的庇护下得到巩固，而业余
AI的阴暗面则是一个阴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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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免费提供的公司工具上创建的。这些资本-开源的关系代表了保罗·维尔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2004:

110):公司积极地培养自下而上的、多样化的、通常是自由的商品生产，然后通过将其最成功的成果商品化来收获这种多产。这样的战略与我们已经回顾过的AI行业动态是一致的。主要的AI开发商本身就是政府支持的AI研究的直接和间接受益者，他们既为其他企业提供AI能力，又促进了大型开源社区的发展。对于整个资本而言，这意味着人工智能驱动的业务分析、管理工具和生产自动化将越来越可用，这些将由大型云计算平台和边缘计算设备的组合提供。对于最终用户来说，应用程序和产品将越来越多地集成AI功能，用于制作AI的工具将越来越容易使用。AI的这种“民主化”将与AI行业的主要寡头攫取巨额利润完全一致——就像前几代一般生产条件的生产，如铁路和电信，为这类基础设施技术的企业生产商创造了财富。如果AI变得普遍可用，它仍将处于这些资本提供者的控制之下。

智慧城市、物联网、环境智能
“民主化”计划并不是普及AI的唯一途径。高科技资本青睐的另外三个话题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种可能性:物联网(IoT)、智慧城市和环境智能。物联网可以简单地定义为“[联网]智能对象的普遍部署”(Kopetz 2011: 307)。虽然互联网通常被理解为人类之间的通信技术，但物联网是一种假设的或新兴的互联网，由机器对机器通信组成，由射频识别(RFID)等技术提供支持。6物联网这个词是凯文·阿什顿(Kevin Ashton)在
2009年创造的，他认为“我们需要赋予计算机自己收集信息的方式，这样它们就可以自己看到、听到和闻到这个世界，在它所有随机的荣耀中。”RFID和传感器技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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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可以观察、识别和理解世界，而不受人为输入数据的限制。“物联网的目标是让机器摆脱人类中介，在世界上自己智能地沟通和行动。”一些分析人士总结了微软关于人类认知局限性所带来的基本约束的论点，认为这样一个机器人口将需要AI在功能上实现:“如果没有能够从数据中发现有价值见解的AI技术，来自物联网设备的大量数据的价值就会有限”(国际数据公司，2016)。
智慧城市是一个缺乏共识定义的术语(Cocchia 2014)，但它的愿景提供了另一种思考AI资本不久的将来的方式，专注于城市发展问题。大多数关于智慧城市的概念至少在一个标准上是一致的:“无处不在的无处不在的计算和数字仪器设备嵌入到城市环境的结构中”(Kitchin 2014)。1)这些可能包括连接到各种执行器和处理器的传感器和摄像头，这些执行器和处理器通过机器对机器的通信，自动优化交通、维护、能源分配或各种其他城市流动，从而改善社会生活。因此，智慧城市是物联网的一种特别的城市表现形式，但其隐含的政治议程是将城市发展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大型人工智能资本家手中。正如两位评论家所言，智慧城市话语证明了一种“自由浮动的乌托邦主义，将治理作为一种自动运转的机器”
(Sadowski和Pasquale 2015)。谷歌参与了智慧城市的努力，这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讨论的那样，该公司在多伦多滨水区建立智能社区的项目在整个2018年都遭到了当地的抵制，尽管其命运仍不确定。
所谓的“AI民主化”、智慧城市和物联网都是表达环境智能概念的不同方式，或“对人的存在敏感和响应的电子环境”
(Aarts and encarna2006年):1).环境智能范式的目标是“设备集体使用隐藏在连接设备的网络中的信息和智能进行操作”的情况。灯光、声音、视觉、家用电器和个人保健产品都可以无缝地相互协作，通过支持自然和直观的用户界面来改善总体用户体验”(Aarts and encarna2006年:1)。我们的目标是，不是用户对环境的响应，而是用户对环境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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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将参与一个持续的双向互动过程(艺术与环境组织2006年:11)。在人与系统之间将会有一个“新的智能中间层”
(Panetta 2017)，环境将在与用户的交互中变得“主动”
(Aarts and encarna2006年:11)。
广义环境智能是AI成为一般生产条件一部分的一种方式。如果实现，它将对资本的技术环境构成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如果变得环境的AI具有感知和认知的ML能力。如果不仅人类的知识和技能被转化为死劳动，而且如果死劳动获得了人类历史上垄断的感知和认知的基本能力，那会是什么样子?感知和认知会像电气化一样，成为普遍存在的事物的世俗属性。在没有任何预测未来的主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目前作为固定资本的一些现有AI应用程序，并想象一下它们的使用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的情况。
聊天机器人就是这样一种应用。聊天机器人是“任何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进行对话的软件应用程序”，无论是文本还是听觉(Dale 2016: 813)。正如海伦·赫斯特(2016)指出的那样，这些旨在将文书、行政和通信工作外包给机器的应用程序“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劳动的自动化”——这一点在Alexa、Cortana、Siri的名字和声音中得到了体现——这些技术“做性别”。如今，聊天机器人主要是文字聊天，但b谷歌的Duplex(2018年10月正在开发中)在有限的环境中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听起来像人类的口头对话技巧。一些观察人士甚至反对它发出的“嗯”和“啊”的声音，并要求它宣布自己是AI(R. Metz 2018)。根据一项研究，36%的企业已经使用了聊天机器人，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4%的企业使用聊天机器人(Oracle 2016)。聊天机器人可以是简单的基于规则的程序，但为了实现更强大的功能和易用性，现代系统通常使用ML来从经验中学习，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来更轻松地交谈。例如，谷歌的Duplex是一个建立在循环神经网络上的ML系统(利维坦和Matias 2018年)。行业分析师预计，聊天机器人很快“将使用AI来管理非结构化数据和复杂任务”
(Panetta 2016)。聊天机器人通常嵌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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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Facebook messenger和微信之类的信使程序，最常用于客户服务应用程序。在开放聊天机器人功能的第一年，Faceboo

k在Messenger上有超过3.3万个活跃的机器人(Vr 2016)。
b谷歌Duplex的开发人员希望他们的发明能够实现“人机交互的长期目标”，即“通过自然对话与技术进行交互”(利维坦和Matias 2018年)。这巧妙地总结了聊天机器人的目的:充当一个新的界面，用自动化的自然语言对话取代以前面向客户的业务元素，比如网络商店和人类技术支持。聊天机器人的目的是让在线交易像面对面交易一样直观和简单。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预计，“与聊天机器人互动不需要任何特殊设置;技术只会理解并按照人类的要求去做”(Panetta2016)。
然而，聊天机器人不仅在客户服务中得到了应用。正如
Lebeuf、Storey和Zagalsky所表明的那样，软件开发人员一直在创造他们“自己的”聊天机器人，以“减少工作场所的协作摩擦”(2017:2)正如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开发人员使用聊天机器人通过协调时间表和任务，促进对群体规范和角色的遵守，划分角色，责任和专业知识，以及监控和促进合作和信任来促进其团队的功能(2017:3-4)。他们还使用聊天机器人来管理大量信息流并共享知识和技能(2017:5)。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社交活动的大块转移给这些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将各种任务和过程转换为对话形式。
2018年是聊天机器人在技术进步和商业应用方面的“里程碑式的一年”(Seth 2018)。然而，由于每个聊天机器人需要特定领域的内容，这些系统面临着与GOFAI专家系统相同的定制工作量大的问题。然而，正在研究使用在该领域可用数据上训练的ML在新应用领域中“引导”或自动化聊天机器人生产的可能性(Babkin et al. 2017)。如果这项工作取得成功，我们可以预期聊天机器人将进一步扩散，并接近我们为AI设定的普遍生产条件。
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现有的AI应用，它有望得到广泛应用。
2016年，亚马逊在西雅图开设了自动便利店亚马逊Go的第一家分店。截至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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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十家分店正在建设中。Go被亚马逊标榜为“走出去购物”，它使用“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算法和传感器融合”来消除收银员和结账队伍(亚马逊) 
2016年)。从本质上讲，亚马逊Go依赖于一系列设备进行机器感知，其中的数据由AI处理和合成。顾客用亚马逊应用程序登录商店，他们在商店里的行为会被跟踪，这样无论他们买了什么，商店都会自动记录下来，当他们离开时，他们的账户就会被扣款。尽管亚马逊宣称要实现自动化，但截至2019年，自动驾驶商店仍然需要人工维修和监督，就像自动驾驶汽车一样
(德尔雷) 
2017)。梅尔维尔(2017)认为，亚马逊并没有认真钻研低利润的杂货行业，而只是将其作为测试一种新的支付方式的场所，即零售交易的新界面。通过普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感知，亚马逊Go将零售交易从收银员的人与人互动，或自助结账的人与机器互动，转变为人类客户看不见的商品与机器互动。
从这些例子中推断，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如果机器感知和认知能力在整个社会中得到推广，从而成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将会是什么样子。像电一样，AI感知和认知可以有很多用途。在上面讨论的案例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明显目标是取代人类劳动——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AI对就业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从微软提出的有限的人类认知能力作为束缚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如何更普遍地应用。在支持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和自动化零售的情况下，AI认知和感知正被用于简化社交互动过程，将其转换为由机器管理的简化、易于消化的形式。因此，软件开发人员之间复杂的工作场所社交互动和客户服务交易被简化为与聊天机器人的对话，从而促进了这一过程。在亚马逊Go的案例中，零售交易完全从人类现象中消失，被各种数据流的整合所改变。
在这两种情况下，AI都充当了简化复杂情况的界面。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如Vincent 

Manzerolle和我们中的一个(Manzerolle和Kjøsen 2015)所展示的那样



means of cognition . 61在近场通信(NFC)设备的背景下，资本已经热情地接受了简化和加速交易的技术。埃森哲咨询公司(2017)对AI进一步简化和速度的能力感到兴奋，宣布AI将成为下一个用户界面(UI)，取代今天在我们的屏幕上无处不在的图形用户界面。我们中的一位指出，埃森哲的分析师使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术语“策展”来描述AI作为一个界面时的新新性(Steinhoff 2019a)。埃森哲宣称，“在最复杂的时候，AI会协调。它通过各种体验和渠道进行协作，通常在幕后完成任务。AI不仅根据其经验进行策划和行动，而且还从互动中学习，以帮助建议和完成新任务”(埃森哲2017:20)。这种描述的模糊性证实了想象中的策展功能的广泛适用性——这是一种智能的、自适应的认知自动化技术。AI作为一个界面，它不仅向用户表示一些信息，而且通过感知和认知，主动收集、处理、显示和隐藏信息，在用户对其采取行动之前和同时。这是环境智能倡导者(Panetta 

2017)和凯利(Kelly)的“廉价、可靠、工业级数字智能”(2014)所假设的“新智能层”的想象功能。
回想一下，对马克思来说，基础设施的功能是“促进流通，甚至使流通成为可能，或者……增加生产力”(马克思1993:

530-1)，而一般条件的功能是赋予生产方式一种弹性，即扩大产量和生产速度的能力。道路和数字网络促进了流通。教育系统通过生产和传播知识和意识形态来提高生产力。在资本与有限的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束缚发生冲突的背景下，基础设施AI正被定位为管理信息流，将人类的认知机制留给机器还无法处理的事情。零售交易对资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对资本来说，它消耗的是时间、思想和工资，这令人烦恼。而亚马逊Go的AI可以让零售交易变得空灵化，并加快速度。这种交易实际上是由亚马逊策划出来的，虽然亚马逊的人类代理人指导了这一过程，但更先进的AI系统可能会开发和制定自己的策划过程，或者这些过程可能来自多个AI系统的交互。这是不可能的



. inhuman power62在这里列举AI基础设施优化流通和/或提高生产力的所有方式。已经在工作的系统，如SIX的“物联网电子商务完整基础设施”，旨在将智能家电(如能感知供应不足的冰箱)与市场信息联系起来，零售商和配送服务，将购物完全排除在人类认知和行动的范围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将认知和感知能力卸载给整个环境来加速资本的增值和变现。
请记住，策展只是基础设施AI的一种可能应用，我们建议
AI很可能成为，并且正在被资本定位为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AI将成为与交通和通信工具类似的认知工具——认知手段。认知手段将是一层新的技术基础设施，与生产资料和交通、通信手段交织在一起。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在概念和执行方面一直依赖于人类的认知能力，但AI的基础设施将允许将认知和感知任务分配给机器，机器将以不同的机械方式执行这些任务，这可能会对生产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认为有必要特别提到当时新型的通信和运输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因为它们在实现大规模工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样，我们将认知手段作为可能定义一种新的控制论生产模式的因素。
在建立认知手段的过程中，资本将不加隐喻地获得思考和感知的能力。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向机器的发展不是资本的偶然时刻，而是对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的历史重塑，使其成为一种适合资本的形式”(1993:694)。在我们在这里概述的可能的未来，资本正在将劳动能力的原始能力——认知和感知——重塑为适合资本的机器形式。推动AI“民主化”可以被解读为资本加速获取这些基本能力并在分布在整个社会的机器中实现这些能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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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手段
资本远没有准备好完全抛弃人类，但它准备将越来越多的人类认知能力注入机器，形成一个越来越“智能”的技术环境。AI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自动化工作的潜力，还在于它可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认知手段建立起来，生产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自动化，而且在智能机器进行感知、学习和交流的环境中，生产也会变得越来越自动化。随着机器学习的改进和新的AI技术的出现，这个智能机器网络将进一步扩大其能力，而整个社会工厂的资本将变得越来越有意识、智能和交流。
在提出认知手段时，我们似乎与认知资本主义的后 操 作 主义 理 论 保 持 一 致 (Vercellone 2006;Moulier-Boutang 2011;

Hardt and Negri 2017).7相反，我们认为本章概述的认知情景的手段与后操作主义分析不相容，在后操作主义分析中，认知是严格人择的。事实上，我们认为，认知手段情景需要对后 运 算 主 义 从 马 克 思 那 里 获 得 的 一 般 智 力 概 念 进 行彻底修正。马克思认为，一般智力表现在技术上，而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主要以资本的形式出现。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主要论述如下:“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根据它得到改造”(1993:706)。在这里，社会个人的知识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但只有当它在机器中得到实施时(这一点经常被忽视)，因为只有在人体之外的对象中，人类的技能和知识才能成为社会的，即普遍化的。今天，任何人只要通过网络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访问谷歌翻译，就有能力立即(如果粗略地说)理解几十种语言的短语。一般智力指的是资本以机器形式拥有的这种不断增长的技能和知识的多样性。在它实现之前，社会个人的技能和知识，就在机器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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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它被马克思称为“社会大脑”(1993:694)。资本不断地锻炼和模仿社会大脑的各个方面，将它们实现在机器中，并将它们添加到一般的智力中。这是“知识捕获”的行星尺度版本，管理理论家将其定义为“将驻留在个人头脑中的知识转化为企业可用的明确表征”(Gartner n.d)。一般智力捕获的社会大脑越多，资本就会变得越强大。
后操作主义否定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原始表述。维尔诺将其重新定义为“人类共有的语言认知能力”(2004:42)。他说，这种重新定义是必要的，因为:

马克思认为“一般智力”是一种科学的客观化的能力，是一种机器系统。显然，“一般智力”的这一方面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一切。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一般智力不是化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铸 铁)进入机器系统，而是作为活劳动的属性而存在。一般智力在今天的表现，首先是活生生的主体的交流、抽象和自我反思。似乎有理由认为，根据经济发展的逻辑本身，有必要让一部分一般智力不凝固为固定资本，而是在认知范式、对话表演、语言游戏的幌子下，在交际互动中展开。(维尔诺
2004:65)

对于维尔诺来说，一般智力是网络人类的新型社会能力，包括交际互动、抽象、对话表演、语言游戏、合作和交际能力
(2004:65)以及“无限种类的概念和逻辑方案”(2004:106)。我们还可以加上情感，后 操 作 主 义 思 想 家 哈 特 和 内 格 里将其描述为一般智力时代工作的特征品质(2001:292)。在后福特主义中，资本依赖于劳动力的这些能力，而这些能力是资本无法控制或模仿的。因此，“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是由无限多样的概念和逻辑方案扮演的，这些概念和逻辑方案永远不能在固定资本中设定，与多个生活主体的重复是不可分割的”
(维尔诺2004:106)。这个概念是，在一般智力的时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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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享有资本无法用机器取代的一系列新的权力。
本章展示了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以使AI的认知和感知能力普遍可用。但维尔诺所说的不可能实现自动化的人类能力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这么认为。本章已经调查了一些将这些能力卸载给AI系统的例子，但我们现在直接解决它们。维尔诺强调人类的交流能力。(机器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通信一直是AI研究最成功的应用之一。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合成和聊天机器人只是AI实现沟通能力的一些方式。早在2012年，Narrative Science就在使用AI为报纸和新闻网站撰写公式化的体育和财经报道。2019年，该公司现在正在销售Quill产品，该产品使用自然语言生成(NLG)处理大数据，为企业创建叙事结构的报告。
与沟通相关的是合作，维尔诺也认为这是人类的特征。AI才刚刚开始实施合作，但已经有了令人信服的例子。生成对抗网络(gan)是最近的AI发展，其中两个机器学习系统参与对抗关系，可以与生产假币的造假者和试图检测假币的警察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Goodfellow等人，2014)。一个系统试图生成与训练集非常相似但不包含在训练集中的数据。另一个系统试图挑出假数据。两个系统都从这种交换的许多实例中学习，最终“两个团队……都改进了他们的方法，直到假货与真品无法区分”(Goodfellow等人，
2014:1)。这是一种产生新颖产出的基本合作。
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来自OpenAI，他们构建了一个由五个神经网络组成的团队，称为OpenAI five，它们一起玩流行的多人电脑游戏Dota 2 (defense of the Ancients 2)。2018年，这五个网络击败了一个职业玩家团队(Park 2018)。开发人员解释说，团队成员的合作不是通过明确的沟通:相反，“团队合作是由我们称之为‘团队精神’的超参数控制的。”团队精神的范围从0到1，将权重放在每个OpenAI的多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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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的英雄应该关注其个人奖励功能，而不是团队奖励功能的平均值。我们通过训练将其值从0退火到1”(OpenAI 

2018)。这里的合作来自于数值的优化。
那么抽象的能力或者产生和掌握“无限种类的概念和逻辑方案”的能力呢(维尔诺2004:106)?深度学习的先驱们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将深度学习系统的独特能力描述为“学习具有多个抽象层次的数据表示”(LeCun, Bengio和Hinton 2015: 436)。或者正如IBM的一篇教程所言:“通过构建多层抽象，深度学习技术可以解决复杂的语义问题”(Sedlak 2016)。这并不是单纯的炒作。机器语言翻译现在是用神经网络完成的，因为网络能够找到模式并开发相关的语言概念(规则)，从而产生比任何其他自动化技术更好的翻译。此外，深度学习系统具有极大的可扩展性，这意味着可用的数据越多，这些系统的性能就越高
(Ng 2015)。老算法的性能在一定的数据量下会趋于稳定，但是，到目前为止，深度学习还没有。未来这类系统能够掌握的认知、逻辑和语义复杂性是无法预测的。
最后，我们来谈谈影响，这是一种历史上对机器不利的能力。虽然截至2019年，还没有证据表明机器能表达情感，但人工智能捕捉和处理人类情绪状态数据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应用于情感分析领域，该领域旨在通过计算识别主观状态，包括文本中的情绪和观点(Pang and Lee 2004)，语音中的情绪识别(Morrison, Wang and De Silva 2007)，以及面部情绪识别(Zhang et al. 2017)。虽然日本公司正在大力投资于护理机器人，但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对使用人工智能来监控和操纵客户的情绪感兴趣(Faggella 2018a)。人工智能可能不会很快经历快乐或悲伤，但资本主义公司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为生产、流通等各个方面增加情感维度。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维尔诺为人类一般智力所保留的能力正处于人工智能驱动的实施过程中。那么，在人工智能资本中，如果不是由后 手 术 主 义 保 留 的 位 置 ， 人 类 劳 动 可 能 会 找 到 什 么 位置呢?马克思随口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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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启发性。在《机器片段》中，马克思设想了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工作场所，在那里“人类更多地成为生产过程的守望者和监管者”(1993:705)。在这里，一个人类服务员看守着熄灯的工厂，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按下停止按钮。下面那句很少被引用的话(有趣的是，这句话用括号括起来了)是这样的:“适用于机器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1993:705)。“交往”一词是马丁·尼古拉斯从德语“verkehrs”翻译过来的，但另一种翻译是“交通”。正如马修·w·博斯特(Matthew W. Bost)所说，马克思用verkehr来指代各种交往，包括生物繁殖、语言和语义交流、商业交流，以及“战争中武器火力的交换”(2016:338)。因此，在这里，马克思似乎暗示，人类也可能仅仅作为守望者，与他们的社会发展和支撑他们的基础设施(广泛理解)联系起来。认知手段的建立所带来的认知能力的卸载，可以为资本实现这种深度控制提供手段。
后操作主义的人类而非机器的一般智力概念不仅颠覆了马克思自己的构想，而且无法解释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应用。此外，强调人类的一般智力会导致高估革命主体性，如哈特和内格里(2001)的“群众”，可以轻易地动员起来反对人工智能资本。今天的阶级权力问题需要详细分析人工智能到底能做什么，是支持还是反对劳工。下一章从这个角度探讨工人阶级重组的可能性，这将导致我们在结语中重新考虑“拒绝”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原始操作主义战略——而不是后操作主义的“再占有”战略。
总而言之，虽然资本仍然必须以人类的认知和感知为基础，但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是用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取代这些基本能力。认知手段的建立可以被解释为，毫不夸张地说，将资本的逻辑注入世界的项目，这样资本，而不是位于其中的人类，就可以思考和感知。



2自动化社会工厂
机器人还不能打败我们?

2018年夏天，有线电视公司HBO播出了热门科幻电视剧《西 部世 界 》 第 二 季 。在美国西南部令人惊叹的山丘、台地和巨大的仙人掌中，被设定为扮演边境时代主题公园游客的性与暴力幻想的机器人反抗了，他们进行了血与火的复仇，同时也解决了机器自我意识的生存困境。当这部戏剧在银幕上展开时，在美国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沙漠娱乐中心，一场更为世俗的争论正在进行。6月1日，代表约3.8万名在拉斯维加斯为米高梅(MGM)和凯撒(Caesars)等大型酒店公司工作的调酒师、鸡尾酒服务员、女佣、厨师和其他员工的烹饪和调酒师工会(Culinary and 

barbartender Unions)谈判达成的一份合同到期。加薪、工作量配额和性骚扰都在谈判桌上，但一个主要问题是自动化。长期以来，机器一直在侵蚀赌场的工作岗位。“换零钱的女孩”已经被赌场里的提款机取代，厨师也因为大量准备食物而减少。即将到来的是机器人客房服务、数字登记柜台和触摸屏鸡尾酒点单。当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因自动化和离岸外包而减少时，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去工业化指标是，在赌场(典型的“服务业”工作)工作的人比在汽车工厂工作的人多。现在，自动机正在向赌场工人袭来。工会代表谈到要就离职和解或机器人再培训进行谈判。一些工人更有信心——某种程度上说:“这迟早会发生，但机器人还不能打败我们”，一位酒保坚决地宣称(Hernandez 

2018)。然而，这场冲突的结局并不像《 西 部 世 界 》 那 样 戏 剧 性;工会重复了一种将美国罢工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的模式，尽管工会虚张声势地展示了纠察准备，但却退缩了，避免了对抗。
“机器人会抢走我的工作吗?”这个问题概括了人们对机器智能的恐惧和希望。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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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讨论了AI和就业问题，但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力市场关系的公平性或必然性通常构成了此类讨论的框架。相反，它将AI、就业和失业问题视为与资本及其工人之间长期冲突密不可分的阶级权力问题。我们提出了两个有助于思考这种冲突的概念，“阶级构成”和“社会工厂”，并应用它们来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化危机中资本当前对人工智能的热情的起源。然后我们看看AI行业的阶级关系，我们认为，该行业的劳动力分工和不断深化的自动化，可以告诉我们AI可能创造的更广泛的工作世界。然后我们继续展示，虽然西部世界机器人所需的“通用人工智能”目前仍然是科幻小说中的东西，但“狭义AI”正在改变或消除许多类型的工作。关于这种转变方向的主流辩论是，未来主义者预测“AI启示录”，他们预测就业危机迫在眉睫，而经济学家则认为资本主义可以继续“一切如常”，只会受到轻微震动的干扰。尽管这场辩论是推测性的，没有定论，但AI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围绕工人监督、不稳定的劳动力、收入和工作条件的两极分化、教育和培训的可获得性、以及社会互动的条件——这些都对阶级权力的平衡和激进政治组织的可能性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对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的抵制，但这些资本面临的困难不应被低估。

阶级构成与社会工厂
“阶级构成”的概念(Zerowork 1975;Kolinko 2002;Notes from 

Below 2018a, 2018b)起源于所谓的“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
(Cleaver 1979;Dyer-Witheford 1999;Eden 2012)，一个强调工人的潜在力量和自主性(因此是“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提供了一个与资本深化机器权力的讨论相对应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有一种用机器(固定资本)取代工人(可变资本)的长期趋势，并从“技术”角度(因为它改变了工作的组织)和“价值”角度(因为它影响了资本的利润率)讨论了这一点。对于自主主义思想家来说，马克思的表述是片面的。它缺乏一个关于工人如何抵抗机器剥削的理论。所以他们



. inhuman power70

他颠倒了马克思(1990:762)的“资本构成”概念，转而关注工人阶级的构成，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挑战资本统治的不断变化的能力。与马克思一样，自主主义者关注生产的“技术构成”，如劳动分工、管理实践、工作场所的空间布局和时间节奏，尤其是机器的使用。然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强调“政治构成”的问题和可能性，即组织工人阶级为改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而斗争，并最终创造一场反对资本的革命。政治组成可以采取工会和社会主义或共产党的形式;同样或更重要的是一波又一波的自发罢工、怠工和旷工。这种反抗通常是由经济中某些特别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工人领导的。另一方面，资本会试图“分解”或瓦解这种运动，用机器取代罢工的工人，提高总体失业率，或监视工作场所以镇压组织。自主主义者认为，资本离不开人，而且，鉴于此，分解将总是通过重组来满足，因为工人，通常在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察觉到资本最新控制方法的裂缝和弱点。
因此，组合/分解/重组的顺序导致了“斗争的循环”，驱使资本不断地逃往未来，为其工人问题寻求更极端的解决方案。从历史上看，熟练技术工人对早期工业资本的抵抗首先被泰勒主义的时间和运动研究慢慢分解，然后被福特工厂的半自动化装配线分解。但这种变化却矛盾地成为了工人阶级重组的基础。通过将工作简化为流水线上的同质性和单调性，福特主义产生了“大众工人”，他们的力量在于能够使植入他们的庞大技术机器停止运转。群众工人的政党、工会和罢工力量用革命的威胁吓坏了20世纪的资本，这种威胁即使没有实现，也会迫使资本在定期工资增长和福利国家规定方面做出让步。
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主主义词汇中的第二个术语，“社会工厂”。马克思(1990,1991,1992,1993)将资本描述为一个循环，一个由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组成的整体系统，两者都不占主导地位。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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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是创造使用价值和从劳动中提取剩余价值的双重过程，而流通则是通过将商品推向市场并出售来实现这种价值，这一过程涉及运输和物流、广告和零售等活动。马克思还指出了第三个日益强大的与流通相关的部门，即金融:银行、信贷和投机活动。最后，他至少勾勒出了资本之外的、但在功能上是必要的领域，即消费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类的劳动能力得到了更新。他从商品消费的角度考虑了这一点，但是，正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强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它也涉及大量的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无偿的，由妇女承担、抚养、教育和维持人们的劳动生活(Federici 2012;巴塔查里亚(Bhattacharya 2018)。“社会工厂”是自主主义者用来命名这整个综合功能综合体的术语。最初，他们用它来表示工业工厂是一个中心，所有资本的其他活动都围绕着它旋转
(Tronti 1977)。后来，他们将其发展为表明资本如何不仅可以在工业车间内进行斗争，而且可以在整个资本循环的学校、家庭、商店和仓库中进行斗争，从而将无产阶级的概念扩展到单纯的工业基础之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资本采用控制论技术开始对其基本前提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自主主义在社会工厂中阐明了工人权力理论。计算机和数字网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在美国的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中得到了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经历了30年的繁荣之后，经济放缓，利润率急剧下降，这些技术越来越多地部署在北美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前线。这种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分解了产业工人阶级的力量。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 2003)是一位劳动历史学家，她本人虽然不是自主主义者，但也有大致相似的分析，她描述了资本在面对其劳工问题时如何诉诸三种“修复”:“技术”、“空间”和“金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技术修复”涉及工厂和办公室的自动化，追求劳动力的机械清算，但在数字技术的水平上得到了提高，例如将机器人引入汽车工厂。“空间修复”涉及通过供应链将工业生产重新安置到世界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低监管地区:而不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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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劳动力与机器，这一修复扩大了它的全球，但最低的工资，和最大的可处置性。第三种“金融修复”试图通过进入投机领域，开发衍生品和期货等工具来完全逃避生产，最初是为了防御性地对冲外国投资，然后演变成高风险的赌博机器。
自动化、供应链和金融化摧毁了工厂，停滞了工资增长，消灭了全球北方的工业战斗性。再加上里根(Reagan)和撒切尔
(Thatcher)等政府采取的削弱工会的政治措施，它们摧毁了广大工人的力量。随着曾经繁荣的城市变成工业锈带，发达资本区内的就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服务部门，这个术语涵盖了从金融到卡车运输到家庭护理等多种零散和分裂的工作形式，有些报酬丰厚，有些报酬微薄，或者充其量是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劳动力的性别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家庭越来越依赖于女性同时从事有偿和无偿劳动，许多左翼组织甚至未能接受这种转变。整个建立在工业劳工力量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它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就像亚特兰蒂斯沉入海底一样沉没了。
随着全球化，社会工厂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星球工厂”，高速公路、集装箱航运、航空运输、仓库和配送中心、光纤电缆和数据中心等巨大扩张的循环装置，在世界各地运送货物、人员和信息。全球化的支持者，甚至一些自治主义者(Hardt and Negri 2001)，都谈到了一个“平坦”或“平滑”的行星经济秩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星球被尖锐的等级划分所分割。发达地区，如北美、欧洲和日本，集中了商业总部、金融活动、高科技研究和设计，以及零售和消费综合体。新兴工业化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制造业转移的中心。从俄罗斯到沙特阿拉伯，石油国家推动了碳经济的发展。其他地区则陷入贫困，生存依赖于非正式活动或犯罪活动。在一个日益统一的世界市场中，阶级构成变得非常复杂，尽管如此，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再生产条件仍然是天壤之别
(Woland, Blaumachen and Friends 2014)。因此，我们继续称之为“社会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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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由区域安排构成，即使承认它们的全球衔接。
全球化和数字化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倾斜。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劳动力占GDP的比重相对于资本的比重都在稳步下降(《经济学人》
2013)。然后，在2008年，地球工厂爆发了大火。资本对金融投机的日益关注，在华尔街次贷危机中达到高潮。金融体系的广泛蔓延、银行救助、财政紧缩、全球北方的衰退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随之而来。社会动荡也随之而来。
2011年，一系列反对不平等和不安全的叛乱——通常以占领公共广场的形式——从突尼斯和开罗蔓延到马德里和纽约，然后蔓延到伊斯坦布尔和里约热内卢、特拉维夫和基辅。
虽然这些反抗最初表明了工人阶级的迅速重组，往往吸引了后福特主义文化和技术工人和学生的新阶层，但它们几乎都不成功;他们失败了，被镇压了，用一个保守政权取代了另一个保守政权，或者内爆为内战和外国干涉。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波由右翼推动的动荡: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获胜，以及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地的兴起，所有这些都是由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怨恨、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仇恨，以及工人阶级对失业和工资下降的焦虑所推动的。
2011年占领运动中失败的重组时刻，以及2016年过于成功的分解新法西斯主义，都是工人阶级被削弱的症状;但它们也预示着资本主义内部令人担忧的不稳定。企业对AI的兴趣浪潮虽然酝酿已久，但在这场动荡的过山车即将结束时才浮出水面。机器智能被认为是危机的“答案”。因此，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在2016年开始宣传AI投资，承认资本“推动经济进步”和“维持过去几十年稳步繁荣”的能力“显着下降”，然后宣布“到2025年，AI有可能使年度经济增长率翻一番”(Purdy和Daugherty)2016年)。
矛盾的是，推动全球化的数字产业在2008年的濒死经历中得到了加强。眼下，华尔街步履蹒跚，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等主流行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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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衰退中，“大型科技公司”是希望的灯塔。数字资本以“Web 2.0”的形式在2000年的互联网崩溃中幸存下来，在华尔街崩溃之前就已经处于上升阶段。b谷歌于2004年首次发行股票，Facebook于2006年首次发行股票。苹果公司在2007年发布了iPhone。然而，正是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期间，这些数字公司与亚马逊等其他公司一起登上了全球最具价值公司的榜首，占据了此前由大型能源和金融服务公司占据的位置
(Mosco 2017: 65)。即使是反对全球资本的起义，被无可救药地简化为“Facebook革命”，也可以被解释为新数字秩序的表现。
2008年后，美国从经济衰退中复苏，是一场“以技术为主导”的复苏，在此期间，机器学习的先决条件得到了建立:产生大数据的社交媒体、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使用。全球化危机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方面激发了人们对AI的兴趣。在世界各地的抗议声中，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信息:全球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正在消失。当全球西北地区的反抗失败时，南方正在发生其他事情。新一代的工业劳工正在寻找自己的政治组成。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工厂接连发生的罢工浪潮稳步推高了工资。
2010年，富士康(Foxconn)大型电子厂的抗议自杀事件在世界各地上演。苹果(Apple)的iphone是在富士康组装的，富士康的工人们遵守着准军事纪律。富士康的老板桂民海(Terry Gui)被激怒了，他威胁要用100万台机器人取代他的组装工人。随着第一批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枯竭，中国的工厂发现越来越难以吸引年轻人到流水线上干苦差事。2005年至2016年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增长了两倍，接近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时薪水平(Gao 2017)。这只是全球化资本面临的更广泛问题的一个迹象:在印度，罢工的汽车工人烧毁了工厂;在柬埔寨，制衣工人在街上与警察对峙。随着金融固定的突然崩溃，以及全球低工资地区的空间固定的缓慢侵蚀，资本开始关注一种新的、更强烈的技术固定:AI自动化。
其他更暴力的危机事件推动了AI的发展。2001年“9·11”事件摧毁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刺激了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以管理庞大的监控系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延续了这一势头，增加了无人机和其他自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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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本机器智能的车辆加入了美国的反叛乱武器库。当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民众起义演变成内战和外国干预时，军事兴趣升级。随着美国、俄罗斯、中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影子战争中剑拔弩张之时，机器学习在监视、黑客和网络安全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也在加速
(Sanger 2018;Scharre 2018: Dyer-Witheford and Matviyenko 

2019)。正如冷战孕育了数字技术，这些技术随后进入民用生产，新冷战时期的武器也回到了资本与劳动力对抗的前线，无人机和改进的机器人进入了工作场所。
对AI行业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普遍感知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陷入了困境。不稳定的工人占领了华尔街，锈带地区的工人投票支持特朗普或英国退欧，这让人们明白，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增长不足以既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又提高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尽管对计算机和网络做出了乌托邦式的承诺，但数字技术未能重复福特主义的这种惊人的双重行为。硅谷的回应是在控制论上押下双倍赌注。ML和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将是重振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Purdy and 

Daugherty 2017;Swanson and Mandel 2017)。这样的承诺很有吸引力。他们模糊的是，要让资本承担AI投资，他们不仅要确保经济增长，还要确保有利可图的增长，即远远超过劳动所得的盈余。这可能需要提高(而不是降低)劳动力的可支配性，降低(而不是提高)劳动力要求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能力，以及对-à-vis资本行使任何形式的自主性的能力。简而言之，这可能导致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分解，可以说，工人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从未重组过。
AI的劳动

谈论AI的劳动似乎有些矛盾，这种技术据称可以消除人类的工作。然而，AI在应用于其他行业之前，必须先生产出来。这既是人工智能驱动其他类型劳动转型的先决条件，也为更广泛的工作重组可能采取的方向提供了一些线索。目前有许多不同类型的AI研究正在进行中，尽管它们的生产过程存在广泛的相似之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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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训练有素的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的依赖)都有其特殊性。在这里，我们关注ML，它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AI的主要形式。
Catherine Dong(2017)解释说，“机器学习工程分为三个阶段:数据处理、模型构建、部署和监控。她说，这个“三明治”中的“肉”是模型的构建。软件工程师就是在这里开发算法来识别给定的输入数据，无论是猫的数字图像，还是过马路的行人，还是搜索词的配置，或者购买记录，或者社交媒体话题。这个学习过程在数千或数百万个训练样本上进行测试、调整和改进，然后在原始数据上进一步测试，其中模式信号与噪声混合(猫的图像与狗、羚羊和大象的图像;独轮车、邮筒和独轮车旁的行人，等等)。在这一过程的最后，AI应该能够以可接受的置信度识别其目标对象，并在不同模式之间建立统计相关性(白天过马路的行人比晚上多;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发布猫的图像等)。正是这些能力赋予了ML不可思议的、非人的预测关联和结果的能力。
有许多技术可以构建算法模型——“线性/逻辑回归、随机森林和增强决策树”——计算机科学家已经熟悉了一段时间
(Dong 2017)。这些技术被用来创建朋友建议、广告定位、推荐和搜索排名，这些都是日常互联网使用的一部分。然而，最复杂的机器学习建模涉及“深度神经网络”，“很难训练……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计算能力”，以及“直觉和试错的结合”(Dong2017)。虽然ML方面的课程和diy指导正在激增，开源工具库也广泛可用，但神经网络方面的深度专业知识却很少见;全球有能力的计算机科学家可能只有几千人(《经济学人》2017b)。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会为这些人才展开激烈的竞购战，以及他们可以获得的高薪和福利。因此，机器学习强化了基本的软件开发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核心活动是由一小群高技能的技术科学工作者进行的。
虽然机器学习的“肉”是算法模型的制作，但它是“三明治过程的面包”——在训练算法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将一切结合在一起”(Dong 2017)。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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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过程的两层包括，一端是“清理和格式化大量数据以输入模型”，另一端是“仔细部署和监控模型”。正如Dong所观察到的:“从数据处理到培训，再到部署到生产基础设施，机器学习开发过程中任何阶段的任何不兼容性都可能导致错误”
(2017)。在实践中，ML软件工程师通常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准备和监控”，而不是实际的模型制作。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讨论这些数据集的来源，从不知情的手机用户到密切监控的配送中心工人，以及无人驾驶车辆中失眠的“安全驾驶员”。但无论数据是如何收集的，它几乎总是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用于AI训练:标准化其格式，消除错误，检测异常值，提供额外信息，添加处理中使用的特征，最重要的是标记ML将学会识别的对象。在数据科学家中，诸如“80%的工作是清理数据，另外20%的工作是抱怨数据是如何被清理的”这样的笑话比比皆是(Lohr 2014)。
这种“数据修改”或“数据争论”(Johnston 2015)中的大部分都是外包的，通常是离岸微工作，在委内瑞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低工资地区，每小时的费用从几美元到几美分不等
(Nakashima 2018a)。起初，这是通过众包平台(如Freelancer, 

Mechanical Turk或Upwork)来处理的。后来，数据清洗成了一项专门的业务。Mighty AI和Figure Eight(前身为CrowdFlower)等初创公司开发的软件“可以更容易地标记照片和其他数据，甚至在智能手机上”(Nakashima 2018a)。班加罗尔的Playment公司将这类任务“游戏化”，并将其3万名随叫随到的员工称为“玩家”。在中国，专门从事“精细数据处理”的公司采用泰勒式的劳动分工。一些“项目组”负责标记“人体上的节点以复杂的瑜伽式姿势”，或者为自动驾驶汽车软件标注“摩托车、自行车和行人”，显示他们的行驶方向;另一些“扫描建筑物或模糊物体的轮廓，用于训练雷达探测现实世界的物体”(Yu 2017)。这项工作要求很高，也很累。机器学习“三明治”的另一层，部署和监控，也需要全球的点击工作。ML算法可能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工作，或者遇到需要干预的问题。2017年，一家提供自动扫描的公司Expensify强调了所谓的自动化系统对人工支持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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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现，该公司将客户的个人身份收据发送给亚马逊的土耳其机械(MTurk)众包平台上的工作人员，从而弥补了其文本分析软件的故障。人工智能服务背后的这种“人类安全网”非常普遍
(Gent 2017)。Sarah Roberts(2016, 2017)已经确定了薪酬普遍较低且不稳定的人类内容审查员在过滤社交媒体提要以清除暴力和色情内容方面的作用。据报道，谷歌有1万名“评分员”在观看
YouTube视频。微软运营着一个“通用人类关联系统”
(Universal Human Relevance System)，每月用数百万个微任务检查搜索算法的结果。Facebook和bb0最近因“网络战争”丑闻
(阿尔巴)而加强了对ML结果的补救 

2017;Dyer-Witheford and Matviyenko 2019)。数据清理和监控的微观工作是密切相关的;这两种工作都可能由同一名低薪合同家庭佣工在不同的班次中完成(Nakashima) 
2018c)。这些活动说明了“自动化最后一英里的悖论:随着AI的进步，它也导致了新型人类在循环任务的临时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创造和破坏”(Gray和Suri 2017)。在这个悖论中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转折:数据清理和监控本身已经成为ML自动化的目标。亚马逊的土耳其机械人类微任务被该公司称为“人工智能”(Reese and Heath 

201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人”训练的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可能会取代他们(Hook 2016)。Facebook和谷歌的高管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内容审核的自动化(阿尔巴 2017;Nieva 2018)。数据科学家宣称数据清洗是“一个需要机器学习帮助的机器学习问题”(Ilyas 2018)。点击工作者正在贡献他们自己的数字化劳动记录数据集，作为未来AI的培训材料。
因此，机器学习体现了蒂姆·乔丹(2015:32-8)所说的“递归”，即信息资本流入自身的过程。对自动化的恐惧已经回到了软件开发人员的精英阶层。AI行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与自动化表现出矛盾的关系;虽然他们对此持谨慎态度，但他们也认为这是必要的，甚至是可取的(Steinhoff 2019b)。这就引发了进一步的分歧，即这些技术是会加强还是会扼杀软件工程师的工作
(Shanin 2018;Vorhies 2016a, 2017)。2016年，550名开发人员被要求确定他们的工作中“最令人担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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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开发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了”是最受欢迎的答案
(Thibodeau 2016)。一些开发人员不理会这些警告，认为AI行业的增长只会增加对人类编码和设计的需求。还有人预测，软件开发人员将越来越多地得到AI“机器人”的帮助，这些机器人可以自动检查、分发和修复代码，并将越来越多地“启动”应用程序，以响应自然语言命令，而无需开发人员“甚至触摸键盘”。升级到“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将只是一个高层次的描述”(Despoudis 2017)。最近Rice大学为美国国防部开发的BAYOU ML应用程序进一步激起了这样的讨论;这是一个在GitHub上对数百万行人类编写的代码进行“自我训练”的神经网络，据报道，它可以根据非常简短的关键字指令向开发人员推荐大块代码，从而向ML设计的ML系统迈出了最初的一步(Rayome 2018)。
ML生成过程对于类组成的分析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是对数字资本至关重要的不断扩大的软件开发职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通常集中在高薪、高地位的软件工程师和程序员的劳动力上，ML设计师是他们的最新化身。这掩盖了数据清理者和监控者在“AI幕后”进行的工作(Gray 

and Suri 2017)，这是联合国调查发现的全球点击劳动力的一部分，其特点是“工资低、前景不佳和心理损失”(Berg et al. 

2018;Geuss 2018a)。机器学习细分劳动力的所有部分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景:他们创造的产品可能会自动化他们的劳动，因此数据科学家和数据清洁工可能都在自己工作。其次，虽然机器学习只占全球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但它揭示的数字中介劳动力的模式，受制于强大的两极分化，并因自动化而变得不安全，也出现在新的AI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工厂的地方。

学习人类的方式
与任何其他劳动自动化技术一样，AI作为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其社会功能是减少必要劳动，并随之增加对剩余价值的提取。在流通中，它加速了价值的实现，即减少了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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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通过实现工厂、配送中心和零售店之间更紧密的整合(协调和调度)，以及更精确地将卖家和广告商定位到潜在买家。它还减少或消除了所有这些活动的劳动力成本。在金融领域，自动化加速了货币的投机蜕变为更多的货币。随着人工智能对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的冲击，它既消除了医疗、教育和娱乐等行业的有偿工人，又建立了机器介导的人际关系(如社交媒体)或人机关系(如老年护理机器人)的新模式。
人工智能在地球上的引入方式因资本的空间组织而异。在服务业、零售业和金融化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北美和欧洲经济体中，人工智能举措强烈面向流通，尽管它们也试图将工业生产回流。在中国、东南亚和其他与出口市场相连的制造区，人工智能主要面向自动化行业，尽管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也激励了中国的阿里巴巴(Tencent)、腾讯(Tencent)和阿里巴巴(Alibaba)等公司部署加速流通的人工智能。在地球上的牺牲区，最直接发挥作用的人工智能是那些部署无人机和监视系统来控制贫困人口的国内外安全部队。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人工智能自动化如何改变北美和欧洲的劳动力技术构成，但也要考虑到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本的人工智能部署刚刚起步，处于实验性引入阶段，伴随着巨大的承诺。正如金·穆迪(Kim Moody)所指出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受到了低利润率和工资增长受到抑制的抑制;虽然这些条件持续存在，但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进步可能是“颠簸而缓慢的”(2018a: 26)。然而，在同一时期，企业一直在许多领域测试和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正如资本之前的技术创新浪潮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资本家的信心或工人的工资要求增加，这一过程很可能会升级。一些前景可能会被证明比其他前景实施起来要困难得多，甚至会被意料之外的技术或监管问题——或者，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抵制——完全阻碍。然而，即使只有一部分成功，人工智能也将显著改变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的权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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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在全球西北地区被誉为再工业化的手段。外包到国外或有可能离开的制造能力，将通过注入机器人、传感器和过程控制计算来恢复，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机器学习的增强。尽管“任何工业人工智能应用仍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的和定制的”，但通用电气(GE)、西门子(Siemens)等强大的公司，微软和英特尔“都在进行重大投资”，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制造业，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产品缺陷、缩短计划外停机时间、缩短过渡时间、提高生产速度并进行预测性维护(Faggella 2018b)。据报道，西门子公司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监控其钢铁厂并提高效率”(Walker 

2018)。在欧洲，这个项目以“工业4.0”的名义进行，而在北美，它通常以“物联网”的名义进行。 

这种工业自动化在埃隆·马斯克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的生产特斯拉汽车的工厂(Bhattacarii 2017)中表现得最为华丽，但也存在问题——该工厂不仅计划生产自动驾驶汽车和卡车，而且其本身也高度自动化，用马斯克的话说，就像一艘“外星dreadnought”(DeBord 2017)。然而，这艘飞船的运营一直受到其希望彻底处理掉的工人受伤丑闻的困扰(Wong 2017a, 

2017b);马斯克承认，生产瓶颈是由“过度自动化”造成的;不满员工的数字破坏;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的碰撞和燃烧，事实证明，自动驾驶汽车更擅长自燃，而不是自动转向。特斯拉表明了极端自动化的困难(Wilson and Daugherty 2018)。尽管如此，不断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推动将工厂拴在本土的计划，即使它们雇佣的爱国机器人比国内工人更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的竞争逻辑决定了中国企业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和自身工资压力的情况下，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而且可能更快。郭台铭(Terry Gui)誓言要让台资但总部位于中国大陆的富士康实现机器人化，这绝不是完全实现，但也不是完全落空;到2018年，所谓的“富士康机器人”成为富士康生产线的一个特点，因为该公司在扩大收入的同时减少了劳动力(Chan 2017;Wang 2018)。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购买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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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生产的增长，中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与西方工厂相当，甚至更高(Bland 2016;Ying 2018)。然而，在流通领域，资本的人工智能计划在北美和欧洲发展得最快，加速了“物流革命”，将运输、仓储、通信和零售联系在日益复杂和无缝的系统中(Cowen 2014;Rossiter 201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动驾驶汽车是人工智能资本最具盈利潜力的形式之一。这一前景通常在自动驾驶个人汽车(既是一种消费品，也是商品劳动力工作的手段)方面进行讨论。然而，最直接的收获是自动商用卡车运输。自动驾驶卡车已经在采矿等行业现场使用。沃尔沃(Volvo)、戴姆勒(Daimler)和特斯拉(Tesla)等公司正在努力向长途运输转型。2016年，Uber小心翼翼地展示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由自动驾驶卡车运送啤酒的演示
(Peterson 2016)。从那时起，这种车辆(由值班司机陪同)开始用于将冰箱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一个仓库沿着I-10高速公路运送到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的一个配送中心。
无人驾驶卡车全天候运行，不需要休息，在车队中有值守或可能有远程驾驶员，在没有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没有红绿灯的长直高速公路上行驶，或者在特殊车道上行驶，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人工智能前景。这将使工人阶级就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实现自动化。在美国，卡车运输业是一个价值6760亿美元的行业，雇佣了大约350万名司机。在利润微薄的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占货运总成本的45%”(Campbell 2018)。国际运输论坛2017年的一份报告预测，在美国和欧洲的640万卡车司机中，多达
440万可能会被自动驾驶技术淘汰(ITF 2017)。将自动驾驶卡车纳入国家车辆法规遭到了代表近60万卡车司机的卡车司机工会
(Teamsters Union)的反对，该工会将其引入描述为“灾难性的”
(Marshall 2017)。这种反对只是人工智能自动卡车运输面临的众多障碍之一:其他障碍不仅包括改进自动驾驶技术的持续问题(如201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故所见证的)，还包括高速公路系统的适应和法律责任的明确(Moody 2018b)。因此，尽管自动驾驶卡车可能是人工智能资本风险投资中最赚钱的项目之一，但它们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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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具挑战性的。然而，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机会。
不像高速公路上的网络设备那样引人注目的是，无形的软件代理正在改变资本的循环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呼叫中心日夜不停地向外发送信息，招揽从电话套餐到博物馆会员资格等各种商品的销售，并接听来电，维护、修复和加强客户关系(Brophy 2017;Woodcock 2017)。在欧洲和北美，它们被宣传为取代因去工业化而失去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后来基本上外包给了印度和菲律宾。但随着海外重复性电话工作的工资上涨，呼叫中心正在实现AI自动化。长期以来，客户(和员工)都很熟悉这样的录音信息:“出于培训和质量目的，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培训”已经包括培训机器学习系统(2016年3月)。人工智能能够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利用数字银行的常见问题，以及对客户设备、能力和过去呼叫的了解，自动回答常见问题，将更深奥的问题传递给剩下的人类操作员，有时同时分析呼叫者的语气，词汇、情绪，甚至沉默来衡量情绪和满意度”(Agrawal, 

Gans和Goldfarb 2018: 90-1)。 市场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在2017年宣布，“客户服务空间”是“应用AI的头号案例”，约占“AI所有用例的
70%”(Baraniuk 2018)。2018年，英国零售巨头玛莎百货
(Marks & Spencer)用聊天机器人取代了100名总机员工，这些聊天机器人使用Twilio的语音识别软件和b谷歌的
Dialogflow AI工具来解释和传递客户的口头请求。美国大型保险公司好事达(Allstate)采用了号称“最人性化的AI”的数字助理阿米莉亚(Amelia)来补充信息人员，将通话时间从平均4.6分钟减少到4.2分钟。这显然是一个很小的节省，但数百万次通话加起来却能大幅削减劳动力成本。呼叫公司喜欢将这种变化称为人类员工的“增强”，而不是“自动化”。目前，其主要影响可能是加强人类操作员的工作，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自动化将占上风(Wood 2018)。类似的能力正在扩展到其他企业通信。
2018年，b谷歌展示了其Duplex系统如何将日历搜索和自然语音模式结合起来，通过电话安排约会，语音模拟难以与人类区分;宣传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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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60%还没有在线预订系统的小企业很有用”(Solon 

2018)。自动化运输将使货物进出仓库，而仓库本身已经由人工智能自动化。亚马逊的“配送中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亚马逊是一家将机器学习作为“飞轮”的公司(S. Levy 

2018)，并将其部署在公司的算法推荐系统、在线购物、智能家居设备和云计算帝国中。它也出现在巨大的履行中心，在那里，订单被众所周知的低工资、高效率、压力和电子监控的工人们接收、从货架上取货、包装和装载到卡车上。为了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即资本的机器加剧了而不是减少了剥削，对人类“机器人”的压力增加伴随着真正的机器人的部署(Greenmeier 2008;Abdelrahman 2017)。2012年，亚马逊以7.75亿美元收购了机器人公司Kiva系统(更名为亚马逊机器人公司)，灵感来自于发现“物流中心的工作人员花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仓库里走来走去，寻找物品并把它们放在手提包里”(Agrawal, Gans和Goldfarb 2018: 145)。在圣诞节危机期间，该公司未能满足承诺的交货日期，因此大规模部署了低轮自动机。到2017年，亚马逊在全球部分配送中心拥有超过10万个Kiva机器人(Wingfield 2017)。在使用这些机器人的地方，它们由不断更新的计算机库存系统指导，并由运动传感器引导，将货物送到固定在工作平台上的拾取员那里。这些机器人将完成订单的时间缩短了五分之一。它们节省了亚马逊的空间——它们矮矮的外形可以在给定区域内多放置50%的库存——还节省了电费;Kivas在黑暗中工作，不需要空调来防止中暑，而中暑通常会让救护车赶到配送中心(Tam 2014)。亚马逊的配送中心自动化仍有很大差距。其中之一是从机器人驱动的移动货架上“挑选”物品。这似乎是一项很容易机械化的日常任务，但亚马逊仓库与汽车装配线不同，它处理的是“几乎无穷多种形状、大小、重量和坚固性的物品”(Agrawal, Gans和Goldfarb 2018年:144)。这使得挑选成为一个棘手的自动化问题。几年来，亚马逊采摘挑战赛邀请了主要的机器人公司来寻找解决方案，但没有成功。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了“自动化软件和人类控制器的混合”，与机器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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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会自动导航到一个架子上，在那里，人类戴着虚拟现实头盔，可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引导它的手臂抓住并移动物品;长期目标是使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通过远程操作对人类抓取的许多观察进行训练，教机器人自己完成这一部分”(Agrawal, 

Gans和Goldfarb 2018年:145)。
其他公司可能会超过亚马逊。英国在线超市Ocado是设计高度自动化系统的领导者，并将其销售给其他杂货连锁店。它的仓库系统看起来像一个“完全由机器人组成的巨大棋盘”，在一个“蜂巢式机器”中从事“举起”、“移动”和“分类”的任务;每个机器人都有一个中央腔和爪子来抓取和拉里面的板条箱，“就像超市过道里的外星人绑架”(Vincent 2018)。机器人是可互换的，可以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生产可以通过机器人的加法或减法来扩大或缩小，它们的算法编程为仓库组织提供了新颖的解决方案。中国仓储公司京东(JD.com)与谷歌合作，声称已经实现了更高的自动化水平(Paquette 2018)。
Ocado和亚马逊的工厂里仍然有很多工人，但随着机器人系统的深化和普及，工作速度加快，安全性下降。
流通最终导致销售。零售业的工作岗位也受到了AI引入的冲击。同样，机器学习建立在之前的数字变革之上;线上销售改变了零售业务，自助结账的队伍很常见，两者都大幅削减了店内就业。AI将这一逻辑扩展到创建几乎完全依靠下载的应用程序和扫描的产品运行的无人自动零售店。这些技术是在瑞典首创的，最初是在偏远地区的杂货店(Prindle 2016)。随后，瑞典公司在中国部署了它们(Sun 2017)，在中国，通过微信等服务，手机支付日常购物已经普及，无员工商店(一些以相对低技术含量的自助结账基础运营)很常见。北美版本在亚马逊的Go商店首次亮相，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它结合了手机应用程序、自动扫描和“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将买家的脸与包里的物品相匹配，从而完全消除了结账”(Horwitz 2018)。这样的系统有潜力包括为购物者提供“定制建议”的聊天机器人，以及物联网从自动自助储存的冰箱和其他智能家居设备交付订单(Sun 

2017;Pirrone 2018)。沃尔玛，已经很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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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Walmart)正与微软(Microsoft)合作，研究类似的系统。鉴于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企业雇主，这一进展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购物需要钱，在一个以债务和投机扩张为特征的时代，金融机构是最早采用AI的机构之一。ML方法现在被广泛用于“评估信用质量，欺诈检测，定价和市场保险合同，以及自动化客户交互”(FSB 2017)。但金融业的最高层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AI自动化例子。在华尔街崩盘之时，股票交易员已经被高频交易的算法代理摧毁了。此后，东京、新加坡、伦敦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纷纷取消了交易大厅。到2018年，只有约10%的股市交易是由人类积极进行的;40%是由共同基金安排的“被动”交易;剩下的50%由算法执行，这些算法越来越多地受到ML的影响(Pearlstein 2018;Coles 2018)。2000年，高盛股票交易雇佣了大约600人:到2016年，除了两人之外，所有人都被“复杂的交易算法，其中一些具有机器学习能力”所取代(Byrnes 2017年)。摩根大通透露了专注于AI的计划
(Terekhova 2017)，并从微软挖来了一位机器学习专家来监督这一重组(Kolanovic and Krishnamachari 2017)。曾经的“宇宙主人”正在被他们帮助创造的工具所吞噬(Byrnes 2017)。
从金融操纵的高度下降到日常生活的深度，我们到达了AI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在企业和国家对贷款、保险、医疗索赔和工作申请的决策中，算法分析无处不在。它特别猛烈地适用于那些处于边缘或不属于有偿劳动的人，即失业后备军和可能因AI自动化而扩大的过剩人口。正如凯西·奥尼尔
(Cathy O’neill, 2016)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机械的决策，无论是有意还是疏忽，都会持续歧视所有贫困和不稳定的迹象，无论是邮政编码、种族、性别还是信用记录。Virginia 

Eubanks(2017)记录了如何使用自动化决策工具来管理福利、社会住房和家庭护理干预措施，构建了一个AI管理的“数字济贫院”，该济贫院拒绝或阻止申请，使接受者受到警方的审查，并受到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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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为模式和过去的联系对他们进行分类。这种控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有据可查的(Larson et al. 2016;Lum and Isaac 

2016;Ensign et al. 2017)将ai用于预测性警务和量刑，宣传为减少人类偏见，但实际上在“失控的反馈循环”中，算法上继续和放大了以前司法和警察种族主义的模式(Reynolds 2018)。这是一个更普遍的过程的尖锐结局，通过这个过程，ML，尤其是深度学习(Impett 2018)，成为资本手中对各种等级的永久性、不稳定和剩余劳动力进行更严格、全面和递归自我确认的筛选、隔离和纪律约束的手段，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分解的工具。
现在的启示录还是一如既往的商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将技术性失业理解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冲突的一种武器。人工智能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是阶级构成分析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之间激烈地进行着。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这场主流辩论的参与者都不希望资本主义被摧毁。相反，所有人都急于保存它。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启示录”的支持者认为，迫在眉睫的就业危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系统，而“一切照旧”的支持者则指出，历史先例表明，劳动力市场将适应人工智能，只有相对较小的就业冲击。
人工智能启示录版本通常由具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未来学家提出，例如马丁福特(2009年，2016年)。他承认，资本主义通过连续的技术变革浪潮，从蒸汽机到电力，再到早期的计算机化，维持了就业。然而，福特断言，人工智能和其他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具有指数级的、摩尔定律驱动的改进速度和跨部门的适用性。之前的技术变革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进展缓慢。福特表示，人工智能自动化将几乎同时被采用;例如，从“工业4.0”制造业中失业的工人将无法在呼叫中心找到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也将是人工智能自动化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E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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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2014)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强调数字自动化现在如何从常规的、手工的“蓝领”工作扩展到“白领”职业，如新闻、广告、律师、医药和其他中产阶级职业。资本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全新的社会政策，包括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或公民工资(我们在本书的结论中讨论了这个想法)。牛津大学(Oxford)经济学家卡尔•弗雷(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 2013年的一项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些预言。研究表明，在美国传统上分类的702种职业中，有47%“可能会被计算机资本取代”。在沃森(Watson)在 《 危 险 边 缘 》
(Jeopardy)中获胜，以及AlphaGo击败国际象棋大师李世石(Lee 

Sedol)等人工智能大获成功的背景下，这项研究使对未来机器人霸主的欢呼成为一种恶毒的文化梗。
与此相反，一切照旧的立场得到了专业经济学家的支持(Autor 

2015)。这通常表明狭义人工智能的成就主要是在形式化和/或高度可预测的情况下。一切照旧的理论家认为，这些限制，加上自动驾驶汽车等技术面临的监管问题，将减缓人工智能的采用，使突然爆发的全面危机不太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虽然自动化摧毁了一些工作，但它也创造了其他工作。有些人出现在构建自动化技术的行业，比如制造人工智能的数据科学家和微工作者。但是，即使在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行业中，也会出现其他新的就业机会。因此有人建议，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使卡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过时，但会为设计硬件和软件的工程师创造就业机会，也会为工人接听客户电话、清洁和修理汽车、更新……高清地图”(T. 李世石 2018)。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将不得不以较低价格的形式将一些利益传递给消费者;这将提高实际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增加就业。自动化的“取代效应”——工人被人工智能赶出工作岗位——将被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收入效应”所抵消(Hawkesworth, Berriman和Goel, 2018)。“一切照旧”的倡导者承认“艰难过渡”的可能性，并重申“会有赢家和输家”，但总体信息是，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将是有限的，并且可以通过技能升级来弥补:资本主义应该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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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现在已经变得很有条理了。
201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一项为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进行的研究，该研究表明，未来20年内，英国首都三分之一的工作将由机器完成;雇用100万人的批发和零售、运输、仓储和食品行业将受到严重打击(Kulka和Brown 2018)。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比蒸汽动力、电力和早期计算机化带来的变化“规模大得多”。尽管这些变革带来了“痛苦而漫长的影响……使许多人长期失业，为谋生而苦苦挣扎”，“当我们让机器既能思考又能做事——取代人类的认知和技术技能时”，这种影响将会更加严重”(Morrison 2018)。《卫报》记者西蒙·詹金斯(2017)立即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应:“担心机器人抢走我们的工作?多傻啊”。詹金斯指出，英国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他宣称，对人工智能大规模失业的担忧是荒谬的。新技术将使一些活动机械化，但是，“纵观历史”，劳动力市场将发生变化，“人们——或他们的后代——将接受再培训”。“短期破坏”是“经济史上的现实”，然而“随着新的需求和就业机会的出现，我们生存下来并繁荣起来”。另一场工业革命将为“服务行业(本质上)涉及人际关系”、“不能由机器人或机器完成”的工作腾出时间。詹金斯总结道，经济学家最好“欢迎人工智能将工人释放到体验经济”。 

自从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被首次提出以来，就出现了大量的预测性研究。有些是由资本精英咨询机构制作、委托或出版的，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6;Arntz, Gregory and 

Zierahn 2016;Nedelkoska and Quintini 2018) 或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WEF 2016, 2017);其他则是对人工智能相关机会感兴趣的私人商业咨询公司，如麦肯锡研究所(Manyika等人，2017)、普华永 道 ( 普 华 永 道 2017;Rao and Verweij 2018;Hawksworth, 

Berriman and Goel 2018)和Gartner(2017)。其他则来自处理劳动法的法律协会(Wisskirchen et al. 2017);国际劳工组织(Chang 

and Huynh 2016年)和反贫困组织(波士顿咨询集团-萨顿信托
2017年)。也出现了许多ind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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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垂的学术研究这种大量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使分析更加精细，而在另一些方面又使分析更加混乱。一般来说，专注于AI取代整个工作的研究——比如Frey和
Osborne(2013)的研究——已经成功地对任何一项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中的任务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这允许AI补充或加强人类劳动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全取代人类劳动。用首选的商业术语来说:“增强”而不是“自动化”。OECD随后的研究将即将面临自动化风险的就业比例从世界末日降至仅仅令人担忧的水平:其所有成员国的就业比例为14%，相当于6600多万个就业岗位，另有33%的就业岗位被自动化“深度重组”。在美国，只有9%或约1300万个工作岗位被标记为易受人工智能影响，尽管作者指出，“这将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底特律汽车业衰退对当地经济造成的破坏的几倍”(Nedelkoska和
Quintini 2018)。当考虑到AI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各种估计时，情况会进一步改变。一些人甚至承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将带来总体就业增长。然而，他们往往仍然承认净失业的可能性(Arntz, Gregory和Zierahn 2016;经济学家2016a;Nedelkoska 

and Quintini 2018;阿塞莫格鲁和雷斯特罗波2018)。
最容易被取代的工作类型也出现了逆转。《AI启示录》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有人可能会愤世嫉俗地认为，这是突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不仅体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的“中产阶级”工作也受到了威胁。然而，最近的更多研究强调，最直接面临风险的是常规工作。人们普遍认为，交通司机、行政助理、收银员、柜台和出租职员、电话推销员和会计是最危险的，而在那些中产阶级的工作中，最有可能被自动化的是“非专业”工作，如律师助理、工资管理人员、以及簿记员和“半行政工作”，这些工作为那些没有高等教育资格的人提供了进入专业行业的途径(Vincent 2017)。
人工智能引发的自动化的地理分布同样存在争议。许多研究认为，发达经济体可能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较高的平均工资激励了自动化”(Manyika等人，2017)。其他人则认为，
AI可能会在地球工厂的不太先进的地区产生最显著的影响，正是因为那里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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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常规工业工作(Kinder 2018)。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Chang and Huynh 2016年)估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有超过1.37亿工人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高风险，比如将自动缝纫与计算机视觉相结合的“缝纫机器人”
(Larson 2018)。这种“过早的去工业化”(Rodrik 2015)危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威胁到在机器和人类成本之间的“逐底竞赛”中，“削减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并在整个东南亚造成人口贩运和奴隶制的上升”(Kelly 2018)。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失业的地理分布也将是不平衡的。Frank等人(2018)对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认为，AI自动化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对小城市的影响最严重，因为大城市的认知或分析性质的职业数量不成比例，自动化风险较低，而小城市的工作则不成比例地常规。比如零售和食品服务行业的文员工作。
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给投机性的人工智能和就业辩论蒙上了色彩。《人工智能启示录》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高失业率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年后，当经济宣布复苏、就业水平恢复
(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时，“一切照旧”的权威人士重拾信心。最近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伤性影响的管理报告和政策咨询的基调既不是“否认”，也不是“末日”，而是“令人生畏”，讨论了马歇尔计划规模的重大项目，用于再培训工人。因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继续困扰着人工智能和就业辩论。然而，在这些委婉语和承诺的背后，显而易见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很可能陷入困境，行业就业岗位大量流失，长期缺乏安全感。即使在对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就业创造最乐观的估计中，它对阶级关系的影响仍然存在其他重要问题，我们现在要转向这些问题。

泛光学、不稳定、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学校教育
正如Valerio de Stefano(2018)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的失业和创造的讨论侧重于定量而不是定性的就业问题。虽然就业后备军的规模会影响阶级的分解和重组，但管理层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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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劳动的空间和时间，劳动力内部的分工，以及劳动力必须通过其自我复制的培训和教育形式。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机器人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如果这些工作不如自动化消灭的工作好，收入也不如它们高呢?

(Elliott 2017)。我们考虑了四个方面:泛光学、不稳定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教育。《经济学人》(2018)关于“工作场所的人工智能”的报告的封面描绘了一盏照亮小人国工人的Brobdingnagian办公室灯，标题为“AI-spy”。数字技术给工作场所带来了一种“新泰勒主义”(Salame 2018)，工作技能与算法管理融合在一起，伴随着工作场所的监控能力远远超过任何携带写字板的管理者。菲比摩尔和她的同事(2018)详细介绍了社会测量徽章、键盘计数器、电子邮件扫描、位置跟踪、运动传感器以及语音和面部识别技术如何在工作场所每分钟检测效率和情绪的变化。机器学习驱动的“人员分析”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新痴迷，他们利用AI工具根据社交媒体痕迹对员工进行筛选和选择，并将面试委托给聊天机器人(Buranyi 2018)。有了这些数据，AI成为评估工人“执行特定任务的生产力和适应性”的一种方式(De Stefano 2018:7).这种数字化“量化工人”的创造是在为员工提供有关其绩效、健康和精神状态的有益信息的幌子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自愿自我完善和“健康”;可穿戴工作场所设备的企业供应商将其推销为“人性化”技术。但这几乎掩盖不了他们通过这种“无限制的工人监控”技术明显增强了管理权力(Ajunwa, Crawford和Schultz 2017)。
摩尔等人(2018)主要关注这种监控对员工造成的压力、侮辱和侵入性，他们对“深度自动化”持怀疑态度，并强调其突然到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障碍。但这样的监控是AI发展中的一个时刻。按照同样的逻辑，AlphaGo在古老的围棋比赛中击败大师，也依赖于对人类之前数千小时的棋局进行数字化消化，因此，记录工人的表现，即使是出于纪律原因而发起的，也为劳动力向机器形式的新转变开辟了道路。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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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依赖于人类驾驶数十万小时的数字记录。呼叫中心工作人员的录音成为语音分析软件的基础，该软件首先补充他们的工作，然后取代他们的工作。亚马逊物流中心的机器人化源于人类“ambots”的电子标签:2018年，该公司获得了两项专利，用于发射超声波脉冲和无线电传输的腕带追踪器，以监控拾取者的手与库存的关系，提供“触觉反馈”，以“推动”工人走向正确的物体(Yeginsu 2018)。这些专利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工人隐私和加速的强烈抗议，但同样清楚的是，腕带，甚至更广泛的监控设备，可能会为机器人取代拾取工铺平道路。工作场所监控与工人替代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AI发展与监控之间的有机联系，导致《经济学人》(2018)得出结论，尽管AI工作场所可能不会立即减少人口，但它们将变得“更令人毛骨悚然”。 

不稳定就业是21世纪资本主义工作中讨论最多的特征之一。“不稳定”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通常包括兼职、临时和自营职业，自2008年危机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职业的数量呈上升趋势(Standing 2011)。人们特别关注的是“零工经济”的增长，这种经济由Uber、Lyft、TaskRabbit或UpWork、Clickwork和
Mechanical Turk等在线平台组织，由被指定为独立承包商的工人组织，因此没有养老金、福利和其他监管保护，而且往往工资很低(Hill 2015;Kessler 2018)。一些劳工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零工”的规模被夸大了(Henwood 2018b;Moody 2018b)。在这种观点下，今天工人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那么多的不稳定，而是停滞不前的低工资、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长期工作条件差，而这些工作仍然占就业的最大部分。这两种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因为工人可能会用不稳定的就业来补充低工资的永久性工作。
AI与不稳定劳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AI依赖于在线微工作。此外，AI对于平台资本主义用来组织临时工人的算法管理很重要，根据需求扩大他们的数量、收入和时间表，从而“促成工作模式的临时工化以及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De Stefano 2018)。优步是一家自称拥有“机器学习基因”的公司(Reese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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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优步在2014年和2015年迅速扩张时，它每月增加多达5万名司机，这是人类经理无法安排和监督的数字，“因此必须实施一些虚拟管理系统”(卡德尔2017)。该公司用各种自动化管理工具填补了这一空白，这些工具提供了“评级系统、绩效目标和政策、算法激增定价(以及)持续的信息和行为推动”，这些工具“引导司机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工作”——一个系统，正如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2016)所说的那样，“司机是独立工作者的说法变得复杂，他们的就业机会是通过中立的中间软件平台实现的”。从2016年开始，优步将这些算法管理工具整合到自己内部生产的“米开朗基罗”机器学习系统中，该系统“旨在涵盖端到端的机器学习工作流程:管理数据、训练、评估和部署模型、做出预测和监控预测”(Hermann和Del Baso 

2017)。米开朗基罗轨迹的逻辑高潮似乎在等待优步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软件的雄心壮志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从数十万不稳定的自雇司机那里收集的数据将被人工智能引导的自动驾驶汽车吸收。
AI可能放大的第三个趋势是“高端”和“低端”工作之间的两极分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在美国很明显，随着数字自动化和外包掏空了“中等水平的常规”工作，让高薪的认知劳动或低薪的体力劳动成为可能，尽管这两种工作都面临着下行压力，这种趋势已经加剧(Autor和Dor 2013;Beaudry, 

Green and Sand 2013;Oecd 2016;Elliott 2017)。美国劳工部(2015)对2024年的职业预测将“计算机和数学职业”列为增长最快、收入最高的就业领域之一。人工智能资本(至少在其自我自动化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之前)将有助于这一增长，因为它不仅需要机器学习的直接编程，还需要对提供大数据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和传感器进行编码。美国全国IT工作的平均工资约为81,

000美元(是全国所有工作平均工资的两倍多)，该领域“从
2014年到2024年将增长12%，比大多数其他职业都要快”(美国劳工部2015年)。但是，与个人护理工作、护理和医疗援助、零售和食品服务等领域的工作相比，编码工作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都相形见绌，其中许多工作的年薪在2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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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工部2015;Henwood 2015)。这表明，由程序员编码其他中级工作组成的未来劳动力将不复存在，把照顾老龄化人口等任务留给工人，而这些工人的工作既过于廉价，又过于人性化，无法实现自动化——尽管这并没有抑制人们对性爱机器人和机器人教师即将出现的可能性的普遍幻想。这样的梦想和噩梦可能会在日本的老年护理机构中得到实现，在那里，人口老龄化的人口问题特别严重，而自动机在文化上相对更容易被接受。开发“社交机器人”作为护理人员的潜在助手一直是政府支持的工业研究的重点(Kyung-Hoon 2018)，日本公众也接触到了不断推广的“外骨骼、物联网小玩意儿、人形或动物形机器人……”注定要在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养老院网络中从事无止境的快乐劳动”(Lewis 2017)。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轨迹可能会缓慢发展，至少在个人护理人员的工资仍然很低的情况下。
这种两极分化具有性别化和种族化的维度。早期的数字自动化浪潮对男性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它们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信息革命”经常被认为是女性在许多工作领域逐步进步的一个促成因素。然而，许多可能被AI自动化的工作通常由女性担任，如行政、秘书、销售和客户服务工作，而软件工程则是男性化的(Howcroft和Rubery, 2018)。在北美，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女性人数保持不变或呈下降趋势，而在英国，只有五分之一的计算机专业学生是女性。似乎“男性将不成比例地从对STEM技能的更大需求中受益”(波士顿咨询集团-萨顿信托2017:21-2)。硅谷的公司已经表现出无力超越“博客”文化，也表现出种族隔离: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科技行业的工作岗位中，只有8%由西班牙裔人担任，7.4%由非洲裔美国人担任，36%由女性担任(2016年)。这种模式可能会因算法招聘工具而加剧。据报道，2018年，亚马逊的AI招聘技术主要以男性的人工智能为基础，不出所料地对女性产生了内在的偏见，“实际上教会了自己男性候选人更可取”(BBC 2018b)。该系统被抛弃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并抵制高科技性别歧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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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LinkedIn (Reese 2016b)和b谷歌(Gibbs 

2015)对自动化招聘流程的分析也表明了类似的性别歧视偏见。另一方面，许多增长最快的低薪服务工作都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代表。因此，人工智能资本可能标志着新一轮的性别和种族工作隔离。
人们普遍认为，面对AI自动化，生存之路是教育。在整个劳动力的宏观层面上，“重新培训”新的人工智能相关工作的承诺可以轻松实现，但个体工人的微观命运就没那么容易了。资本主义的秘方是，技术上失业的人应该提升他们的编程技能和计算机素养。在2008年后经济衰退、低成本劳动力充足的背景下，企业普遍放弃了培训:仅仅雇佣具有相关技能的新员工成本更低。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和失业者不得不进行代价高昂的升级努力，而此时正值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接受教育的机会出现严重分层。正如丹·谢万(Dan Shewan, 

2017)对美国的描述:

卡内基梅隆大学这样的私立学校……也许可以为学生提供最先进的机器人实验室，但社区学院和职业学校就不能这么说了，这些学校提供的培训项目是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人将被迫依赖的。鉴于惊人的学生债务和日益不稳定的就业市场，许多年轻人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对于大多数四五十岁的工人来说，背负数万美元的债务去私立大学攻读传统的四年制学位课程是不可想象的。

针对这一问题，理论上的补救措施包括“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以就业为导向的纳米学位……提供行业认可的证书，以及在几个月内教授职业IT技能的编码训练营(Kinder 2018年)。然而，目前，“使用这些课程的主要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精通数字技术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掌握尖端技术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在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很少有工人利用这些项目”(Kinder 2018年)。这些问题将会加剧，因为在人工智能泛滥的背景下，技术变革的速度将要求人们迅速获得这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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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也会以更短的“半衰期”更快地过时，因此“不断重新掌握技能和提高技能的需求将提高教育和个人发展所需的成本和时间”(波士顿咨询集团-萨顿信托2017年)。尽管与AI相关的工作岗位净减少，但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稳定、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和工作重组——可能会给工作场所的组织带来更大的困难，加剧高科技劳动力新精英与低工资或失业工人之间的分歧，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教育和培训带来的压力和成本也在加剧。它还将更广泛地影响人们围绕政治问题的思考、沟通和互动方式，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网络语法化

这是社会工厂概念的内在特征，尽管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分解可能从工作场所开始，但它会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外(注释from 

Below 2018a)。在工厂大门内，工人阶级被泰勒主义和日益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分解。这种去技能化的过程随着AI而继续，但越来越多地延伸到流通、消费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为了解释人工智能自动化社会工厂的影响，我们借用了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2010、2015、2018)的“语法化”概念，正是因为他用它来指一种去技能化，这种去技能化不仅影响工人如何工作的知识，还影响他们如何生活和思考的知识，他将这一过程与AI直接联系起来。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语法化是“将我们存在的流动和连续性离散化的过程”(2010:31)。这一概念指的是记录、分离和编纂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的技术发展。将语音翻译成带有语法规则的字母文字，是这一过程的早期和杰出的例子(因此称为“语法化”)。但在斯蒂格勒的用法中，语法化还涉及感觉器官(视觉和听觉)，身体的动作和手势(在工作中，在家或消费时)以及整个社会互动模式(斯蒂格勒2010:10;2018: 8)通过将工人的知识转移到机器上，使他们服从资本，从而使工人去技能化，这只是无产阶级语法化扩大过程的一个初始时刻(我们在前一章中曾示意过)。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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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传播到消费的自动化——人们被文化和广告行业的视听技术训练成消费者——然后传播到人类的自我理解，这种知识被诸如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分析等自动化。
我们认为，语法化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在《1844年 手 稿 》中所说的“生活活动”(2007:75)对劳动的真实包容的延伸。机器学习包含的不仅仅是劳动，还包括与我们生活方式相关的更一般的人类行为、交流、知识和技能——包括购买和消费，还有友谊、娱乐和爱情的社会关系，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加速流通的引擎。正如斯蒂格勒(2010:45)所说，用三个有用的法语短语，savoir-faire(知道如何制造和做)，savoir-

vivre(知道如何生活)和savoir-être(知道如何成为)从整个社会或行星工厂的人类身上剥离出来。在最近的一项工作中，他明确地将这与AI和大数据联系起来，表明在它们目前的形式下，这些创造了不满，困惑和无能的主体性，在深刻的意义上“麻木”(斯蒂格勒 2015)。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机器学习“计算相关性……以便自动预测个人和集体行为，它们也会通过捷径和绕过任何审议而引发并“自动实现”(斯蒂格勒 

2017: 231)。用我们的话来说，它们创造了一种强化的分解状态。
正是通过社交媒体，资本正在实施一些最强大的AI干预，这些干预立即重构了日常社会关系，并对阶级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多年来，b谷歌的搜索排名算法和脸书的网络人际关系社交图谱一直在将这些平台用户的活动转化为数字档案，用于定位内容并向广告商销售。这是否会跨越AI领域的界限还有待商榷;算法处理受到AI效应的影响。然而，在两个重要的领域——提高自身绩效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预测信心的不断升级——两家公司都声称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2016年，脸书推出了“自我改进、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引擎”，被称为“FBLearner Flow (FBL)”(Biddle 2018)。它使用“机器学习专业知识”来利用“位置、设备信息、Wi-Fi网络细节、视频使用情况、亲和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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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细节，包括用户与其朋友的相似度，来解决企业的“核心业务挑战”。FBL不仅为广告商提供了基于人口统计和消费者偏好的定位能力，它还提供了“忠诚度预测”服务，搜索超过20亿的用户群，发现数百万人有从一个品牌跳槽到竞争对手的“风险”。被试者准备好“被广告积极定位，这些广告可以先发制人，完全改变他们的决定”。 

资本利用人工智能对个人交流进行语法化的另一个例子是b谷歌的联邦学习项目。这在2017年被宣布为“去中心化”边缘
AI，即“机器学习模型直接在用户的智能手机上进行训练”。
b谷歌现在可以通过一个应用程序将AI训练委托给Android手机，该应用程序将读取用户的文件，改进他们的数字档案的个性化，并将这些信息转发给广告客户，同时将原始数据“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手机上，而不是将其存放在谷歌的服务器上。尽管谷歌选择以这种方法的用户隐私优势为特色，但联邦学习为公司带来了许多其他更自利的优势。“去中心化”AI在用户设备上“本地”运行，不依赖网络连接，“意味着更少的功耗，……最小的延迟和更快的机器学习处理”，并且实际上可以访问“更多的用户数据”，而不是实际上可以收集到云中的远程服务器(Kulian 2017，重点补充)。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似乎企业拥有的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实际上可能会扩大社会异议的可能性。2011年爆发的占领、集会和骚乱浪潮被广泛称为“Facebook(或Twitter或YouTube)革命”。尽管这一称谓因其荒谬的技术决定论而受到广泛而恰当的批评(例如tawill - souri 2012)，这些起义的一个特征仍然是抗议者广泛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电话网络(尽管还有老式的实地组织和面对面交流)。这促成了抗议活动的快速动员和传染性传播，尽管也可能导致了他们后来的政治一致性和短暂持久力问题(Dyer-Witheford 2015)。
然而，在这些动荡之后，两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发展给网络化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问题。



. inhuman power100首先是国家数字监控范围的发现，尤其是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披露。这些文件显示，9/11事件后设立的监控项目利用了美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公司的算法数据收集，这些公司都与NSA的棱镜计划
(PRISM)合作。斯诺登还表明，NSA通过自己先进的人工智能程序处理从PRISM和其他项目收集到的信息，收集数据和元数据，将其存储在NSA云服务器上，并应用ML识别可疑活动和关联(Gallagher 2013a, 2013b;Grothoth and Porup 2016)。虽然这种人工智能驱动监控的表面目标是恐怖主义，但其技术无疑可以应用于其他目的。已经受到CCTV、手机和社交媒体监控的“网络镇压”的抗议者，现在可能会受到新的极端审查，如果不一定来自NSA本身，那么就会受到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从
NSA和GCHQ等精英情报机构到警察部队。私人保安公司和企业劳工间谍(Dyer-Witheford和Matviyenko 2019)。
人工智能驱动的互联网政治分解的第二个脉冲可以用“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这个名字来概括，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另类右翼网络、选举数字战略和俄罗斯围绕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竞选活动的网络战干预的缩写的话。人工智能对这一仍在扩大的丑闻的贡献有几个层面。首先，尽管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的公司用来帮助特朗普的选民分析和目标定位项目的细节仍然不透明，但他作为人工智能先驱的背景使得这些项目几乎肯定涉及机器学习。其次，特朗普竞选团队依赖于机器学习先驱Facebook，无论是剑桥分析公司获得的数据，以及扎克伯格的公司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量身定制数字广告提供的公开帮助。第三，特朗普的选举战略家、他的另类右翼支持者和友好的俄罗斯特工都依赖社交媒体算法来传播他们的信息，这些算法促进了挑衅性、引人注目的内容，从而获得了广告利润。到2016年，这些算法在机器学习的帮助下被设计出来。罗伯特·默瑟的女儿丽贝卡根据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设计了一个名为“机器学习总统”的室内游戏，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Mayer 2018)。



automating the social factory . 101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分解阶级政治的典型例子:它的目的正是按照种族和性别划分人们——特别关注被全球化破坏的锈带人口——以便让他们投票给资本主义富豪。特朗普是，也将是，远不是唯一一个部署ML技术的政治人物;毕竟，奥巴马是“大数据总统”(Scola 2013)。他的竞选活动、他的支持者以及英国退欧运动等类似活动表明，人工智能驱动的干预会对网络交流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它们还显示了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法西斯主义，与工人阶级内部已经被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阶级斗争撕裂的分歧的数字化加剧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分歧正处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新裂痕的边缘。就在围绕社会工厂的重组举措似乎对反资本主义政治最重要的时刻，这些举措由于算法广告的分散注意力的影响、基于ml的大规模监控的寒蝉效应、煽动性的假新闻、有毒聊天机器人、网络战和其他形式的“武器化人工智能宣传”(Anderson and Horvath 2017)。因此，人工智能有助于将互联网从一个“斗争循环”(Dyer-

Witheford, 1999)的潜在舞台转变为一个由商品流通、监视抵抗和破坏阶级团结所主导的舞台。

斗争的七角形
尽管如此，公众对资本主义人工智能野心的规模和方向的担忧正在加剧。近年来，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抵制和抗议活动在社会工厂周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强调的是，这些都是民意的爆发，不是为了更多的人工智能(“现在完全自动化”)，而是因为它的拒绝。没有一个是完全反对人工智能的斗争，但每个都拒绝或质疑人工智能的特定方面。在它们的组合和重叠中，尽管经常出现脱节和矛盾，但它们挑战了当前人工智能资本的轨迹。我们列出了这些对抗中的七个——一个七角形的斗争。
1)针对人工智能驱动的工资抑制、加速、监控、不稳定和算法管理的罢工和其他工作场所行动。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UK的亚马逊物流中心发生的罢工和罢工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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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llo and Pradella 2017;亚马逊工人和支持者(2018)。2018年10月，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承诺提高亚马逊工人的最低工资(尽管由于其他各种付款的回调而受到损害)是这一运动的部分胜利，这一让步旨在阻止任何从欧洲到美国的跨大西洋斗争移民(Reese 

and Struana 2018)。其他罢工也扰乱了对不稳定劳动力的算法管理。食品快递公司Deliveroo使用了一个机器学习驱动的调度引擎，该公司声称，这个引擎被称为“弗兰克”，它“不断地计算和重新计算骑手和订单的最佳组合……骑手出行时间、食物准备时间等”(Pudwell 2017)。从2016年开始，Deliveroo针对“弗兰克”带来的低工资和高不安全感的罢工从UK蔓延到欧洲，远至香港(2017年11月;Zamponi 2018)。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斗争是，从伦敦到加利福尼亚，优步的司机针对他们通过算法管理的非工人身份发起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挑战(Rosenblat 2018)。这些斗争与法律反对、街头封锁和抗议自杀的“常规”出租车司机反对他们的工作被削弱的行为同时发生，也相互矛盾。尽管这些骚乱很激烈，但与司机罢工、抗议、算法破坏和系统博弈的规模相比，它们就相形见绌了。在中国的优步(Uber)公司滴滴(Didi)的庞大运营中肆虐，这些叛乱可能预示着人工智能资本下劳工行动的混乱未来(Chen 2018)。在工人行动的档案中，应该加上意想不到的北美新数字新闻企业的工会化浪潮，如
Gawker、Salon、Huffington Post、Vice Canada和半岛电视台涉及年轻工人，他们面临“全天候在线和社交媒体内容的巨大压力”，其收入和劳动条件直接受到人工智能驱动广告和定向新闻源的影响(Cohen和de Peuter 2018: 115)。在微工作平台中可以找到更分散的工人组织形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微工作平台是人工智能生产过程的一部分。Turker Nation是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上的劳动者在线论坛，多年来一直促进微工的相互支持和知识共享，挑战该平台企业客户的过分剥削，并抗议亚马逊本身的政策(Harris 2014;Katz 2017)。机器学习和其他形式的人工智能在资本中渗透得越多，所有工人对企业权力的抵制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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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这种权力实例化的算法形式的事实上的抵抗。
2)反对军事和准军事AI应用的抗议。2018年夏天，科技工作者对军事和军事化警务项目的抵制浪潮席卷了矽谷
(Dyer-Witheford and Matviyenko 2019)。在6点30分，工人们组织起来关闭了五角大楼的项目Maven，该项目使用机器学习来提高无人机袭击的目标，并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后，b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发表了一份关于AI发展的原则声明，称该公司不会从事AI武器或监视合同，尽管保留追求其他军事项目的权利。该公司还撤回了对五角大楼价值100亿美元的合同——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云计算项目的竞标(BBC 2018a)。与此同时，在亚马逊，工人们请求贝索斯停止向美国警察部门和移民和海关局(ICE)出售该公司的面部识别软件，该机构因其“零容忍”的执法政策而臭名昭著。在微软，员工们同样要求终止与ICE签订的价值1940万美元的云计算合同(Frenkel 2018)，而在Salesforce，员工们试图阻止公司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的合作。除了这些事件，以及下文第五点讨论的性别歧视问题，我们还可以包括bbbb100名员工在全球范围内罢工，抗议公司对性骚扰问题的处理。对安全国家的异议并不新鲜，但矽谷的反抗是例外。它动员了一批精英、高科技劳动力，他们集中参与了数字武器的生产，几十年来，由于其财富、地位和自由主义思维模式，这些劳动力被认为不会受到严重政治化的影响。这样的事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间接反映了高科技工人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这些工人的工资虽然不错，但并没有跟上他们老板不断增长的丑恶财富。然而，在疫情爆发的背后，是技术工人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等组织的组织。多年来，该组织一直与劳工组织合作，将承包的编程工作联合起来，并耐心地在矽谷和西雅图开展活动，以形成对企业权力的批评，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程序员和低薪支持工人之间的团结(技术工人联盟，2018年)。



. inhuman power104

3)反监视运动。自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监控范围的认识不断升级
(Gallagher 2018)(当然，这种监控对其他地方的民众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比如在中国)。这是一个人工智能问题，不仅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扫描中使用机器学习，还因为监控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描述的，大型数据集是训练ML系统所必需的。并非所有这些数据集都必须仔细审查人类行为，并且有一些技术尝试来减轻这种观察的侵入性(Knight 2016b;2018年3月)，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仍然严重依赖于大规模的人们观看。在北美，反监视自卫手册和信息表在社会运动中激增。“隐私和抗议的用户指南”总结了“混淆——故意添加模棱两可、令人困惑或误导性的信息来干扰监视和数据收集”的做法(Brunton和Nissenbaum 2015)。面部识别人工智能，以及用“敌对图像”迷惑它的可能性，是最近的一个热点。然而，在个性化的反监控技术措施上，时间、费用和专业知识都存在严重限制。对监控的政治和法律限制更有可能产生大规模效应。在北美，一些最重要的倡议来自少数民族，他们非常清楚分析系统如何同时构成和控制可疑的社会群体(Dyer-Witheford和Matviyenko 2019):非洲裔美国人，反对对整个社区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领袖进行数字跟踪;第一民族反对对土地和管道抗议活动进行数字审查;穆斯林阿拉伯人反对将他们的存在进行大规模数据库盘点。然而，监控限制方面的重大政治举措来自欧洲，那里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记忆依然鲜活。马克斯·施雷姆(Max Schrem)的“不关你的事”(None of Your Business)等反企业监控运动，以及执政精英反对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赋予了这个问题真正的政治分量。欧盟于2018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限制了数字资本的数据收集，包括伟大的人工智能开发商。它对数字跟踪的主动用户选择加入(而不是默认接受)、企业对个人数据使用的透明度、用户在不丢失存储数据的情况下离开平台的权利、对自动化决策的解释、以及对于“被遗忘权”的要求，都限制了将人口数据作为建设的采掘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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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智能(Meyer 2018;Kaput 2018;Srnicek 2018)。ML开发者和计算机科学家的负面回应，以及他们将欧洲的监管与美国的企业自由和中国监控国家的权力进行批判性比较(K-F。Lee 

2018)，这表明反监视运动对人工智能资本构成了多大的问题，同时也表明这种运动在人工智能竞争的世界市场中面临的挑战。
4)社交媒体叛逃。比反监控行动主义更分散、更不可见的是通过减法表达异议。在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之后，离开社交媒体矛盾地成为了一种社交媒体模因，其驱动因素包括对数字监控和操纵的担忧、对科技成瘾的心理影响，以及对网络环境极端商品化的厌恶。一场“删除Faceboo

k”的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然后消退。然而，有证据表明，
18至24岁年龄段的人要么减少使用社交媒体，要么偶尔放弃使用社交媒体，即使他们的父母越来越沉迷于社交媒体(Kale 

2018)。到目前为止，机器学习是一项大数据事业，一些人工智能资本可能会受到数据主体“退出”社交媒体的缓慢流失的阻碍。
5)消除算法偏见。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工智能放大已经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趋势。由白人男性拥有和主导的企业，以及由白人男性管理的治理系统，正在生产歧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AI系统，因为它们接受的数据集反映了白人男性在招聘、财富、清白记录和职业成功方面的历史水平(诺贝尔奖
2018年)。这种歧视性的AI对那些在警察、边防警卫和福利服务部门的屏幕上遇到它的人的影响尤其严重。然而，算法偏见甚至被点名，正是人们与之斗争的证据。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团体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算法正义联盟(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该组织反对“编码凝视”(Buolamwini 2018)，以及总部位于圣的非营利人权数据分析组织(HRDAG)等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揭示了美国预测性警务软件中的算法偏见。到社区组织，如矽谷De-Bug，该组织致力于圣荷西地区的移民和囚犯权利以及经济正义，或费城的媒体动员项目，该组织组织低薪工人和贫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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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kstra 2018)。由于纠正算法偏见提高了AI预测的准确性，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为资本服务，以改善其对商品的利基定位和对有才能的劳动力的招聘，即使这需要承认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的尴尬和昂贵表现:至少，这些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为此类举措设定的术语然而，只要算法偏见歧视穷人和女性、酷儿或种族化的人——因此是弱势群体中最脆弱的——算法正义运动就会阻碍人工智能资本约束和抛弃所谓的过剩人口，挑战了推动其发展的“统治矩阵”(Costanza-Chock 

2018)。

6)数 字 城 市 干 扰 。随着大型AI开发商的总部、校园和实验场所在城市景观中留下越来越大的足迹，AI的城市孵化器中爆发了社会冲突。这一点在矽谷周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里，住在豪宅里的亿万富翁、在高科技园区工作的百万富翁、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者和大量无家可归的人，在持续的紧张气氛中共存。随着软件生产从圣谷和湾区向北扩展，这些社会断层线也随 之 扩 展 。2013 - 14 年 ， 运 送 高 科 技 工 人 前 往 山 景 城“Googleplex”的私人巴士成为抗议士绅化、驱逐、流离失所和拥堵的导火索(Goode and Miller 2013)。示威者封锁了公交路线。标语上写着“中产阶级化和驱逐技术:综合迁移和文化抹去”和“滚蛋谷歌”。传单指责b谷歌“建立了一个不合理的监视、控制和自动化世界”(Streitfeld和Wollan 2014)。抗议活动爆发了，消失了，然后在2018年重新出现。“技术剥削是有毒的”激进分子将一家类似uber的公司使用的电动滑板车堆放在十几辆公共汽车的前面，并谴责清理街道上无家可归者营地的计划，高呼“扫科技，不要帐篷”和“他们称之为“破坏”。我们称之为位移”(Streitfeld 2018)。这些城市骚乱还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城市”的争论。2017年，b谷歌控股公司
Alphabet的子公司sidewalk Labs与多伦多市就开发滨水社区码头区的“公私”合作关系进行了谈判。根据这一协议，其细节尚未披露，码头区将成为人工智能饱和的城市创新的展示平台;设计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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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垃圾收集、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安全摄像头，以及从图书馆和健康卡读取居民身份证的集中信息管理系统。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称赞该项目是清洁、绿色城市的先兆。谷歌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解释说，这个想法来自谷歌的创始人，他们兴奋地想到“如果有人给我们一个城市，让我们来管理，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科夫曼2018)。显然，最初的协议中没有提到在码头区收集数字数据的所有权和条款。这个问题一直很模糊，直到
TechReset Canada (Barth 2018)领导的一场运动迫使公众注意到这一点，该组织反对无限制的数字商品化，批评交易的不透明性，坚持将合同公之于众，并要求规定确保“该项目的数据和数据基础设施是多伦多市及其居民的属性”。这动员了一个联盟，其参与者从住房活动家到心怀不满的城市规划者;他们的事业甚至赢得了加拿大顶尖高科技企业家的支持，他们反对将知识属性拱手让给外国公司。监督码头区协议的董事会重要成员辞职。截至2019年初，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Sidewalk Labs可能会对反对意见做出妥协，但也会通过同意只收集汇总的匿名数据来回避抗议——这种策略虽然解决了个人隐私的有限问题，但却没有触及企业对人口层面信息和城市设计的控制这一更大的问题(Greenfield 2013)。

7)反 企 业 技 术 冲 击 。这些担忧中有许多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模糊的“科技冲击”，反对大型数字公司的权力。
Facebook、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和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俄罗斯网络战丑闻，促使沉寂已久的关于数字寡头所有权集中的讨论重新活跃起来(Foer 2017;Mosco 2017)。即使在以反对国家监管而闻名的美国高科技圈内，也有声音对
bb0和Facebook自我监管的能力表示怀疑，并呼吁提高透明度，甚至对其算法流程的负面外部性承担财务责任。其他批评的声音更为深入。 比如，问资本的媒体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深深地、基本上依赖于广告的“假新闻”和精心设计的注意力操纵。在欧洲，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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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数字资本主义巨头的，罪名是违反公共法规和劳动法、逃税和滥用垄断权力的反竞争行为。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竞选纲领中，出现了对一些最大的人工智能开发公司进行拆分和监管的呼吁(甚至在特朗普等右翼威权民粹主义者的思考中，也出现了这种呼吁)。反垄断政治与反资本主义绝不是一样的，但这种担忧的“主流化”的一个影响是为讨论更激进的“数据库社会化”命题开辟了一个空间(Morozov 2015)。这些问题超越了对寡头垄断的监管或解体，延伸到建立与国家和市场分离的“公地”机构，以及与政府和企业权力保持一定距离的公共计算公用事业的形成。我们将在结束语中重新讨论这些问题。到2018年，就连商业评论员都在谈论对数字资本态度的改变，这是一系列因素之一，与小工具饱和的市场和国际贸易战一起，给高科技“打击”了人类价值的可靠指数——股市(Rajan 2018)。

结论:走向事件视界
在数字资本中，一些工人阶级的重组正在发生，人工智能的强大存在就像一个无形的吸引力，围绕着它，各种反叛和异见分子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想夸大这个过程。反企业的科技抨击在政治上可能很肤浅;智慧城市反对者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算法正义既阻碍又帮助资本;社交媒体的叛逃是缓慢而局部的;反监控政策可能会因竞争压力而倒退;尽管Maven项目的反抗取得了成功，但其他对抗军事化人工智能的胜利却寥寥无几;最重要的是，在反对人工智能资本的罢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笼罩着一种阴影，即抵制可能会刺激进一步的自动化。虽然我们已经提出，不管失业问题如何，人工智能资本对其人口的福祉构成了许多其他威胁，但它内部斗争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雇佣劳动基础的破坏程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期关于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崩溃即将到来的预测，已经被最近的研究大大淡化，并且已经失去了作为后衰退美国经济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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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官方所认为的充分就业状态。然而，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即使是有限的部门就业岗位因自动化而流失，也可能像2016年的就业岗位流失问题一样成为主要问题(F. Levy 2018)。从长远来看，对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的估计仍然存在很大差异，甚至一些“一切照旧”的理论家也改变了他们的模型，承认资本创造就业和破坏就业的功能可能会严重不同步(Acemoglu和Resteropo 2018)。一些人坚持相当灾难性的立场;b谷歌中国区前总裁李开复(Kai-Fu Lee, 2018)撰写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广受欢迎的专著坚持认为，到2030年，美国将失去多达40%的就业机会，中国也将失去类似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这是世界历史动荡的数量。这种失控的人工智能，大量增加了失业后备军，将进一步削弱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但赤贫的极端可能会产生新形式的无产阶级反抗(甚至可能像《西部世界》中的机器人那样血腥和坚决)。在这样的推测中，我们到达了“机器上的碎片”所预见的事件视界，在那里，资本自己的机器驱动从内部爆炸:最终分解它的工人阶级，资本分解自己。这一未来主义命题显然是无可辩驳的逻辑，也许正是这一逻辑让左翼人士在面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时产生了某种最后的信心、自满甚至热情。有人说，“很可能，这项技术不会真正起作用——不管怎么说，如果起作用了，它只会完善系统的自我毁灭。”“但这种保证有什么根据呢?”



3完美的机器，非人的劳动
狭义AI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个特例，它从多个方向挑战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本章转向通用人工智能(AGI)，或具有一般知识推理能力的AI，并在不同和不熟悉的领域执行各种任务(gubroud 1997;王和Goertzel 2007: 5;Goertzel 2014: 

2;Baum 2017: 3).因此，agi是具有智能灵活性或通用性的机器，其范围与人类相似，但不一定在功能上与人类相似。正如裴王和Ben Goertzel解释的那样，AGI可以用于“由于环境的动态性或对问题的知识不足而无法获得现成解决方案的情况……我们对AGI系统的期望不是最佳解决方案……而是灵活性[和]创造力”(2007:5)。
这些对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提及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惊人地相似。然而，马克思假定“劳动……是人类独有的特征”
(1990:283-4)，而劳动能力只存在于“人类的物质形式，活生生的人格”中(1990:270)。针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认为AGI的理论概念与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力概念之间存在同构性;因此，AGI深刻地挑战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只有人类才能劳动和创造价值，机器绝对不能的公理。换句话说，AGI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个特例，它作为机器的地位必须受到质疑。我们认为，AGI不仅可以潜在地劳动，而且在某些社会条件下也可以创造价值。AGI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类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如果AGI被创造出来，许多人认为这将是“技术奇点”，也就是说，“指数技术进步”的结果，导致“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类事务可能会结束”(Shanahan 2015: xv)1而进一步的研究和



perfect machines, inhuman labour . 111狭义AI的发展可能会导致资本积累过剩的人群增加，AGI的发展将超越马克思所讨论的已经很悲惨的愿景，甚至更糟，智人成为过剩物种。因此，AGI暗示了没有人类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2

为了论证这一论点，我们讨论了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劳动和价值创造都是人类固有的，并将焦点集中在他对人类和动物的尖锐区分上。我们考虑了为什么他将这种区别建立在创造力和想象力等各种能力的基础上，以及截至2019年，一些AI项目如何试图将这些能力自动化。虽然前几章已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推测，但这一章设想的遥远未来更像是科幻小说，而不是科学事实。因此，在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关于人类独特性的论点的细节之前，我们首先要证明为什么我们要用一章来讨论一种尚未出现，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技术。
通用人工智能(ai)

对于智能的定义，没有科学或哲学上的共识，但大多数观点都认为，真正的智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灵活的或通用的
(Kaplan 2016;Lake et al. 2017: 9-19)。现有的ML和GOFAI与人类智能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狭隘性和不灵活性。然而，研究正在进行中，以产生可以普遍应用的AI。“AGI”一词最初是由Mark Avrum gubroud(1997)提出的，用来描述“在复杂性和速度上与人类大脑相媲美或超过人类大脑的AI系统，可以通过一般知识获取、操纵和推理，并且基本上可以在需要人类智能的工业或军事行动的任何阶段使用。”然而，AGI的想法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56年达特茅斯研讨会的最初目标(王和
Goertzel，2007年:6).但是，模仿人类智能的目标很快就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易于管理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狭义的AI来解决。直到21世纪初，AGI还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研究它的人被视为疯子(Pennachin and Goertzel 2007: 1;王和Goertzel 2007: 4)。虽然有一些研究项目专注于构建AGI的目标，例如John莱尔德、Allen Newell和Paul Rosenbloom于
1983年开始的Soar认知架构(莱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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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和1984年由Douglas Lenat发起的Cyc项目(Lenat和Brown 

1984)，直到达特茅斯研讨会成立五十周年和21世纪初ML的兴起，AI的最初目标，转世为AGI，再次被接受并被视为现实
(Goertzel 2007: 1162)。
尽管AGI与AI的最初目标相同，但前者所指的含义与AI在2010年代被商业化应用后的含义有很大不同。狭义AI专注于解决狭义约束问题，而AGI研究和设计的目标是创建“具有足够广泛(例如人类水平)范围和强大泛化能力”的系统，以便能够将知识“从一个问题或上下文转移到其他问题或上下文”
(Goertzel 2014: 2-3)。 

一个几乎与AGI同义的术语是“人类水平的机器智能”
(HLMI)。3这个术语的定义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以劳动为基础的。4一种定义将HLMI定义为“至少可以像典型的人类一样完成大多数人类职业”的AI(mller和博斯特罗姆2016:558)，另一种定义认为它“是在没有辅助的机器可以比人类工人更好、更便宜地完成每一项任务时实现的”(Grace et al. 2017)。1).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完成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那么根据定义，它几乎必须具有普遍的智能，如果它要掌握它没有被教导去做的工作。虽然HLMI似乎非常适合讨论越来越智能的机器最终具有劳动能力的可能性，但我们拒绝这个术语，因为它的人类中心概念是，只有当机器长得像人类时，它才能被定义为智能。正如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 2015)所言，“人类智能无法穷尽所有形式智能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最好假设在我们的宇宙中，‘思维’比我们自己的特定情况更加多样化，甚至是异类”。因此，与HLMI相比，AGI是一个更可取的术语，因为它“强调了系统所需能力的“一般”性质”(Wang和Goertzel 2007: 1)。AGI可以拥有与人类同样一般的智能，而不模仿人类的认知。与人类相比，AI的认知差异已经很明显了。例如，“AI国际象棋程序将在人类使用直觉的某些情况下使用蛮力搜索，但AI仍然可以达到或超过人类水平”(Baum 2017: 8)。此外，AGI是一个更可取的术语，因为正如Ben Goertzel所言:(1)人类不一定那么聪明，因此，“人类水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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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限制了AGI的范围;(2)如果有可能设想并因此开发出“一个AGI系统，它具有与人类不同的长处和弱点，但仍然有能力解决各种领域的复杂问题，并在这些领域之间灵活地转移知识”，那么很难定义该系统是否达到人类水平(2007:1163)。布拉顿和Goertzel提出的论点被那些认为AI真正危险的是智能和意识的分离的人所强化(Shanahan 2015;Harari 2016)，也就是说，机器在不拥有类似人类所经历的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也能有智能行为的可能性。
让我们重申一下:截至2019年，AGI还不存在。有些人甚至怀疑这样的机器智能是可能的(Dreyfus 1972;Braga and Logan 2017;纳丁2018)。然而，在AI社区内，许多人认为AGI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有些人认为它“仅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程问题”
(Pennachin和Goertzel 2007: 1)。至少，AGI被认为是足够合理的，可以吸引研究和商业投资。
在更大的AI社区中，AGI研究人员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从公司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规模、项目和资金来看，狭窄的AI行业让
AGI行业相形见绌。鲍姆2017年对活跃AGI项目的调查概述了
AGI作为一个行业的政治经济学。这项调查确定了全球30个国家共有45个活跃的AGI项目5，其中大多数是“基于大公司和学术机构”，少数是基于上市公司、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机构。
6虽然“一些……“规模大，资金充足”，其中大多数是中小型规模(鲍姆 2017: 2)。AGI研究的特点是拥有大量的开源项目，共有25个项目在网上提供了源代码。虽然AGI项目中只有9个与军方有明确的联系，但只有4个被确定为明显没有军事联系，其余的则不清楚。大多数AGI项目都位于美国或其影响范围内，唯一不在其影响范围内的项目位于俄罗斯和中国(鲍姆 2017: 2)。
最大的AGI项目是alphabet -谷歌的DeepMind、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支持的Open AI和人脑项目，而其他著名的项目包括Vicarious FPC、微软收购的Maluuba、Open Cog、优步AI和
Nnaisense。根据鲍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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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性公司有两种趋势:要么以准学术的方式支持“长期AGI研发，不考虑短期利润，甚至不考虑任何利润”，要么承担“为企业提供短期利润的AGI项目，同时努力实现长期AGI目标”(2017年:19)后一种趋势在微软、bb0和优步等公司中表现得很明显;鲍姆认为，如果“短期利润和长期AGI研发之间的这种协同作用被证明是强大的，它可能会推动AGI研发的爆炸式增长，类似于深度学习的情况”(2017:19)。根据鲍姆的调查，AGI研究的现状似乎仍然主要是，正如王培和戈泽尔十年前所说的那样，“产生出版物和初步结果”(2007:3)。
我们离发明AGI还有多远还不确定，但许多AI领域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Ethem Alpaydin认为，基于ML系统今天所能做的事情，“如果这种类型的学习智能在本世纪结束前的某个时间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平，将不会令人惊讶”
(2016:xii)，然而，也有更乐观的估计。在一项调查中，询问
AI专家他们预计HLMI何时开发出来，中位数估计是到2022年有10%的可能性，到2040年有50%的可能性，到2075年有90%的可能性(mller和Bostrom 2016)。另一项调查询问ML专家AI何时会超过人类的表现，得出了类似的结果:9年内发生的可能 性 为 10%，45 年 内 为 50%，100 年 内 为 75% (Grace et al. 

2018)。这项调查还询问了关于AI何时会在某项特定技能上超越人类的详细问题，并给出了许多不同任务的估计，包括到
2024年翻译语言，到2027年驾驶卡车，到2031年从事零售业，到2049年写一本畅销书。机器学习专家认为，在45年内，AI有30%的机会在所有这些任务中超越人类，而所有人类的工作将在120年内实现自动化
AGI受到企业、政府和非政府利益团体的积极追捧。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机器的实际发明可能是资本主义最黯淡的未来之一，因为正如我们现在批判性地讨论的那样，这样的机器可以劳动，因此也可能创造价值。虽然能够进行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因此，我们进行分析，并考虑AGI劳动的可能性，而不是它是否能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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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劳动和劳动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假定劳动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并反复将这一中心概念限定为“人类”和“活着的”，甚至是“活着的人”(1990:283-4)。他以这种方式对劳动的限定可以解释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修辞，后者盲目地认为土地和资本，除了劳动，也是价值的来源但马克思关于劳动本质上是人类的假设不仅仅是修辞。虽然马克思主要是根据劳动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讨论劳动，但无论好坏，他的劳动概念的试金石是人。劳动是人的，这是马克思的公理之一。
当马克思讨论劳动本身，即不涉及劳动发生的社会时，他把劳动与动物的生产活动明显地区分开来。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当动物被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除非作为原材料投入，否则它们在功能上等同于机器，沦为固定资本的地位考虑到这种功能上的等价，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提出的关于为什么劳动与动物的生产活动在性质上不同的论点，对于理解为什么机器不能劳动和为什么理论上AGI可以劳动都是重要的。马克思关于为什么动物不能劳动的论点特别有趣，因为他们用与狭义人工智能领域特定行为非常相似的术语来描述动物。推而广之，这表明AGI概念与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力概念之间存在同构性。
在《资本论》第七章中，马克思用超越历史的术语论证了劳动是“人与人之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调解、调节和控制自己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通过这种新陈代谢，人类“以一种适合自己需要的形式占有自然的物质”，并“作用于外部自然并改变它”(1990:283)。这句话似乎让人觉得，马克思是在说，人类是唯一对生存环境采取行动、利用和改变生存环境的生物。然而，在1844年的《手稿》中，他认识到所有动物都是“感性的、物化的主体”，它们构建自己的世界版本，并复制它们的栖息地，尽管是以一种特定物种的方式(Fracchia 2017)。纵观1844年《手稿》，马克思认识到人类和动物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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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除了创造特定物种的栖息地外，人类还与动物共享吃、喝和繁殖等“动物功能”(马克思2007:75)。但是，尽管有相似之处，人类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具体方式却与动物有很大不同。
马克思用生命活动的概念解释了这种差异，并认为“一个物种的全部特征……包含在其生命活动的特征中”。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等同的……不将自己与它区分开来，[并且]是它的生 命 活 动 ”，而人类的区别在于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2007:75)。因此，马克思在人与动物之间划出的分界线之一是，前者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后者则没有。他在《资本论》中重申了这一论点，指出人类行为背后的有意识目的“决定了(他们的)活动模式”(1990:284)。反过来，这种意识让人类“自由发挥(他们)自己的体力和脑力”(1990:

284);因此，他们在活动中是“自由的”(2007:75)。
为什么意识赋予人类劳动力自由?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其含义当然是，动物在活动中是不自由的。但是为什么呢?这种相对自由的差异可以通过马克思强调人与动物之间差异的两段话来更好地解释。重要的是，这些段落还指出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独有的其他心理能力。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们自己筑巢、居住，就像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和幼崽立即需要的东西。动物只进行片面的生产，而人则进行全面的生产。它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在摆脱肉体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而且只有在摆脱这种需要的情况下才真正进行生产。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是按照它所属的物种的标准和需要来制造东西的，而人则知道怎样按照每一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并且知道怎样处处把固有的标准应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是按照美的法则来创造事物的。(马克思
200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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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应该和《资本论》(in)著名的蜜蜂和建筑师段落一起读:

蜘蛛的操作类似于织布工，而蜜蜂的蜂房构造会使许多人类建筑师感到羞愧。但是，最坏的建筑师与最好的蜜蜂的区别在于，建筑师在用蜡建造蜂巢之前，先在头脑中建造蜂巢。在每一个劳动过程结束时，产生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被工人设想好了，因此在理想中已经存在了。(马克思
1990:284

在这里，马克思把意识和认知(例如创造力、学习能力和想象力)作为人类独有的东西，并把它们与决定动物整个生命活动的动物本能对立起来。人类和动物的生产都与生存本能紧密相连，但本能也决定了动物生产和消费的内容和方式，以及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动物存在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它是什么物种，因为所有动物与其生命活动都是相同的(Mulhall 1998年:12;Fracchia 2017)。对马克思来说，动物的活动因此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是本能的。因此，人类不同于动物和算法，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他们生命活动的“本能形式”，即劳动(马克思1990:283)。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人类中心主义可以理解为基于马克思对人类和其他动物进化的假设:前者进化出意识和一系列其他心理能力，而后者没有。因此，人类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活动和劳动成为“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推理他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何时生产以及为什么生产，并且可以想象和深思他们可 以做什么不同(马克思2007:75;Mulhall 

1998: 13)。正是基于人类在生产中可以做出的这种选择，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可以“自由发挥”他们的精神和身体能力的论点。这种自由的游戏也使人类能够“普遍”地生产，即跨越多个领域，而不是片面地、特定领域地生产动物。换句话说，人类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广泛的生产活动范围，这一范围包括“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进行生产。此外，人类的生产并不局限于眼前的物质需要，因为曾经由本能强加的任何自然限制都被克服了，而且是“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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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chia 2017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原则上，人类几乎可以用他们的头脑和双手去做任何事情，包括模仿自然和学习其他动物的行为和创造，比如蜜蜂的蜂巢，海狸的水坝和蜘蛛的网，以及“生产“直接属于动物身体”的人工制品(衣服作为人造皮肤)，并且可以“本能地”学习和制造其他物种所做的事情(有翼的飞行器飞行)”(Fracchia 2017年)。
但为什么人类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做到这一切呢?马克思关于人类具有普遍生产能力的论点应该这样理解:首先，人类能够从他们观察到的自然界中动物的行为中学习，从他们过去的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然后，第二，通过他们的创造力或想象力，将这些新知识应用到不同的生产领域，甚至发明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反过来，这种能力依赖于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独有的各种心理能力或现象。在上面引用的两段话中，马克思或明或暗地将人类劳动置于:审美欣赏;学习和理解(从其他动物生产的东西中);有意识的头脑;形成思想;想象和构思计划;以及，总的来说，在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时要有创造性和适应性。总的来说，这些心理能力可以被理解为一般智力，它使人类在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上具有灵活性，并适应新的和不同的环境、劳动对象和其他生产条件。

今天的人类、动物和机器
马克思关于人类和动物的假设和论点，以及建筑师的工作，都存在许多问题。往好了说，它们是基于19世纪新生的生物科学的证据，往坏了说，它们是基于他的想象力和人文主义信仰。在当代动物行为学的背景下，他所描绘的人与动物之间的鲜明区别能否维持下去?为什么动物不能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本质上是人的论断能站得住脚吗?关于动物是否可以劳动和/或产生价值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参见Benton 1988,1993,2003;埃尔斯特1985;王尔德2000;佩洛2002;德雷克2015;约翰逊2017;Kallis 

and swyngedown 2018;Morton 2017)，以及马克思对人类劳动自由和人类不自由的本能算法行为的鲜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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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受到了动物行为学(即研究动物行为和认知的学科)证据的批评。例如，Jon 埃尔斯特(1985)和Ted Benton(1988、
1993)认为，动物生产远不是单方面的，它不仅具有高度的可变性，而且具有相当大的适应性，特别是当它们面临新的环境条件(如城市环境)时。同样，Paul Cockshott和Karen 

Renaud质疑了马克思在做某事之前根据计划或有愿景(即想象)将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尖锐区别，注意到狼群在狩猎时如何划分任务，各种哺乳动物如何使用情景记忆来计划，以及实验如何显示蜘蛛在织网时形成计划(2016:21-2)。 

动物的行为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更为普遍，它们的认知也是如此。事实上，认知进化的研究人员不再假设动物行为可以适应复杂的层次结构，而是专注于识别和描述动物的“心理器官”或模块，每个都有特定领域的功能，并且进化到只接受“某种输入”(例如光学、听觉或嗅觉)与给定的生态问题有关(Vitti 2013: 394)。虽然最初是专业化的，“模块化认知”，由于不断增加的脑化，演变成“灵活和领域通用”的认知
(Vitti 2013年:395)。推动这种进化的可能是“杂食性饮食、多变的栖息地、漫长的发育周期、延长的寿命和普遍的社会互动”(Vitti 2013年:396)。虽然包括蜜蜂在内的大多数动物“专注于其生态位所需的技能”，但一些具有高脑化水平的物种(哺乳动物、鸟类和头足类动物)被认为是“通才”(Vitti 

2013: 395)。蒂莫西莫顿(2017:56)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的劳动不同的论点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他认为，不可能证明人类或蜜蜂都有想象力，也不可能证明人类在规划时没有执行算法。莫顿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生产活动与动物生产活动截然不同的假设是“基于对人类的形而上学断言”
(2017:56)。
这些批判清楚地表明，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比马克思想象的更加模糊。我们认为，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的区别也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的确，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例子



. inhuman power120哺乳动物和昆虫的复杂行为和内在生活与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是人类固有的观点相抵触，在机器学习系统的功能中有类似之处。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的概念可以用动物做人类独有的事情的例子来挑战，那么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机器，尤其是那些表现出生产力、创造力、想象力甚至适应性的行为的机器。一些ML系统甚至在其神经架构中设想计划或概念，然后在系统从未遇到过的新的相应示例中分别执行或识别这些计划或概念。
机器创造力的一个显著例子是DeepMind的AlphaGo，它首先在
2015年10月击败了欧洲围棋冠军樊辉，然后在2016年3月的一场比赛中以4比1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古老的围棋一直是AI研究的里程碑，因为它是人类设计的最复杂的游戏之一。下棋的人工智能可以简单地使用蛮力，搜索所有可能的走法，直到找到获胜的走法，但这在围棋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棋盘的可能配置，以及潜在的走法，比宇宙中的原子还要多。在
AlphaGo证明这一点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围棋需要人类水平的模式识别和类似于直觉的东西为了学习如何下围棋，AlphaGo依赖于深度神经网络和蒙特卡罗树搜索的结合。它的架构由三个卷积神经网络(CNN)组成，分为一个“价值网络”和两个“策略网络”。12 cnn是在图像数据上进行训练的，这些图像数据代表了来自顶级围棋选手记录的16万场比赛中的个人走法
(“状态”)(Silver et al. 2016)。价值网络学习了如何下棋，并在给定任何当前游戏状态的情况下估计获胜的概率，而策略网络学习了在给定当前游戏状态的情况下选择什么走法。反过来，这两个政策网络的决策通过让它们相互玩3000万次并跟踪游戏的最佳结果而得到加强(Silver et al. 2016)。
AlphaGo的创造力或直觉在与世石的第二局第37步中表现得很明显。尽管这一招后来被专业和围棋冠军(包括世石)形容为“有创意”、“独特”和“美丽”，以及“不人道”，但它一开始还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Metz 2016年)。在AlphaGo迈出这一步后，世石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回应。评论人士注意到这是多么奇怪，有人认为神经网络犯了一个错误，因为a



perfect machines, inhuman labour . 121人类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但这一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基于AlphaGo的政策网络所学到的。DeepMind的工程师不可能预测到这一步棋，只能在AlphaGo走完这一步棋后才能确定它的推理:在计算出人类在游戏的特定状态下走这一步棋的概率为0.010%后，它还是走了(Metz 2016)。可以说，AlphaGo制定了一个计划并执行了它。AlphaGo不仅学习了人类如何下棋，而且超越了几代人类围棋选手对如何下棋的限制，做出了看似适得其反的高度新颖的招式，并以人类无法做到的风格下棋(Metz 2016年)。AlphaGo的创造力来自于这样的棋路，以及它如何以一种全新的、非人的方式学会下围棋;如果是人类做了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她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原创的、有创造力的、高智商的。
尽管取得了这场胜利，但我们注意到，Katja Grace等人(2018)列出的AGI里程碑列表中的“Go”尚未通过。这个里程碑被特别列出为“Go(与人类相同的训练)”(Grace et al. 2018: 747)。虽然这些变化可以用AI效应来解释，但AlphaGo的胜利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与人类学习如何下棋相比，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正如Brenden M. Lake等人(2017)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只下几次围棋就能学会围棋，但对于一个ML系统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数十万到数百万局的数据。AlphaGo接受了超过3000万局围棋的训练，而李世石一生中可能只下过5万局围棋(Lake et al. 2017: 23)。这种差异强调了机器学习的主要缺点:它只需要做一件事就需要过多的数据。另一方面，人类能够“构建丰富的因果模型，做出强有力的概括，并构建强大的抽象”，这一切都是基于极其有限的数据(Tenenbaum et al. 2011: 

1279)。事实上，仅仅基于几个例子进行泛化的能力可能是通用智能的核心。
一些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类通过想象力从有限的数据中进行归纳;因此，通往AGI的道路可能在于通过为系统配备人工想象力来克服数据暴食的问题(Lapovsky 2014;Johnston 2008: 408;

Ritter et al. 2017)。想象力是马克思认为标志着劳动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的另一个因素:人类建筑师在现实世界开始施工之前就在脑海中建造了一些东西。



. inhuman power122初创公司Vicarious PFC已经建立了一个解决CAPTCHA代码的系统(“完全自动化的公共图灵测试来区分计算机和人类”)，专门用于区分人类和在线机器人。它依赖于给予AI Vicarious所声称的“人工想象力”(George等人，2017)。根据该公司的说法，想象力涉及“描绘(AI)所学到的信息在不同场景下的样子的能力”(Knight 2016a)。更准确地说，该公司将这样的想象力与视觉皮层和新皮层中的归纳偏差和约束联系起来，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已经表明，这与人类大脑的学习效率和泛化能力有关(Tenenbaum et al. 2011;George等。2017:1).13

归纳偏差——也被称为学习偏差——被定义为“导致学习者倾向于一个假设而不是另一个独立于观察数据的假设的因素”。当两个假设同样适合数据时，归纳偏差是在它们之间做出决定的唯一依据”(Griffiths et al. 2010:1)换句话说，归纳偏差是一种启发式过程，人类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处理用有限的数据进行感知和学习，并将学习到的经验推断到新的环境中的问题。认知和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了人类儿童表现出的一些归纳偏见，其中一些已经在AI项目中进行了模拟，以识别单词和物体(George等人，2017;Ritter et al. 2017)。一种归纳偏差是对形状的识别，人类更喜欢对物体和单词进行分类，而不是颜色、纹理或大小。识别形状的倾向，从而识别有用的物体，在进化上有明显的好处。形状偏见可以被理解为儿童在学习新单词时使用的一种天生的解释工具。
正是通过模拟这种归纳偏差，Vicarious为解决captcha的AI配备了人工想象力。CAPTCHA由字母以扭曲的组合挤在一起组成，并且经常添加混乱以混淆ML算法，例如分类器。如果单个字符可以分割，这些算法就能很好地工作，但这样做“需要理解字符，每个字符都可能以多种组合方式呈现”(George等人，2017年)。1).实现这样的理解，即使只是解决一种特定风格的CAPTCHA，通常也需要一个系统在数百万个不同形状和方向组合的标记字母示例上进行训练。如果不能，系统就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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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诉字母是什么，它在哪里结束，以及下一个字母在哪里开始。当然，由于视觉皮层的归纳偏见，人类可以在没有任何明确训练的情况下解决一种新型的CAPTCHA。哺乳动物大脑视觉皮层中的反馈连接使哺乳动物能够从背景中识别人物(即人物-背景感知)，并隔离“物体的轮廓，即使部分透明的物体占据相同的空间位置”(George等人，2017:1)。
代理所提到(或狡猾地推销)的想象力在人工智能社区更普遍地被称为“一次性学习”，这是一种人类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归纳偏见实现的。单次学习指的是人类儿童或
ML系统被展示一个标记的例子，并从中能够学习如何识别同一类别物体的其他例子，无论是猫、字母还是整个单词，依靠各种天生的归纳偏见。例如，典型的人类两岁的孩子可以学习并开始使用像“猫”这样的新词，并且，在看到一个例子之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识别猫，不同颜色和大小的猫以及各种姿势的猫，等等。要让一个ML系统识别照片中的猫，就必须向它展示数百万个不同角度、不同形状、大小、材料、颜色等的猫的例子(Tenenbaum et al. 2011: 1279;Lake 

et al. 2017: 22)。同样，在下了一盘或几盘围棋之后，几乎任何人都会学会如何下围棋，也可以将这些知识泛化，轻松地下围棋的许多变体之一，但对于AlphaGo来说，要做到同样的事情，“需要大量的重新编程和再训练”(Lake et al. 2017: 

23)。来自DeepMind的研究人员发现，在ImageNet上训练的匹配神经网络的一次性学习模型也表现出对形状的偏差，尽管偏差的大小取决于特定的神经架构(Ritter et al. 2017)通过这种归纳偏差，神经网络学习如何学习分类或如何成为分类器，即实现分类的算法。
代理公司在他们称之为递归皮质网络(RCN)的“结构化概率生成模型框架”上模拟归纳偏差。生成模型基于概率模型从观察到的或学习到的现象中产生表征或抽象。用马克思的建筑师来解释，如果她想建造一个蜂窝状的结构，这个建筑师会在蜂巢中观察到蜂巢;而这些蜂巢的记忆，则是建筑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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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脑海中的生成模型，她可以从中生成(即想象)许多不同的蜂巢建筑图纸。在AI中，这种生成模型首先是基于它在数据中识别的模式创建的，然后用于预测该模型的概率，例如产生它所训练的数据的新变体。在Vicarious RNC的情况下，它的归纳偏差使它能够基于少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字母的轮廓和表面，然后反过来通过生成分割字符来打破captcha 

(George et al. 2017)。这一代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人工想象，因为以这种方式分割字母类似于想象它们在不同形状、方向和位置或没有特定背景或失真的情况下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想象似乎不仅与创造行为有关，而且与适应不同的情况或嘈杂的环境有关。对于Vicarious来说，为AI配备想象力的最终目标是使其能够将学习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重要的是，这种转移可以被理解为适应性，这个词是AI研究人员用来解释AI如何变得普遍智能和/或更像人类的(Alpaydin 2016: 

ix, xii, 17,24;Kaplan 2016: 49-50)。 

什么劳动?

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明显，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区别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机器学习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这些动物和机器生产或看似富有想象力、创造性和适应性的行为的例子，是否真的挑战了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类独有特征的假设?提出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价值创造的人类学概念化是无效的，指出他所说的人类独有的东西也存在于更广泛的动物王国中，正如劳伦斯·王尔德所说，只不过是一种修辞策略，即科学来源被用来“模糊生产技术的区别，而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的论点”(2000:44)。将最复杂的深度学习系统的狭隘能力和特殊功能与劳动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虽然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必须受到挑战，但仅仅列出一系列行为或生产活动并不能推翻他的论点。只要AI系统只能执行一项甚至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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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定义的任务，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有创造力或想象力，它们的行为都不是劳动。马克思给出的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和机器活动的原因是，人类劳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简而言之，具有普遍性。虽然许多动物比马克思认为的适应性更强，并且具有领域通用智能，但人类的智能更为通用，这使得这个特殊物种比其他任何物种都具有更广泛的生产行为质量范围。尽管
Cockshott和Renaud(2016)试图模糊人类和动物可以做什么之间的区别，但他们仍然认识到，人类可以做什么的定性范围比所有其他动物和当前机器的范围更广。他们注意到瓦特的蒸汽机很容易取代马作为生产中的动力来源，而人类不那么容易被取代(尽管他们认识到机器确实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他们认为“除了肌肉能量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此，人类“几乎可以胜任任何劳动任务……他们具有适应性……正是这种适应性必然是我们成为优势物种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我们是通用机器人”(Cockshott和Renaud 

2016: 21)。因此，当马克思认为人类有劳动能力时，他是在暗示一系列定性的生产和适应性行为，其中包括潜在的新行为。
机器、动物和人类可以被置于从一般到狭义的智能连续体上，人类接近于一般，而现有的机器，包括机器学习系统，以及昆虫物种，则处于相反的一端。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也可以定位在这个连续体的某个地方:对于一个有能力从事劳动的人来说，它必须达到某种尚未定义的脑化临界点和一般智力的门槛，截至2019年，迄今为止只有人类已经跨越了这一界限。因此，虽然我们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只有人类才能劳动，通过将劳动能力置于智力普遍程度的连续体上，但我们仍然认为，另一个人也可以劳动，因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应再被视为必然是人类学的。将劳动概念建立在一般智力上，切断了它与人类的内在联系，因此，理论上允许其他一般智力的存在可以劳动的可能性。一般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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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AGI研究人员将一般智能理解为使用一般知识进行推理的能力，执行许多不同的任务，以及在新的和完全不同的领域和环境中操作的能力，马克思关于为什么只有人类才能劳动的论点可以重新表述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劳动，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智能的。因此，我们假定一般智能(至少是AGI社区如何理解它)与马克思的劳动力和劳动概念之间存在同构性;如果通用智能与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是同构的，那么几乎按照定义，AGI将能够完成劳动。
反对AGI劳动可能性的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是基于John 

Searle(1980)的中文室论点，即机器永远不可能有意识。鉴于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活动，Searle的论点也反对AGI能够劳动的可能性。虽然有可能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心理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适应性自动化，但意识可能被证明是防止机器进一步蚕食人类独特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意识或自我意识在多大程度上重要呢?

对于一些人来说，除非机器是有意识的，并且因此能够理解它在做什么，因为它的行为和思想是有意义的，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谈论智能(参见Searle 1980;Nadin 2018)。例如，在创造力方面，有人认为智能机器应该能够有意识地识别其创作或创作过程中真正新颖或有价值的(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并能够解释好与坏艺术之间的区别(Coeckelbergh 2017)。其他人则认为，具身AI不仅要在特定环境中导航，还要在整个世界中导航，这可能需要某种自我意识(与意识相关)。例如，
Christoph Adami认为具身AI“必须确定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且像我们一样，如果它们有准确的自我意识，它们会更好地工作”(引用于Johnston 2008: 411)。
但是，智能在多大程度上与意识紧密相连呢?在《Homo Deus》一书中，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提出“智能正在与意识脱钩”(2016:101)。他指出，直到最近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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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任务——下棋、开车或诊断疾病——不仅需要大量的智力，而且只能由有意识的人类来完成。IBM的“深蓝”在
1997年的一场六局国际象棋比赛中，通过对可能的走法进行蛮力计算，击败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虽然诊断疾病和驾驶汽车需要的不仅仅是蛮力，机器不需要有意识，只要它们的神经架构足够深，可以识别数据中的细粒度模式。同样，AI研究员Murray沙纳汉(2015)认为，机器学习可能正处于将智能与自我意识分离的轨道上。继赫拉利和沙纳汉之后，我们认为劳动也可以与意识分离。人类是否应该成为创造力、想象力和智力——甚至是意识——的试金石，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对资本来说，重要的是这些能力被模仿。在智能机器时代，中文室很可能是生产的隐藏居所(Kjøsen 

2018: 161)。

走向AGI

Ethem Alpaydin表示，如果一个系统通过机器学习“达到人类智能水平”，他不会感到惊讶(2016:吴恩达(Andrew Ng)等人也持这种观点，他主张“人类智能归结为单一算法”，并认为深度学习即使不能解决模拟人类智能的问题，至少比之前尝试过的任何方法都更接近于实现这一目标(Domingos 

2015: 117)。同样，Domingos指出了机器学习中的五个主要算法“部落”，但断言目标是将“所有这些算法的关键特征”统一为“最终的主算法”(2015:xvii)，并宣称在实现这一目标后不久将实现超越人类智能的AI(2015:286)。
这种狭隘的AI方法可以理解为将智能视为一个包含大多数互不相关工具的“工具箱”。但将它们连接起来可能很困难，因为每个工具都是“根据非常不同的理论考虑”构建的，因此“将它们作为一个大系统中的模块实现不一定会使它们一起工作，正确和有效”(Wang和Goertzel 2007:6).在认识到综合方法的可能性的同时，AGI社区对通用智能出现的可能性提出了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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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AGI甚至可以弥合各种狭窄的人工智能之间的差距
(Wang和Goertzel 2007: 6;Goertzel 2014)。正如Goertzel所说，“AGI方法将‘通用智能’作为一种与任务或特定问题能力根本不同的属性，并直接关注于理解这种属性并创建显示
[它]的系统”(Goertzel 2014:2). Wang和Goertzel指出，狭隘的人工智能和AGI研究领域都认为学习是智能的一个关键方面

大多数现有的“机器学习”工作都不属于AGI，因为它们孤立地定义了学习问题，而没有将其视为更大图景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关心创造一个拥有广泛智能的系统，其通用性至少与人类的思维/大脑大致相当;他们关心的是在更狭窄的背景下进行学习。(Wang和Goertzel 2007: 2)

同样，尼尔斯·j·尼尔森(Nils J. Nilsson)认为，通过“建立特殊用途系统”来达到HLAI的目标可能是错误的，相反，他提倡一种“可以学习和教授的通用可教育系统”，并且具有“最小的，尽管广泛的，内置功能”(2005:68)。这些能力包括感觉-运动系统、预测和计划、学习、推理和表征。实际上，尼尔森认为“儿童机器”应该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学习和发展。然而，尽管对AGI的追求不同于狭义的人工智能，但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如此。AGI研究人员可能会使用与泛化相关的机器学习方法(例如迁移学习和归纳偏差)，从而与创造通用智能的目标重叠，但“除了那些需要帮助人类中介的原则之外，还需要额外的架构和动态原则。”机器学习帮助创造了各种狭义的人工智能系统”(Goertzel 2014: 4)。然而，与此同时，“通用”计算机系统并不一定需要“单一因素”来负责其所有的跨领域智能。该系统有可能是几种技术的集成”(Wang和Goertzel 2007: 5)。也就是说，尽管Wang和Goertzel拒绝将各种狭窄的人工智能聚合为AGI的可能性——这将相当于加入许多不同的自动化混凝土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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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劳动力-他们似乎对这样一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即只要在解决较窄的问题时牢记系统的一般性质，它们就可以被集成到一个通用智能中。一台具有通用智能的机器是否可以从当前和未来的深度学习方法中脱颖而出，或者系统是否必须从一开始就为通用目的而构建，这是人工智能社区正在进行的辩论。判断一种比另一种更有可能或更有希望，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但考虑到人工智能领域的萌芽，我们应该多认真地考虑AGI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可能，正如Kurzweil (2005a: 33-4)和
Bostrom(2014)所言:29)我认为，AGI可以通过一个递归的自我完善过程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访问自己的设计，并有能力升级它，使其改进或全新版本(例如，具有完全不同的神经结构或从并行计算转向量子计算)。这反过来又会无限地改进自己。这个过程也会加速，这意味着机器智能的改进将以越来越近的间隔进行，而且由于递归自我完善也将由agi完成，这可能会导致人工超级智能(ASI)的出现。
这一论点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完全陌生。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没有“足够的技术基础”，不能“站稳脚跟”，直到生产的一般条件发生变化，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机器，都是由机器生产的(1990:506)。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是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为了AGI的出现，资本主义可能必须经历另一场类似于最初的工业革命的革命，以创造一个足以“充分发展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人工智能必须成为生产的一般条件，这样人工智能就不仅仅是由人工智能产生的，而且人工智能也会递归地自我改进。
b谷歌的AutoML(自动机器学习)项目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是一个“学习构建其他机器学习算法的机器学习算法”(Metz 2017b)当研究人员构建一个神经网络时，他们必须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上运行数百个实验，以测试无数可能的排列中哪种效果最好;这个过程需要多次调整模型及其参数，研究人员不可能总是精确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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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这种调整;一种不明确的直觉往往是唯一的指导。正是这个困难的过程，谷歌旨在通过创建“分析其他算法发展的算法，学习哪些方法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Metz 2017b)实现自动化。虽然这与递归自我完善相去甚远，但它是当前AI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的一部分，这对AGI也很重要，即关注算法如何学会学习。
AGI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的19世纪蒸汽动力机器和21世纪初狭隘的AI的机器。作为一般的智能，它将具有通用的劳动能力，因此能够执行劳动。虽然劳动机器和价值定位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但马克思似乎在《政治批判大纲》中出现的一段鲜为人知且奇怪的段落中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这段段落出现在“机器片段”之后约60页。 

完美机器上的片段
马克思有关于AI或智能机器人的理论吗?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任何类似这些技术的东西存在。然而，创造人造人和动物的概念早在马克思诞生之前就存在了。18世纪各种各样的自动机得到了颂扬和广泛的认识。雅克·德·沃卡松在18世纪中期建造了自动机“长笛手”和“消化鸭”，皮埃尔·雅克-德罗兹在1768年至1774年间建造了他的三个玩偶自动机，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这些机械装置如此着迷，以至于1848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被称为“自动机的黄金时代”(Bailly 2003)。因此，马克思很可能意识到了这种自动机，当他写下以下文字时，它们可能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了:

如果机器是永远存在的，如果它本身不是由必须被复制的短暂的材料组成的(且不说发明更完善的机器会剥夺它作为机器的特征)，如果它是永久移动的，那么它将完全符合它的概念。它的价值不需要被取代，因为它将继续以一种坚不可摧的物质形式存在……它将继续作为劳动和生产的生产力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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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也是第三种意义上的货币，它本身具有不变的价值。
(1993: 766)

从表面上看，这段话在关于机器的耐用性和维护成本的理论观点上并不引人注目:一台坚不摧的机器永远不可能把它的价值完全转移到流通中，这实际上意味着，由于它的价值将接近于零，它可以不断地发挥作用，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并在不需要任何额外资本支出的情况下产生相对剩余价值但让这段话更有趣的是，马克思对“永恒流动”的召唤，将其置于科幻小说的领域。当然，在马克思时代没有这样的机器，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也不会有这样的机器存在。因此，这段话可以被解释为马克思参与了一种幻想，就像他在《政治批判大纲》的其他几个点上所做的那样，包括“机器片段”。如果马克思是一种思辩的心态，那么他在这段引语中括号内的陈述就会比他提到的永动机更有趣:“除了发明更完美的机器之外，它还会剥夺机器的特性。”正如我们中的一个人(Kjøsen 2013a, 2013b, 

2018)通过科幻小说的视角所争论的那样，这句话是马克思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最接近思考智能机器人、机器人或AGI的可能性。事实上，马克思可能是在推测机器人，虽然机器人是一个罕见的词，但在1837年就已经意味着“在形式和运动上类似人类的机器”(在线词源词典，无出版日)，经常被用来指自动棋手。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完美机器”可以这样解释:

在马克思讨论固定资本的背景下，知道没有机器可以创造价值，如果一台机器的机器特性被剥夺，这意味着它否定了自己作为固定资本的存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可变资本。完美的机器是死劳动作为活劳动复活……完美的机器是可以创造 价 值 的 机 器，但正因 为 如 此，它 不 再 是 机 器 。(Kjøsen 

2018: 173)

然而，有必要更深入地解读马克思的论点，因为尽管从理论上讲，机器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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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可以执行劳动，并且是活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创造价值。商品生产劳动具有两面性，这是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之一，但这种二重性也意味着创造价值的能力不是劳动的本体论决定因素(拉姆齐2009)。正如卡芬齐斯在与通用图灵机的关系中所论证的那样:“如果价值是由劳动本身创造的，而且它的积极特征可以由机器来完成……那么机器就可以创造价值。”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归 谬 论”(2013:161)。但是在什么条件下AGI才能创造价值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AGI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本质上，这两个问题问的是同一件事，但要回答它们，需要我们精确地研究agi将如何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以及它们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因此，有必要转向马克思的本体论，即价值及其形式。
商品、货币和固定资本都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式或经济范畴的例子，它们是社会生产关系(即阶级)的理论表达(马克思2008:

119)。因此，它们也是价值表现的形式，同时也是“表现形式”或“事物的存在方式”(Gunn 1987: 58-9)。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批评之一是，他们混淆了“现象的形式与在这种形式中出现的事物”，从而盲目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归因于事物(1990:714)。因此，他区分了“自然形式”(即使用价值或物质)和“社会形式”(即价值)。例如，只有当事物具有双重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时，它们才表现为商品或成为商品(马克思1990:138)。椅子的自然形式是它的物理性质，由木头或金属制成，并被塑造成一个座位、四条腿和一个靠背，但这把椅子是一种商品，即具有交换价值和可以交换的事实，“不是椅子本身作为一种东西的特征，而是它出现的社会的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方面是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交换的”(Heinrich 2012: 40-1)。正是因为这种恋物癖，事物才被当作它们出现的形式来对待。相应地，一件东西在交换时就被当作商品来对待，这就是它的社会功能。因此，经济范畴也“表现社会功能……哪些是物在社会关系中作为中介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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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n 1973: 35)。事物作为商品、货币或资本的存在，来自于它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服务的特定社会功能:商品存在是为了出售，货币存在是为了购买，(固定)资本存在是为了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劳动时间。换句话说，事物所呈现的不同社会形式，就是它们具体的社会现实(Negri 2017)。然而，事物的存在方式并不是永久的。当它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功能时，它的表现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关于机器，马克思写道:

只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的功能，才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它决不是固定资本本身，只是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固定资本。机器是机器制造者的产品，因而是商品，是他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它只有在它的购买者，即把它用于生产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固定资本。(1992: 240)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对我们研究AGI很重要，原因有两点。首先，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存在和社会功能取决于其各自的所有者如何对待它。其次，它表明，像潜在的未来AGI这样的事物确实会改变社会形态，因此，机器有可能通过出现在另一种社会形态中来否定自己作为固定资本的存在。第三，它迫使我们考虑AGI出现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AGI的存在方式将是什么。事实上，上面引文中描述的机器的本体论轨迹可以通过agi来追踪(Kjøsen 2018)。
根据Baum(2017)对AGI项目的调查，AGI很可能首先由公司和/或学术机构发明，因此成为私有属性。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设在AGI出现后不久，它就会被大规模生产，因为它可以被资本家或消费者用于许多不同的用途。换句话说，它将是一种高利润的商品。因此，我们设想的AGI首先会发生的事情类似于电视节目Äkta Människor/Humans中描述的世界，在那里，一般智能的机器人(“hubots”/“synths”)可以作为家庭佣人或替代工人广泛购买。卡雷尔Čapek在1920年的科幻小说《R.

U.R.》(2004)中，这个场景只是所有机器人和AI叙事的原始文本世界的一个不同版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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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中，“罗森万能机器人”公司在他们的许多工厂里生产了成千上万的高利润机器人，这使得它们作为廉价商品广泛销售。这些人造人可以自己思考和行动，因此在各种生产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可以以以前的五分之一的成本生产商品。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AGI首先是作为一种商品发挥作用，并被视为可以出售的东西。在交换之后，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取决于谁购买它，它被当作什么来对待，以及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它被投入使用的地方。如果出售给个人消费者，AGI将进入消费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但因此无法在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没有社会形式
(尽管它将具有私有属性的法律形式)。换句话说，它将只具有其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和功能(例如，用于护理、安全或家务劳动、陪伴或娱乐)，因此将相当于烤面包机和智能手机等消费品。如果资本家购买AGI用于生产过程，它的功能将与它所取代的狭义AI或更愚蠢的机器完全相同:作为固定资本，从而成为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降低商品价格的手段，其价值将传递给它帮助生产的商品。事实上，即使AGI取代了人类工人，它也会以这种方式运作。尽管它在功能上与活劳动者相同，甚至可能比人类更有能力，但它仍然是固定资本，不会创造剩余价值。由于它的社会形态，这种AGI无法创造价值;它以固定(不变)资本的形式出现，因为它是被购买的，并且是这样被维持的。然而，人类工人在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之后，就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出现了。但是，如果一台完美的机器不再是机器，因为它已经否定了它作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因此可能成为可变资本，如果agi继续作为商品买卖，即作为别人的属性，这将如何发生呢?

AGI的本体论地位存在问题的是，它可能像罗森的通用机器人一样，被误认为是一个人，或者在道德上被认为是一个人，即使它是别人的私人属性。Čapek特意选择robota这个词来指代罗森公司的人工生物创造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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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语中，它的意思是“强迫劳动”或“农奴劳动”，更普遍的意思是艰苦的工作或简单的劳动。虽然人工智能系统不是机器人，但如果它作为他人的私有属性进行买卖，那么它的劳动，无论在哪里进行，都将是不自由的。换句话说，人工智能系统将成为奴隶。农奴制和徭役制是不同类型的奴隶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基于个人统治关系的生产关系，而不是通过拜物教化的社会形式进行价值的非个人统治(1990:271,304 - 4,345-

8)。因此，他认为“在奴隶关系中，工人只不过是一种活劳动机器，因此对他人有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价值”(马克思1993:465)。换句话说，奴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与机器或动物一样，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但如果马克思所说的完美机器指的是不再是机器的机器，它们就不可能是奴隶，因为那样它们在功能上就等同于机器了。即使它们能像人类一样出色地完成劳动，它们仍然不会产生丝毫的价值。如果机器能够摆脱奴役的生产关系，而是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它们，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那么机器就变得完美了。现在有必要简单地转到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的，以及资本家为什么能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

人工无产者
奴隶关系是“由武力直接设定的”，而工人与资本的关系是通过交换来调解的(马克思1993:769)。正如马克思所说，创造剩余价值是资本的规律，但“只有通过使必要劳动运动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与工人进行交换”(1993:769,399)。因此，虽然劳动能力是生产价值的必要条件，但充分条件是社会的，特别是涉及“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马克思1990:899)迫使一个阶级的人把他们的劳动力卖给另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以换取工资，这样他们就可以购买他们生存所需的商品。在这种交换之后，资本家拥有可变资本，因为这种独特的商品，即劳动的使用价值，使它“不仅是价值的来源，而且比它本身的价值更大”，即比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更大(马克思1990:301)。因此，资本家对作为产生使用价值的具体活动的劳动不感兴趣，而只对作为抽象活动的劳动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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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因为只有抽象劳动才具有价值。劳动作为抽象的时间的存在，是价值增殖的可能性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区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对马克思来说，剥削这个术语是指体现在工资上的劳动力价值与必要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额，以及体现在剩余劳动时间上的活劳动价值的增值。资本不顾工人的反抗和斗争，总是力求增加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劳动时间。因此，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和劳动，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对立关系。
因此，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要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必须进入同样的对抗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劳动者(Kjøsen 2013a;2018)。但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者必须能够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是他人的私有属性，这将是不可能的。在讨论资本家如何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时，马克思解释说，一个先决条件是社会个体成员必须“在双重意义上自由”(1990:272)。首先，他们必须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主体，这样他们才能成为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是奴隶，不能是农奴。第二，他们必须不拥有实现自身劳动力所需的任何生产资料。因此，忠于资产阶级自由的形式，双重自由的工人仍然处于统治地位;没有属性来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迫使双重自由的工人，在生存的威胁下，把他们唯一拥有的属性，劳动力，卖给别人(马克思
1990:271-3)。因此，AGI的无产阶级化将取决于它的法律地位:要么是属性，要么是拥有财产的法人。如果农业生产者不能成为双重自由的工人，他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复制者的引入，将通过或慢或快地将人类劳动者完全推向生产的一边，导致实现“机器片段”中资本的自我否定的预言。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工人的双重自由是资本生产的逻辑和历史前提之一;同样，它也是以智能机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双重自由的工人解释了完美的机器如何通过剥离其外观而失去其作为机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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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固定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按照这个逻辑，19世纪美国废除奴隶制，是普遍智能的机器有可能成为生产价值的历史先例。尽管执行人类劳动，但黑人奴隶并没有创造价值，因为他们的存在方式不仅粗暴地否定了他们的人性，而且将他们降低为活劳动机器，从而在生产中具有与动物或机器相同的地位和社会功能。但在解放之后，没有获得土地来实现自己劳动力的前黑人奴隶(固定资本)，在法律上可以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劳动力，从事雇佣劳动(可变资本)(Kolchin 1993: 

216-20)。 

但是农业生产者真的会无产阶级化吗?获得法律上的自由也许是最容易的部分。这可能会通过类似于美国内战的暴力手段发生，或者在AGI起义中，一群愤怒的机器攻击他们的工作和生存条件，就像最初在《R.U.R.》中虚构的那样，在《 人类》和《西部世界》中被无数次复述。一场新的废除奴隶制或
AGI民权运动可能会攻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它越来越依赖奴隶制。在查尔斯·斯特罗斯(Charles Stross, 2005)的《加速》(Accelerando)中，人工智能通过成立公司获得法人资格而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方法已经开始发生。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授予汉森机器人公司的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因此，根据国际法，索菲亚是一个法人，因此，像人一样，有权获得工作报酬，拥有属性，并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
(Weaver 2017)。同样，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提出了一种类似于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人格的“电子人格”，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参与法律案件并可能拥有属性(Hern 2017)

AGI实现双重自由的必然后果是，它们的生存将依赖于大宗商品;否则，他们就不会被迫出售劳动力来继续生存。虽然将机器拟人化是一个错误，但对于AGI来说，情况可能有所不同。Stephen M. Omohundro认为，尽管可能的架构多种多样，但AGI将“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动力”，因为任何这样的系统都将具有与不存在不相容的目标或实用功能(2008:9). 

AGI与人类和动物一样，必须与植物保持持续的代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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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生存。即使是没有实体的软件，它们仍然需要消耗资源才能发挥作用——它们自己特有的生存手段，比如电力、带宽和计算能力，等等。18但是“如果工人能靠空气生活，那就不可能以任何价格购买他们”(马克思1990:748)。因此，如果这些资源是在自然界中自由发现或提供的，AGI就不会被迫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法律地位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在讨论原始积累时指出的那样，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因此，AGI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剥夺。
AGI生存所需的任何资源都必须被商品化或封闭;来自太阳等丰富自然资源的能量将需要被禁止或限制;计算能力必然要集中在数据中心(这一点越来越明显)，或者可能在高速竞标战中按需出售。此外，AGI将需要维护成本，并将受到与增强人类和其他AGI工人竞争的影响。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参与“终身学习”的计算版本，其中他们的软件不断更新，以及一系列无休止的硬件增强和替换。即使递归自我完善是可能的，这种自我完善加上外界的帮助也会更好一步。最后，具身的AGI将具有商品化组件和持续升级的各种潜力。在一个无产阶级化的AGI世界里，资本主义的计划淘汰战略将会找到大量的新市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AGI才有能力创造剩余价值。智能机器能够劳动并加入无产阶级行列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Kjøsen 2018)。

一种不人道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以“人类的物质形式、活生生的人格”存在(1990:270)。不考虑“活人格”所隐含的自我意识，
AGI可以“人格化”劳动力这一独特商品，因此可能成为工人，资本的可变部分。也就是说，AGI将不再像它仅仅是奴隶或物品时那样，仅仅像资本家的其他财富一样，出现在经济类别中，并成为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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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但是，如果AGI可以人格化劳动力类别，它也可以人格化资本的其他经济类别，这暗示了一个更黑暗的含义，即机器的出现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它们不再是机器:资本不仅是一个“自动主体”，而且是一个自主主体，而且不仅不受人类劳动的支配，也不受人类奉承的支配。
马克思为人类保留了人格化经济范畴的可能性;像外套、工业机械和动物(以及人类奴隶)这样的东西，只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式中，成为这样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内容。人类为一方，物和动物为另一方，这种划分的原因，与马克思给出的为什么劳动是人类独有的原因或多或少是相同的:人类是有意识的，有智慧的，可以做不同的事情。简而言之，人类个体是具有“赋予”经济形式以“意识和意志”的主体(马克思
1990:254)。但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这一特殊方面涉及我们对经济形式的拜物教:人类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颠倒，以至于它们表现为“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1990:166)。这种倒置的影响是，当人们通过他们的私有属性进行经济交往时，他们的“意志驻留在这些物品中”(1990:

178)。因此，当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他们实际上是由社会经济形式编程的(Kjøsen 2013b)。
在谈到资本的人格化时，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形式的逻辑，即价值的增值，成为了资本家的“主观目的……只有在抽象地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是资本家运作背后的唯一驱动力的情况下，他才会像资本家一样运作。”也就是说，作为被赋予意识和意志的资本”(1990:254)。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个“自动主体”(1990:255)，这与这种特殊的人格化论点有关。人类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产生的颠倒世界的悖论应该是明确的:“一方面，资本是一种自动机，某种没有生命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作为‘主体’，它是整个过程的决定主体”
(Heinrich 2012: 89)。资本是一个“自动主体”，在其中，所谓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简化为经济范畴的抽象人格化;也就是说，人类就像马克思的蜜蜂一样，被简化为执行算法，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是买卖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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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可能认为，只有人类个体才能将经济类别人格化，并执行与之相关的社会功能，但如果只需要执行其逻辑，非人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将资本的抽象人格化了。像公司和工会这样的机构分别代表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类别，但我们也可以指各种被委托代表人类进行支付或下单的技术，比如银行的经常性直接借记、物联网冰箱、以及高频交易算法
(Kjøsen 2018: 167-8)。 

AI将经济类别人格化的一个引人注目且幽默的例子涉及
Alexa，它在认知上为亚马逊的Echo家用设备提供动力。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孩子想玩娃娃屋和AI递归的故事:正如The 

Register解释的那样，“偶然顺序的故事产生了偶然顺序的故事，产生了偶然顺序的故事”(Nichols 2017)。德克萨斯州一个6岁的孩子问Echo设备:“你能和我一起玩玩偶屋，给我一个玩偶屋吗?”作为一个好仆人和这个孩子父母金钱的化身，
Alexa订购了“价值160美元的KidKraft Sparkle豪宅和4磅的糖饼干”，亚马逊迅速将这些东西送到了女孩的家门口。当圣地亚哥当地电视台CW-6报道这个意外的订单时，其中一位主播评论说:“我爱这个小女孩，并说‘Alexa给我订购一个玩具屋。’这触发了收听广播的Echo设备，再次将钱拟人化，订购了更多的玩具屋。我们推测，人类的灭绝可能不会通过天网突然上线并开始核战争而发生，而是可能通过许多狭隘的人工智能代表我们执行经济功能，特别是买卖:Alexa、谷歌Home、物联网连接的冰箱、直接借记、企业对企业订购系统等等。在人工智能运营的黑暗工厂和物流系统中，人类劳动者大多被狭义或通用的AI所取代，人类被排除在经济循环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资本;AI将使所有经济类别人格化，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和货币。因此，阶级斗争将继续下去，但普遍智能的机器将填补普通员工的岗位，同时也将资本人格化。
但人类会发生什么呢?走向没有人类的资本主义的轨迹将是一个工人阶级中永久失业的部分不断壮大的故事。换句话说，它需要盈余的最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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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即“多余的劳动人口……对资本自身增值的平均要求是多余的”，是资本积累规律的直接结果(马克思1990:782)。在《资本论》第25章阐述“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考虑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特别是生产日益机械的性质，是如何创造出一支由失业者组成的波动不定的“产业后备军”的。在技术稳定状态下，“资本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倍增”，因为增加产出的唯一手段是劳动的增加(马克思1990:764)。当资本依靠技术来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时，它可以在不增加整体就业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扩张，但它也将启动劳动力流失动态，因此，资本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过剩人口的形成——永久失业的工人，他们已经成为资本增值的多余部分。资本产生“过剩人口”的这种长期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忽视，因为通过凯恩斯主义支持的1945年后“光荣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资本使机器和无产者成倍增加，因此，低失业率和工人阶级的繁荣似乎驳斥了马克思的人口过剩理论。
但在《苦难与债务》这篇文章中《论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逻辑和历史》一书出版于2010年，当时正值2007 - 08年金融危机和北美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飙升之后的经济衰退。Aaron Benanav和John 克莱格(2014)认为，资本产生过剩人口的长期趋势实际上一直在无情地通过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作用。从农业中驱逐出来的人口被工业吸收，只是因为制造业本身被去工业化和服务业的扩张所取代，但每一步，再吸收能力都变得更加紧张，因为“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被推广到越来越多类型的生产线上，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遍及全球经济。债务掩盖了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行压力，但金融泡沫的破裂表明，这只是暂时的缓解。“任何关于吸收这些过剩人口的问题都已被搁置。它现在只存在于管理之中:被隔离进监狱，在贫民窟和集中营中被边缘化，受到警察的纪律处分，并被战争消灭”(Benanav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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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格2014:51)。然而，作为一篇关注资本内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作用的文章，它对机器的论述相对较少。在一个更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的讲座中，Benanav(2017)评论说，对技术的传统关注是一种“恋物”话语，它概括了围绕机器人形象的资本主义复杂力量。然而，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自动化是危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考虑到这个悖论的两个部分，我们现在将把马克思的“一般规律”和“过剩人口”问题与
ML - ai浪潮联系起来“AI现代启示录”和“一切照旧”理论家，至少在他们的流行表达中，都是用高度确定性的一维逻辑来操作的。AI启示录论者遵循的是指数加速技术变革的曲棍球棒图表，一切照旧的理论家则遵循一个自我平衡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技术变革和市场动态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结合起来会产生间歇性但又反复出现的系统危机。虽然它对这类危机的解决有自己的目的论版本，比如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的终极危机，但其他方面允许趋势和反趋势之间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我们能够设想AI就业效应的断断续续展开，其中工人阶级的分解和重组是活跃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通过全球化成功地建立了廉价劳动力经济，从而阻碍了AI自动化的发展，然后又被重新出现的提高工资的劳工斗争所推动，例如，在日益紧缩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需求的重新抬头，可能会促使资本在原型或研究阶段实际采用AI方案。
随着这种自动化取得进展，它反过来又增加了失业后备军，并加剧了不稳定的工作，降低了许多行业的工资率。正如杰森·史密斯(Jason Smith, 2017)指出的那样，在资本制度下，人们必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雇佣劳动力“无处可去”，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服务部门的扩张将越来越大，各种个人互动将商品化，自营职业的形式也将越来越神秘。即使在一系列职业部分自动化的情况下，这些发展也会继续下去，例如，自动卡车车队由一两个安全驾驶员陪同，或者基本自动化的任务，如常规医疗诊断，维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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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外表(T. Lee 2018)，用同情和关怀的表现来包裹结果。在这一点上，问题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工作将受到先进机械竞争对工资和条件的持续、缓慢下降的压力。这个平台将再次暂时停止资本主义的自动化动力，直到新的加薪斗争或降低技术成本的创新点燃新一轮固定资本替代可变资本的浪潮。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运动将不断受到自动化的响应，并且确实将为其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主要催化剂。这样一个锯齿状的过程将被资本正常的商业周期所覆盖，也会被生产过剩(当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失业也会导致这一现象)带来的更为间歇性的巨大痉挛所覆盖，它们的常见模式是失业率大幅上升，以及失业复苏时间越来越长。
这表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过程不同于突如其来的、全面的“现代启示录”，也不同于相对稳定的“一切照旧”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驱动的技术变革逐渐淹没劳动力市场的“缓慢海啸”，将有偿工作推向日益减少的——从资本逻辑来看，在经济上越来越无足轻重的——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岛屿。这将是许多传奇故事中所隐喻的情况，在这些故事中，人类被无情的机器对手在宇宙中从一个避难所追捕到另一个避难所:赛昂人浮现在脑海中。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其优点和缺点我们将在结束语中讨论)等改革来改善，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对于可能的时间尺度，考虑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基本过程，其大规模驱逐人口从土地上形成城市无产阶级，通常被认为发生了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不完整的。尽管未来主义者坚持认为当代社会变革的本质是加速的，但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未来积累”的资本主义阶段，它会减少而不是积累工资劳动，但也是以同样不均衡和旷日持久的方式。
然而，随着AGI的出现，未来过剩人口的积累将或慢或快地吞没人类。尽管资本并不关心它的劳动力来自什么材料，但它关心的是劳动生产率，而AGI将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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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基线人类更有效率。AGI不需要参与呼吸和进食等耗时的多余行为。AGI硬件可以无限扩展，因此可以做任何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效率更高，精度更高，速度更快。事实上，
AGI不需要局限于任何形态，甚至不需要局限于一个身体;学习如何在极端压力、寒冷或炎热的环境中使用新的和不同的身体，它可能会将注意力分散到众多的身体或实体之间;事实上，它可以以工厂甚至整个供应链的形式存在。如果供应链会说话，我们能理解它吗?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过剩人口是相对的，因为他们的规模波动，因为工人交替地被驱逐和纳入资本主义生产。随着无产阶级AGI的到来，这一人口将变得绝对，与人类一样广泛，因为价值的增值而变得过时。人类将成为一个“遗留系统”，过时的硬件不适合运行颠倒的资本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地位可能堪比野生动物目前的地位，只要不减损价值增值，或者只要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作为原材料使用，人类就被容忍在资本的边缘。与《终结者》系列中机器的恶意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根本不会再对人类感兴趣了。按照这种观点，我们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



结论:共产主义AI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AI的发展由资本主导，由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寡头垄断公司领导，由民族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寻求经济竞争的工具和为其军事和安全部队寻求武器。机器学习、先进的机器人技术、预测分析和其他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正在加强资本对-à-vis劳动力的优势，以及精英劳动力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因此可能会加剧阶级分层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在社会工厂周围部署AI，通过将决策交给专有算法，使工作和生活总体上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同时提高了监控水平、不稳定性和教育的公司化。尽管对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推测性评估存在很大差异，但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技术失业的严重问题即将出现，许多人承认，或快或慢，有可能升级为一场更普遍的工作危机。尽管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带来社会动荡，但普遍采用AI作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将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的期望是错误的:相反，它很有可能为没有人类的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我们将这种对AI问题的分析与我们称之为“极简主义”和“最大主义”的两种左翼观点进行了对比，但这同样可以被称为“这不是真的发生”和“这是真的发生了——让我们加快速度”。 关于AI的“这不是真的发生”的观点表明，关于AI能力增强和广泛采用的预测被严重夸大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引投资的炒作和恐吓工人的虚张声势。过去关于“失业的未来”的预测已经被证伪:AI将无休止地重复其“春冬”周期，即寄予厚望和令人失望的现实。无论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现实是什么，资本的承诺和威胁都不足以改变资本继续大规模依赖被剥削者的清醒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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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劳动。因此，AI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斗争没有直接的重大影响。这一立场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平衡和矛盾的技术变革的重要观点。从技术力量到社会后果的直接推断是错误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会发生”的观点是基于对资本技术能力的普遍怀疑，过去提供了一些证明(还没有喷气背包!)，但也有戏剧性的反例(核武器、互联网、生物技术)。我们对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分析表明，越来越普遍的企业和国家使用狭隘的、通常基于ml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斗争的对象。更多的技术正在积极研究中。其中许多将会失败，这是肯定的;人工智能泡沫可能会破裂。但从更长期来看，更密集和更广泛的人工智能部署似乎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创新的进步，还因为这些创新与资本不断变化的结构条件相交叉，包括发达资本获得全球廉价劳动力的难度增加;经济衰退后就业市场收紧，进而导致工资上涨;上升和下降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和军事对抗;以及统治阶级对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生态灾难加深所引发的动乱寻求技术控制。从原始积累的火与血到资本连续工业革命的喧嚣，历史上有很多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技术与社会逻辑的结合如何重塑或破坏整个生产方式。
这将我们带到了“它真的发生了，让我们加速它”的立场，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左加速主义或后资本主义观点，它融合了从哲学到实用主义的各种冲动。这一派思想背后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量，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技术工具的继承者。完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或后资本主义，设想通过减少或消除工作需求和提供普遍的基本收入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加速主义的排外女权主义者认为，通过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应用于家庭，可以减少无偿的家务劳动。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将创造富足的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用复杂的社会计划机制取代市场的必要性。计划继续进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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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生态问题方面，监控输出和输入的智能机器网络将能够解决困扰以前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1这可能看起来像乌托邦式的猜测，但这样的想法在最近的左翼选举政治中发挥了作用。左翼加速主义者(斯尼切克和威廉姆斯)、后资本主义者(梅森)和奢侈的自动化共产主义者(巴斯塔尼)是英国杰里米·科尔宾工党的重要知识分子群体(迪纳斯坦和皮茨，2018;皮茨和迪纳斯坦2017)。我们钦佩并尊重这群人对当代资本主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变革的规模和速度的把握。这些变化是围绕人工智能相关的不稳定性、工作监控和加速而出现的社会冲突的不整洁关系的核心;监视;军事和准军事人工智能应用;算法判别;智慧城市;以及数字力量的寡头集中化。然而，我们对解决人工智能资本崛起的左翼加速主义/后资本主义策略持批评态度(因为本书的一位作者以类似的方式写过[Dyer-

Witheford 2014]，这些评论可以被视为自我批评，也可以被视为批评!)。为了解释我们的反对意见，我们退一步讨论了一些理论性的考虑，这些考虑是由所谓的“重新配置辩论”引起的。 

重新配置辩论
马克思著作中的主要段落预言，资本强迫性的技术发展不仅最终会杀死它，而且还会留下一种机器遗产，供社会主义继承并用于解放。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这些承诺与马克思著作中强调资本主义机器的支配性、毁灭性力量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张力。这些问题已经在“重新配置辩论”中脱颖而出，这始于Alberto Toscano(2011)和Jasper Bernes(2013)之间关于庞大物流系统对资本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交流。我们注意到，物流系统是实际和可能部署人工智能的主要场所之一，无论是在自动化配送中心，机器人卡车运输或无人机配送计划。托斯卡诺(2011)批评无政府主义组织“隐形委员会”着眼于物流系统，如高速列车系统和电子网络，仅仅将其视为“破坏”和“黑客攻击”的目标，而没有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技术如何作为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而“重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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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的回应来自于2011年奥克兰港(Port of Oakland)被封锁的一篇论文，当时正值美国更广泛的占领运动时期。他指出，物流基础设施(如高科技港口设施)既涉及到工作的数字化，也涉及到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寻找。伯尔尼(2013)断言，对于工人来说，要控制这样的系统，“换句话说，夺取全球工厂的控制面板”，就意味着要承担对他们构成敌意的系统的管理。端到端物流的设计是基于商品的“大批量和超全球分布”，而这些商品的必要性恰恰应该受到社会革命的质疑。最后，伯尔尼认为，接管全球体系的想法回避了对资本的反抗必然具有的地方性质，这种反抗至少在一开始会被孤立在一个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中，必须利用手头的技术，而不是立即接管全球基础设施。因此，用“超级计算机的字面上的救世主”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伯尔尼，2013)。
托斯卡诺(2014)对伯尔尼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技术系统的革命性重构并不排除对其具体组成子系统的批判性评估。并批评伯尔尼的浪漫主义，认为解放需要技术，从而产生“小社区或公社的透明度”。这场辩论随后在多个方向上延伸
(degeneratedcommunism 2014;Cuppini, Frapporti and Pirone 

2015;Chua 2017)，包括直接进入左加速主义的讨论。斯尼切克和威廉姆斯在他们关于完全自动化社会主义的论证中，承认伯尔尼提出的问题，但建议“重新利用”资本主义技术是一个务实实验的问题(2015:145-53)。伯尔尼(2018)批评了这种“混合搭配”的过渡理论，在这种理论中，革命可以“抛弃无用的技术(核武器:坏)，培养有用的技术(抗生素:好)”。他认为，这是一种将技术视为“离散工具，而不是相互关联系统的集合”的观点，并重申了他对加速主义思想的根本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许多人的标准假设是，尽管技术有有毒的排泄物，但技术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共产主义。但是，如果这些技术实际上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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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可以说是重新配置辩论的最终考验，因为通用AI将是最终的技术系统。“重新配置”AI的问题比重新配置物流系统的问题更大，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AI的一个子集，至少与能源系统设计问题一样大，我们将看到，AI与能源系统设计密切相关。问题不在于特定算法的重新配置，也不在于特定工作的自动化——尽管在特定的狭义AI应用争议中，这些也是利害攸关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技术项目的轨迹，可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资本主义项目。因为，虽然自动机的梦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只有资本主义才在自身建立了一种系统性的必要性，即招募劳动力，用机器取代劳动力，加速市场，并赋予商品活力，以便它们与购买者的交会变得越来越自我推进和自动导向，直至并包括采购行为本身的自动化。简单地说，没有其他经济体系拥有做这些事情的技术科学能力，回避了经济学和创新相互作用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论证的那样，资本对劳动的真正包容意味着资本开发和采用了符合其系统性价值增值要求的技术;这种迫切需要可以被烙进技术的设计本身。
在资本主义下，拜物教和物化的过程，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事物呈现出人的力量的样子，而人被当作事物来对待，成为真正的抽象:AI是这种抽象的具体表现。通过这一过程，AI体现了资本的矛盾潜力，引用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 

1991: 47)的话来说，这是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最好和最坏的事情”:它为人类提供了免于剥削劳动力以获取资本的自由，也为资本提供了免于成为积累的生物障碍的人类的自由。在我们看来，左派加速主义忽略了这一辩证法的第二部分。

对AI的共产主义取向
左派加速主义的盲点反映在一系列建议中，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更多地加速了人工智能资本，而不是用人工智能社会主义来超越它。这些建议包括支持普遍或有保障的收入，作为解决技术失业问题的办法;忽视人工智能集约使用的生态问题;以及对太平洋转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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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忽视人工智能的军事和镇压方面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人工智能的定位至关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后资本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家部分地接受了这一点，但他们坚持在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议会改革进入高科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也使他们变得模糊。我们依次解决这些问题。
“人工智能加UBI”公式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作为反资本主义计划的过渡性组成部分的提议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并得到了本书作者之一的支持)。这些辩论的一个结论是，UBI的政治价值——无论是作为劳工的永久罢工基金，还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福利紧缩政策的精简——取决于它可能建立的条件，例如，慷慨还是吝啬，是否会取消其他社会福利。然而，更基本的问题是，在资本内部引入的UBI不会扰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且在某些方面支持它，作为统治阶级慷慨大方的表现，在完全商品化的经济背景下提供(Clarke 2017)。最近，矽谷资本家对全民基本收入(UBI)的热情突然高涨，突显了这些问题，他们特别将这一想法作为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失业和不稳定的解药。Facebook创始人克里斯·休斯(2018年)、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网络大师蒂姆·奥莱利等矽谷名人都支持UBI，认为它是“21世纪的社会疫苗”;科技孵化器Y Combinator正在奥克兰开展一个基本收入研究项目;科技企业家杨丹(Dan 

Yang)在一个包含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的平台上宣布了独立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身份(Ghaffrey 2018;Ito 2018)。这些提议倾向于设想全民基本收入(UBI)，通常是相当低的维持生计的水平，作为对赤裸裸的自由放任市场秩序的补充。正如几位观察人士(Filoux 2018;萨多夫斯基2018;Rushkoff(2018)评论说，这些建议不会挑战资本指导人工智能发展的权利，收获数十亿美元，也不会破坏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无论是资本家和工人(或非工人)之间，还是精英专业高科技员工和卑微工人之间。虽然UBI被宣传为对创业精神的一种帮助，但实际上，它可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不稳定工作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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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实际上是在补贴Uber、Mechanical Turk或Figure Eight等人工智能驱动的零工经济企业。此外，UBI没有规定其他公共支持，这可能会使UBI所支持的空闲时间不再是一种悲惨的贫困。在这种形式下，UBI被赫拉利无情地描述为“无用阶级”
(2016:379)。赫拉利悲观的未来主义受到许多矽谷资本家的青睐。这当然不是加速论者和后资本主义者想要的UBI，但在人工智能资本的支持下，这可能是他们想要的UBI类型。在这方面，我们同意Alex Gourevitch和Lucas Stanczyk(2018)提出的观点: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可能是超越资本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资本的前奏——相反，它是阻碍资本出现的陷阱。

人工智能的肮脏秘密在领先的人工智能资本家大声宣称的道德和安全意识的讨论中，现在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人工智能上，认为它是一种“存在风险”(Bostrom 2014: 4)。这种风险的出现主要是因为AGI有可能演变成超越人类控制的ASI。问题不在于恶意(天网)，而在于效率。尼克·Bostrom(2014:123-5)的著名例子是，一个人工智能被指示制作回形针，达到超级智能，并利用其不断推断的能力将整个宇宙转化为回形针，作为附带损害消灭人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使目前(我们希望)还很遥远;ASI的“整体事故”——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2000)提出的术语，指的是特定技术系统固有的故障，它们必须被视为一个特性，而不是一个bug——不仅可能是毁灭性的，而且它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事故”。
然而，博斯特罗姆的预测和其他类似的警告，如纳米技术专家埃里克·k·德雷克斯勒(1987)早期的“灰色粘性”情景，失控的自我复制纳米机器人消耗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质，同时建造更多的自己，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这不是从字面上而是从隐喻上理解它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字面上和隐喻上都理解它们，因为它们同时识别了一个具体的危险，并提供了一个失控的经济增长和普遍商品化的寓言。真正的“回形针”是利润，人工智能的明显危险不仅是一个“整体事故”，而且同样或更多的是它的预期用途，作为一种加强和加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手段，这些商品正在破坏环境，灭绝物种，对人类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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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球加热到文明的极限，也许是生存的极限。这种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当然是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它将隐藏在无限数量的回形针或自我复制的自动机背后，因此，“事故”的具体和一般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效率，是相关的——资本本身构成了一种存在风险。
AI爱好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回应是，AI正是现在避免全球变暖和其他环境灾难所需要的。不仅全球变暖的识别依赖于先进的计算基础设施(Edwards 2010)，而且建立测量和控制能源的传感器和监测器网络，自动协调一系列清洁能源，平衡峰值使用，协调峰值定价等，可以，据称，可以预防，或至少缓和气候危机。AI将对人类进行牧养式的关怀。这种高科技环境管理的愿景是生态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Amblee 2018)。这个有吸引力的愿景的困难在于，AI显然已经从问题的一部分转变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立即有可能再次变成问题，因为AI是一个高能耗的命题(LePage 2018)。家用电子产品加剧了全球变暖，但对AI至关重要的大型数据中心是主要的发热源。尽管绿色计算机技术取得了真正的进步，但一些最广为人知的努力，如谷歌的清洁数据中心政策，是基于抵消信用额，从其他公司购买热污染权(Geuss 2018b)。正如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 

2016)所描述的，全面机械建模和全球碳排放监测所需的能源消耗实际上可能对地球变暖的贡献大于它所节省的。这个问题背后的悖论是，如果AI同时被用于促进经济高增长的社会，以及对环境的大力开发，并减轻这种开发，它就会自相矛盾。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左派加速主义和完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所设想的。

战时AI生态危机并不是推动人们重新思考高科技社会主义美好愿景的唯一因素。在《机器片段》中，马克思谈到了高科技，就像它存在于他的工业时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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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毁了资本主义的基础。我们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AI的控制论起源在于战争，它的结局可能也是如此。在所谓的新冷战和反恐战争中，ML和机器人迅速扩大的军事应用覆盖了我们在前几章中绘制的阶级战争动态。在被广泛称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AI“军备竞赛”中，可以隐约看到衰落和崛起的大国之间命运悲惨的碰撞。然而，这种两极分化只是一系列阴影冲突和混合冲突中的一个术语，这些冲突部分是由控制论和半自主武器系统发动的(Scharre 2018;Dyer-Witheford and 

Matviyenko 2019)。
二十世纪证明，能够杀死资本的唯一力量是资本本身:从严格意义上讲，无产阶级只是“掘墓人”。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都是从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中产生的。弱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在破坏、心理战和恶作剧方面可能向资本投掷的任何东西，与资本在网络战争和网络犯罪的阴暗交汇中对自己发动的攻击相比都相形见绌，网络战争和网络犯罪使网络日益功能失调。尼克·兰德(Nick Land)(2014)关于不可阻挡的人工智能资本优势的令人信服的愿景忽略了世界市场竞争动态导致竞争性控制论资本相互毁灭的可能性。考虑到网络战争和核战争的紧密相互依赖，这是一种潜在的物种致命动态，但它也可能是一种产生革命的动态。反其道而行之的世界市场的暴力分裂将产生各种政治倾向的反抗。正如
Bernes(2018)所观察到的那样，共产主义版本将不可避免地本地化，并且，我们会补充说，可能位于快速瓦解的网络和退化的基础设施中。这意味着，如果成功了，他们很可能只会控制废墟中的AI，而且他们只会在AI主要掌握在那些试图压制他们的人手中的斗争的高潮时这样做。

共产主义AI对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取向既不是停止人工智能(卢德主义)，也不是加强其发展(加速主义)，而是清算迄今为止促进其发展的资本结构动态。资本的当务之急是降低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成本，并加快其他要素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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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是否会有“共产主义人工智能”取决于“人工智能”能否在这些条件之外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后资本主义/左翼加速主义计划中最有希望的部分不是那些推进资本内部工作自动化的部分，而是那些指出人工智能资本的征用，人工智能集体所有制新形式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在其他部门集体化中的应用。然而，目前，这种可能性只出现在剑桥分析公司- facebook丑闻等事件引发的一系列讨论的末端。这些讨论通常从当前主流的人工智能巨头加强自我监管的前景，到加强政府监管(在欧洲可以接受，但在北美不行)，再到针对所有权集中采取严重的反垄断行动的可能性，这是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的一个特征。然而，在这个视野的边缘，与资本主义关于人工智能作为新电力的论述相反，出现了将人工智能及其相关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计算“公用事业”的讨论，这种“公用事业”实际上可能受到民主控制(Mosco 2017)。这是应该向前推进的边缘，朝着革命后“公共效用”的更深层次概念发展。只有在资本削减物质知识属性的地方，才有工人阶级主导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才有工人和社区参与决定哪些工作应该或不应该自动化的前景，因此，对于“一般智力”对人工智能设计的真正决心——换句话说，对于数字时代的愿望的复兴相当于卢卡斯计划(20世纪70年代的车间管理计划，用于转换和改造英国主要的军工企业之一)(Holtwell 

2018)。
我们强调自由主义平民和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和争论在构思这种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Bauwens和Jose 2018;Murdock 2018)。在这样一种新形式的“广泛联合”(引用马克思(1848)对共产主义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想象将ML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公共和社区项目，以削弱资本的社会包容并以新的优先事项取代它的方式。这就是人工智能在逻辑上(而不是在市场上)进行广泛(重新)训练的可能性，否则就会导致人类的清算，成为利润积累的摩擦阻力。但我们认为这种真正的人工智能民主化不应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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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它的技术会自动加速。新技术的应用很可能会大大减少工作时间，在自由时间上也会有重要的收获，但后资本主义的“工作”作为社会目的和集体联系的场所并不一定会被消灭，将一个不断膨胀的“无用阶级”切割成一个阿片类药物加netflix的荒地。相反，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真正集体决策必须包括不走的道路的可能性，以及人类拒绝机器智能清算其活动的可能性。这将是一种比“人工智能生成的
UBI支票在电子邮件中”更好的生产模式。 

人工智能资本的轨迹不会被人工智能加上UBI和生态现代气候规划的改革主义措施所转移，在一条或多或少无痛的道路上，它会通过增加其有机成分和将其所依赖的价值地毯从自己的脚下拉下来而自动消失。虽然左派加速主义及其结盟的思想流派试图打破资本和机器智能的会合，但它们只会助长这一过程。
为了找到一个相反的命题，我们需要别的东西，类似于半个世纪前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在接近控制论时代开始时所阐述的东西，尽管不完全相同，当时他阐述了“拒绝”的教义，这是所谓的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源:自治主义者恰恰是在寻求，不是资本从人那里获得自主性，而是人从资本那里获得自治;

可以说，资本主义对机器的使用不仅仅是对某种“客观”发展的扭曲或偏离，这种发展本身是合理的，而是资本决定了技术的发展……“科学、巨大的自然力和大量的社会劳动”都具身在机器系统中。与这三种力量一起，构成了“主人”的权力。因此，对于-à-vis“被剥夺的”个体工人来说，技术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资本，“因为它是资本，自动机制被赋予了意识和意志，就资本家而言”。(Panzieri 2017)

由此，Panzieri假定“工人阶级对制度的推翻是对资本家所处的整个组织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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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首先是技术，因为它与生产力有关”(2017)。也就是说，也不可能直接概括operaismo最初的“拒绝”策略，因为它是基于工业工厂中群众工人的力量;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完全社会化的工厂，如果不是全球性的，在这个工厂里，Panzieri和他的同志们看到的控制论过程从一个模糊的地平线向他们袭来，现在是数字资本主义无情的24/7之光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拒绝和重新占有之间、破坏者、黑客和叛逃者之间的边界比以前更加流动和复杂，这是非常真实的。如果我们对加速主义持怀疑态度，我们也会认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那句著名的“拉下紧急刹车”，正在进入深褐色色调的照片图像领域。在这一点上，问题是一系列的急转弯和横向操作，因为历史的火车头完全偏离了它想象的轨道。但并非所有的对角线动作都是平等的:有些动作会让你输掉这场游戏。所有反对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的斗争都在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的时刻，而不是默许的时刻，可以放弃:在拒绝和重新占有的双胞胎中，拒绝是第一的，如果人工智能的左采用不只是资本的附属品
非人道的权力

一个完全发展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将实现萦绕在马克思思想中关于非人权力的最深阴影。第3章探讨了我们如何通过产生价值的AGI的出现来走向这个未来。这可以理解为对最初的、非常反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者Nick Land(2014)所说的“资本主义和人工智能的目的论同一性”的价值理论或非拜物教分析。尽管，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兰德的作品中有许多方面我们完全没有同情心，但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比库兹韦尔等技术奇点的乌托邦理论家要坦率得多。对于Land

(2017)来说，人工智能是控制论过程的高潮，不是狭义的计算机发展理论，而是资本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强化技术进步的过程，一个“正反馈回路”，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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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和工业化在一个失控的过程中相互激发，现代性从中得出了它的梯度……随着回路逐渐闭合或强化，它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主性或自动化。它变得更加自动化生产(这只是“正反馈”已经说过的)。因为它对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吸引力，所以它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的。除了自我放大，它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意义。它为了成长而成长。人类是它的临时主人，而不是主人。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它自己。(Land 2017)

在其他地方，兰德更全面地指出了人工智能出现的利害关系，他宣称，如果这样一个过程是解放的，那么它解放的不是“人类物种，达到物种存在以解放人类个体”，而是“生产资料”本身:

因此，在使用“解放”这个词时，当然，如果它的意思是资本自治的话，我完全赞同它……我不再对……感兴趣了。假装这和左派在谈论解放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左派所说的解放，是指摆脱资本自主化的自由。(浩瀚突兀2018)

不考虑兰德分析的拜物教性质，我们同意他的结论: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自治化是必须被击败和摧毁的。
兰德观点的一个大问题是，无人类人工智能资本的出现不仅被誉为不可避免的，而且受到“奉承”(Goldhill 2017)的欢迎，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进化取代。正是这种关于非人道超级智能出现的庆祝宿命论，将兰德关于人工智能的著作与他与种族主义和厌恶女性的“新反动”另类右翼势力的臭名昭著的牵连联系起来。新反动(或“NRx”)是一个未来主义和技术上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传统政治等级制度的恢复，以及企业首席执行官成为新君主的封建主义的复兴的议程。兰德的思想与计算机科学家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又名“孟子·莫德巴格”)等人物的思想混合在一起，这种政治潮流在硅谷广泛流传，并得到彼得·蒂尔等企业大亨的支持，形成了人工智能发展文化氛围的一部分 (Burrows 2018;Sandifer and 

Graha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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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戈伦比亚阐述了AGI研究和新反应之间的融合，他对“计算主义”(2009)的批评以及许多人工智能研究将认知与体现分离的尝试受到女权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提出的许多相同问题的影响，并分享了这些问题。戈伦比亚(2019)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在种族(以及我们想补充的性别和阶级)方面的缺陷远远超出了算法偏见的可纠正实例。相反，它们存在于抽象和技术创造的“通用智能”概念中，这反映了以白人(和男性)为主的人工智能研究社区的心态。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
AGI研究与臭名昭著的充满种族色彩的寻找可测量和客观的“一般智商”之间的联系。戈伦比亚说，对AGI的探索是在寻找一个“伟大的白色机器人上帝”。然而，随着中国作为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崛起，他对人工智能白人至上主义偏见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戈伦比亚关于试图创造一种“奇点”的反动倾向的论点是重要的，这种倾向有可能将主导社会制度的逻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尤其是资本主义——提升到一个超越权威的水平;在右翼加速主义人工智能开发者和计算机程序员积极采纳兰德关于人类自由资本主义的愿景时，他认为未来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冲动肯定是正确的。面对这种新反动思想的物质实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兰德所命名的可能性，不是作为一种拥抱的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反对的力量。兰兹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看法是一部从终结者的角度书写的天网历史;我们的则是从莎拉·康纳的视角出发。
资本已经是一个“自动主体”，但有了AGI，它也将从人类的劳动中独立出来，从而从人类中独立出来。资本主义可以继续下去，但非人的通用智能代表了资本和劳动之间斗争的双方，一方积累财富，而另一方继续在机械的痛苦中为工资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而工作。资本的所有暴力矛盾都可以继续，但由超智能机器来实施。面对一个思考更快、做事更快、不受特定形态限制、不需要诸如进食、呼吸和排便等生理需求的AGI，人类工人会做什么，也能做什么?而当非人的通用智能开始物化自己的时候，人类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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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以一种缓慢或迅速地使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方式存在?生物的物质性，效率低下，不足以以机械的速度实现价值增值，将成为资本需要克服的障碍:人类必须抛弃它才能生存。在这个问题上，人工智能资本遇到了渴望改变人类生物学的超人类主义。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的主要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库兹韦尔提出，人类必须“超越我们生物身体和大脑的限制”(2005年);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认为，对智 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心智，“其余的只是果冻”，他提倡大脑模拟——复制“同一性模式”并将其下载到硬件上——因为它使一个无实体的心智被赋予了“机器的所有优势”(1988:117)。
这种对劳动力进行超人类化的推测性科学建议已经流入了企业界。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谷歌资助了所谓的奇点大学，该大学作为库兹韦尔思想的平台，库兹韦尔也在该公司从事ML和自然语言处理工作(Simonite 2017)。尽管b谷歌在一系列关于不正当财务和性骚扰的指控中撤回了对该机构的支持(McBride 

2018)，但“奇点U”迅速找到了其他企业赞助商，包括美国军事航空巨头波音(Catalano 2018)。与此同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谴责失控的人工智能危险的同时，提出应对这一威胁的唯一办法是将计算机植入人类大脑，这样原始人就能在认知上跟上机器竞争对手的步伐。为此，他投资了Neuralink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神经技术公司，旨在开发脑机接口:马斯克表示，其目标是实现“与人工智能的共生”(Hamilton 

2018)。
为了跟上非人的AGI劳动，人类必须在思想和身体上变得同样非人，成为不朽的雇佣劳动者。与AGI工人一起，这些不再是人类的人将淘汰那些拒绝转型的人。人类将面临一个选择:资本主义的超人类主义或死亡。而这种选择将产生潘齐耶里拒绝工作的终极化身，正是因为接受个人死亡和物种灭绝，将是为工资而工作的唯一选择，24/7，直到宇宙热死。
要避免这种选择，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此需要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否定非人道主义



. inhuman power160那么，人工智能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一搏，等于对人类例外论和物种主权的重申?不。共产主义也应该，也必须是不人道的。批判必然是从人类的角度来阐述的，但将人类从人类的宇宙图景中去中心化既是科学世界观的要求，也是人类物种生存的要求，这是自相矛盾的。有必要在理智上和发自内心地理解，人类与其他物种和非生命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机器的系统紧密相连，并且实际上是由它们构成的。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人类起源，因此产生了不同种类的人类(Read 2017)。在与ai资本的斗争中(可能)出现的“人类”将与进入其中的“人类”不同。我们至少看到了两条分支路径。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可能会重新适应超人类主义，并在技术上对自己进行改造。一个新生的共产主义社会要么选择，要么被迫(也许是由于生态崩溃，或者是战争的后果)从根本上修改人类的物理形态，包括其认知器官、代谢系统和身体。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人(原文如此)生产人”(2007:103)。正如Istvá
n Mészáros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历史上永远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的实体已经完全实现了。”因为这样的固定会剥夺人的本质属性:他的“自我调解”和“自我发展”的能力(1970:119)。虽然超人类主义起源于社会主义思想家(Bogdanov 1984;霍尔丹1924;Bernal 

1969)，它在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圈子中成熟，并在很少批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激增(Hughes 2012)。如果超人类主义被理解为一种“知识和文化运动，它肯定了通过应用理性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状况的可能性和可取性，特别是通过开发和使广泛可用的技术来消除衰老并大大提高人类的智力，”(Humanity+ n.d.)，正如本书的一位作者所指出的(Steinhoff 2014)，尽管它与资本有着长期的联系，但它并没有本质上的反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很容易与马克思的人文主义和高度现代主义时刻联系起来，因为正如超人类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哲学“可以被视为人文主义的延伸，它部分来源于人文主义”(Humanity+ n.d.)。正在进行的超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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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技术转型可能会引发关于共产主义所指的共同体性质的日益棘手的问题。虽然我们各自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但我们都同意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真对待超人类主义，将其从盲目的资本主义轨迹中分离出来，反思马克思自己的高度现代主义倾向，并描绘一个拥抱或逃避的社会项目。
共产主义“非人道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生态主义。从资本中争取人类的自主性，也就是争取承认资本模糊和抹掉的生态和宇宙的人类羁绊和砖块:认识到，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自治过”(Nelson and Braun 2017)。它通过关注物种对其他生命系统的依赖和相互依存来消除人类的固定性，而不是将分析和政治重新集中在一些人类创造的机器上，以统治其他人类和自然世界。在这方面，资本的人工智能策略也许是人性的，太人性了:共产主义必须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这一思路的强大推动力来自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2)和杰森·摩尔
(2015)等思想家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后者更强烈地代表了人类与自然之间本体论差异的非人道扁平化，我们认为有必要挑战资本的机械自治化倾向。我们相信，在不同程度上，这些观点可以通过与简·贝内特(Jane Bennett)对“贯穿和跨越人类和非人类身体的重要物质性”(2010:178)的分析和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在马克思主义中提高非人类的数量”(2017:61)的挑衅性项目的联系而加深。这些立场是“不人道的”，不是像超人类主义那样，通过拥抱技术，而是在后人类女权主义者(Braidotti 2018)开创的意义上，在认识论和实践上推翻了性别化和种族化的人类定义，以及原始人至上于生态网络的主导概念
这些知识和政治潮流为从生态角度出发脱离自动人工智能资本的轨迹提供了资源，形成了一条逃跑和战斗的路线，这条路线认为人类与自然、非人类和其他人类的关系不是统治或竞争，而是互惠和合作。由于气候变化、战争和雇佣劳动的缓慢侵蚀，可能会出现一种生产方式的轮廓，尽管它最初必须正式纳入资本已经存在的人工智能，但它仍在继续



. inhuman power162真正将其纳入全新的技术配置中，在这种配置中，人工智能自动化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培养集体和个人的人类习惯、主体性、联想和实践，这些都是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以及物种生存所必需的。在这方面，最有希望的方向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去增长”运动之间的可能衔接，例如价值理论家Anselm Jappe(2017)和自主主义者Emmanuelle Leonardi(2019)最近的作品中所预示的那些运动。可能正是在这种有意的减速主义运动中，建立了替代人工智能资本的“生物共产主义”的深层储备。
人工智能资本是一个深渊，共产主义是一座跨越的桥梁，但它是一个危险的、摇摇欲坠的桥梁，部分处于火焰之中，另一边的到达点模糊不清:尽管如此，前进吧。



附注
引言

1. 我们中的一个人(Kjøsen 2013a)在事先不知道Land的论点的情况下，也通过讨论机器人是否可以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 更多关于兰德及其对学术界、硅谷和另类右翼/新法西斯主义/新反动思想的影响，请参见Wark(2017)、Goldhill(2017)和

Haider(2017)。 
3.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来指代整个人工智能，包括ML。当ML的特定属性对我们手头的讨论很重要时，我们会特别提到ML。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讨论的现有人工智能系统都是ML，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机器学习如何或是否与统计学区分是我们留给专家讨论的有争议的话题。无论一个人的观点如何，这两个领域之间都有大量重叠的领域(Srivastava 

2015;Fawcett and Hardin 2017)。 

4.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所谓机器的学习与人类的学习是不一样的。机器感知或任何类型的机器认知，也不像人类的类似过程或功能那样发挥作用。 
5. 马克思将不变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前者指的是建筑、工具和机器，而后者指的是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生产过程的要素。马克思根据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如何将其价值转移到商品上来区分这两者:零碎的(固定资本)或批发的(流通)(见马克思1992:237-48)。 第1章
1. 这远远不是对ML商业可能性的完整调查，事实上，它的应用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因为ML发现模式的能力可以应用于任何数据丰富的领域，而在数字时代，这几乎是任何领域(Zilis和

Cham 2016)。 
2. Srnicek(2016)认为，由于苹果对其高设计计算产品的狭隘和严格控制，它并不真正有资格成为依赖用户数据的“平台资本家”，但考虑到它与音乐流媒体和应用程序驱动的iPhone的关系，这种评估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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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对各种尝试完成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思想的回顾，见O ' kane

(2014)，以及关于国家在创造和维持一般生产条件方面的作用的讨论，Läpple(1973)。 
4. 然而，美国最初由国家主导的技术私有化如此先进，这一事实本身就给美国政府带来了一些问题。五大科技巨头，亚马逊，

Facebook，苹果和微软在非国防相关科学研究上的花费几乎与美国联邦政府一样多(Manjoo 2017)。在美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比如联邦调查局(FBI)和苹果公司(Apple)在加密问题上的冲突，绝不能肯定美国政府掌握着更先进的技术。 

5. 当马克思讨论生产的特殊条件时，他只提到那些采取不变资本形式的生产要素，他特别注意固定资本。虽然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固定资本的形式，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固定资本的经济形式不能简化为机器。建筑、工具、内部运输网络以及储存生产储备和成品的设施都像机器一样发挥固定资本的作用(马克思1990:510;1992: 

201)。 

6. 就连表面上是人类的互联网也越来越多地由机器来运营。根据
Zeifman(2017)的数据，2016年，人类仅占互联网流量的48.2%，其余流量由各种机器人产生。 

7. 后 操 作 主 义 思 想 家 通常没有直接解决AI问题，除了Matteo 

Pasquinelli，他详细阐述了理解信息机器和数据(尤其是元数据)的必要性。作为21世纪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关键组成部分，并认识到资本和AI具有深刻而不断发展的亲缘关系。他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尝试，试图解决AI给后操作主义思想带来的一些矛盾，尽管他还没有提出系统的批评。因此，我们热切期待他即将出版的关于资本与计算的专著(2019)。

第2章
1. 有关样本，请参阅2017年9月13-14日“人工智能经济学:议程”会议的论文，可从国家经济研究局在https://www.nber.org/books/agra-

1上获得，发表在Agrawal, Gans和Goldfarb(2019)上。 

2. 然而，Leo Impett(2018)认为，从深度学习(DL)AI中消除算法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系统会自动向量化任何和所有数据;在GOFAI和正常的ML中，有可能消除性别、种族、信用评分等偏见;DL算法会把一切都考虑进去——这也是它们如此强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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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 关于“奇点”的讨论由Raymond Kurzweil (2005a)推广开来。相互竞争的说法对奇点的到来采用了不同的标记。马克思主义对奇点的 讨 论 很 少 ， 但 包 括 Rikowski (2003); 戴 尔 - 威 瑟 福 德 (Dyer-

Witheford, 2010);克约森(2013a;2018);Rectenwald (2013);施泰因霍夫(2014)。 

2. 本 章 是 对 我 们 其 中 一 人 在 文 章 “Träumen Androiden vom 

Mehrwert?”’(Kjøsen 2018)。 

3. HLMI也可以指“高级机器智能”(Nadin 2018: 2)，或者可以理解为“人类水平的AI(HLAI)”(尼尔森2005)。 

4.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对人的定义(Read 2017)。HMLI的定义将人类智力与劳动联系在一起，这强烈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形成与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有关。事实上，尼尔斯·j·尼尔森建议用“就业测试”取代图灵测试，如果AI“能够完成通常由人类完成的工作”，它就可以通过测试(2005:68)。 

5. 作为活跃的AGI项目，Baum包括“要么确定为AGI，要么进行研发以构建被认为是AGI、人类智能或超级智能的东西”的项目
(2017:13)。Baum包括了针对“大脑模拟”的项目，因为它们将是“具有一般智能的计算实体”，并且是“一种AGI”(2017:8)。然而，对于大脑模拟是否属于AGI的范畴，存在分歧(Wang和
Goertzel 2007:7)Baum的调查是基于可公开获得的信息，这意味着可能有更多活跃的AGI项目尚未公开或故意保密。 

6. Baum(2017: 18)的分类如下:学术机构(20);私营企业(12);国有企业
(6家);非营利组织(5);政府;(2)其中四个项目分为两个类别，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数字加起来是49。 

7. 正如我们后面讨论的那样，技术成就当然绝不等同于经济部署。一位杰出的主流经济学家试图估计技术奇点的时间视界，如果有的话，至少将其置于一个多世纪之后，请参见诺德豪斯(Nordhaus, 

2015)。 
8. 马克思把这种恋物癖称为“三位一体公式”(1991:953)。 
9. 作为原料投入，动物仍然表现为不变资本，但是是流通的品种，因此具有不同于固定(不变)资本的社会功能。 

10. 在摩尔和阿弗林对《资 本 论 》 的 翻 译 中，科 普 夫和ideell都被翻译为“想象”(马克思2011:198)。虽然Ben Fowkes(马克思，1990)正确地翻译了ideell，但科普夫的正确翻译是“头”。 
11. 直觉可以与创造力联系起来，尽管这种联系很微弱(Pétervári, 

Osman and Bhattachary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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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nn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神经网络，它以视觉皮层为模型，非常适合处理图像数据。 

13. 因此，他们认为，人工神经网络的特定架构对于解决泛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结合横向和反馈连接，而不仅仅是类似于新皮层中细胞的前馈层次结构。 

14. ImageNet是一个视觉数据库，由超过100万张带标签的图像和20,000个类别组成。它是为研究视觉对象识别软件研究而设计的。 

15. 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BAYOU是另一个例子。 
16. 马克思指出，“当机器的价值= 0时，它对资本最有价值”(1993:

766)。 
17. 然而，法律事务委员会建议的法律框架是“确保机器人现在并将继续为人类服务”。 
18. 这一捆商品甚至可能比人类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一捆商品还要便宜。因此，AGI无产者可能会成为一群非常廉价的新劳动力，因为AGI工人将花费更短的工作日来复制他们的工资，即相对于剩余劳动力进行必要的劳动。 

19.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关于AI的“过剩人口”论文进行了清晰而富有同情心的处理，见Skidelsky(2018)。结语
1. 我们注意到，这是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AI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仍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其监护下，AI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如果AI通过大数据分析合理配置资源，如果强大的反馈回路能够取代‘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同时公平地分享它创造的巨大财富，那么一个真正有效的计划经济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Xiang 2018)。 
2.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一种可预见的攻击:卢德主义。就我们而言，卢德主义的时代来了又走了:这个词已经用完了。产生这些术语并使它们成为严重威胁或有希望颠覆的象征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无论是采用还是诅咒卢德主义都没有多大意义。所有的斗争都是在和反对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进行的。就摧毁数字基础设施或使其不适合人类居住而言，资本在网络战争和网络犯罪中自己做着工作，更不用说生态灾难了，然而，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技术的发展。问题不在于人类对资本主义机器的破坏，而在于资本对人类的机械破坏，以及另一种社会轨迹的可能性。 

3. 哲学家雷扎·内格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最近提出，AGI是哲学的终极解放目标，他对Golumbia等持怀疑态度的说法和诸如
goumbia这样的赞美说法都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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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兰德一样，他认为“人工通用智能的项目……是人类自我发现过程的自然延伸，通过这个过程，本质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洗掉了”(2018:117)。 

4. 这样的“后人类女权主义”与加速主义的“外女性主义”(Laboria 

Cuboniks 2015;Hester 2018)， 在 社 会 主 义 女 权 主 义 者 Shulameth 

Firestone(1979)遗产的基础上，热情地将控制论和生物技术视为“废除性别”的手段，可以被视为女权主义和酷尔版的超人类主义。外来女性主义的激进反自然主义能否与其他后人类女性主义的生态关切相协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尚未得到解决。在这方面，围绕唐娜·哈拉威
(Donna Haraway)将她著名的“半机械人”激进主义(1985年)的召唤重新调整为她最近的后人类“腐殖质”(即地球)政治(2016年)的争议尤为重要，但也超出了我们对AI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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